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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威慑”到“实战威慑” 
 

——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核战略的演变 

 

 

张静怡、宋久光 

 

 

前    言 

 

核战略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它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１９４

５年８月，当世界上最初两颗原子弹投向广岛、长崎时，美国并没有什么“核战略”，只是

为了尽早结束那场“常规大战”而使用了一种威力空前的新式武器而已。以后来的眼光看，

那只不过是一次“核（原子）武器的常规运用”。这个阶段持续到美国丧失了核垄断为止；

甚至从本质上和宏观上看，在它采取“大规模报复”战略时，也不例外。因为美国当时除道

义和政治外，无需考虑一旦使用这种武器会在军事上给自己带来什么消极的后果。美国对核

战略进行比较实际而全面的探讨始于６０年代。 

    ６０年代以后，美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威慑为核心和基本目标的核战略。其间，随着

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它经历了一个从“纯威慑”（Deterrence only）到“实战威慑”

（War-fighting deterrence）演变的过程。研究这一过程。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深入研究

美国的核战略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颇有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两种倾向：其一，只注意美国政府的公

开文件（例如国情咨文、国防报告）或决策层人物的政策性言论，并把它们当成研究判定美

国核战略的基本依据；其二，对于美国核战略的发展，往往只注意分析影响这一发展的外在

因素，而很少分析核战略本身内在的各种因素。事实上，美国核战略是一个由多种具体政策

组成的综合性概念，尚无统一的严格的定义，但实际上它主要包含三项具体政策： 

    １．“核威慑政策”又称之为“声明政策”（Declaratory policy）：它是由总统、国防

部长或政府其他决策人物公开宣布的有关核威慑的理论、政策、原则以及核武器打击目标等

综合性政策。 

    ２．“核力量使用政策”（Employment policy）：这是核武器如何实际运用的方针，包括

核战争计划和打击目标政策。 

    ３．“核力量发展政策”（Force development policy）：这是有关核力量（包括核武器

系统和战略指挥、通讯、控制以及情报系统，即Ｃ
3
Ｉ）研究、发展、试验以及未来核力量

采购计划的总政策方针。〔1〕 

    本文拟从美国核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综合分析入手，论述美国核战略自６０年代初以

来由“纯威慑”向“实距威慑”转变直至“实战威慑”最终确立的基本过程，以及导致这一

战略演变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里根政府的核战略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实战威慑”思想的提出 

 

    （一）“实战威慑”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６０年代以前，美国的基本核战略思想是“大规模报复”，但这一“幼年时期”的核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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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到了５０年代末就出现了危机。 

    首先，这一战略的目的是企图以单一的核军事手段，阻止一切类型的战争，而５０年代

以来爆发的许多小型的或局部的常规战争却证明它虽然避免了大战，却无从保证“小和平”。 

    更重要的是 50 年代后期开始，苏联核力量有了较大发展，1957 年又首次成功地发射了

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使苏联获得了能直接给美国本土造成巨大破坏力的远程核打击能力。

这一事件极大地震动了美国朝野，它标志着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核武器而不受到惩罚的

时代结束了。随着苏联核力量的迅速发展，美国核优势的相对削弱，“大规模报复战略”的

基础动摇了。 

    随着美苏战略力量对比的改变，苏联开始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进攻架势。在政治上，第

二次柏林危机于６０年代初达到高潮，使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切打破了美国本土是“安

全堡垒”  的幻想，人们开始意识到，美苏之间爆发一场战争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变化了

的形势对美国战略的修改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肯尼迪上台后，立即宣布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以便美国总统

在冲突中能在多种核作战方案中灵活选择，而非仅仅依靠大规模报复。在肯尼迪政府看来，

必须考虑到威慑一旦失效，如何在一场实际的核战争中使美国的城市少受损失。 

    （二）麦克纳马拉的“安阿伯（Ann Arbor）讲话” 

    适应“灵活反应战略”的要求，１９６３年６月，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位于安阿

伯的密执安大学，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演说。他说：“应当以一种和我们过去对待常规战争

相同的态度对待（一场核战争中的）基本军事战略。这就是说，在核战争中，主要的军事目

标⋯⋯应该是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它的平民。” 

    麦克纳马拉在安阿伯讲话中提出的观点，立即被称之为“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

战略或“不打城市”（City-avoid）战略。这是美国战后首次公开提出的把军事力量作为核

战争中的主要打击目标的政策主张。“实战威慑”的思想产生于６０年代初并非偶然。除了

前面所谈的几个基本原因以外，５０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侦察卫星技术也为新战略的产生提

供了必要的前提，因为不掌握敌军事力量部署的准确情报，是无法实施这一战略的。 

    （三）“安阿伯讲话”对美国核战略的影响 

    １９６０年，美国曾制定过一个“单一联合作战计划”（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SIOP），它规定在核战争爆发时立即动用全部核武器，达到一举毁灭敌人，取得战争

胜利的目的〔2〕。这是一个全面反映“大规模报复”战略要求的作战计划。 

    １９６２年，根据麦克纳马拉提出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美国对ＳＩＯＰ－６０进

行了修订。新的ＳＩＯＰ－６２根据中苏分裂的现实和新战略的要求，在规划打击目标时，

将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作了区分；也将苏联战略核力量与城市目标作了区分。 

    ＳＩＯＰ－６２的最大变化是，不再“一下子”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提出了五种选择方

案，即顺序攻击：１．战略核力量；２．远离城市的其他军事力量和资源；３．城市附近的

军事力量及资源；４．指挥、控制系统；５．必要时对城市、工业地区进行大规模攻击〔3〕。 

    不难看出，ＳＩＯＰ－６２体现了麦克纳马拉“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的意图，它试图为

美国战略核力量提供一个在威慑失败情况下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统一政策和战争计划。 

    麦克纳马拉的“打击军事力量”的政策主张在美国核战略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

标志着“实战威慑”战略思想的诞生，并奠定了２０多年来美国核战略演变的基石。 

     

二、从“实战威慑”到“确保摧毁” 

 

    麦克纳马拉虽然提出了“实战威慑”并对核力量使用政策也做了某些调整，但这一思想

并没有成为核战略思想的主流。那时基本的核战略是与“大规模报复”一脉相承的“确保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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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战略。 

    （一）麦克纳马拉从“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的后退及其原因 

麦克纳马拉在职期间就明显地改变了立场。他声称，美国并不想寻求一个广泛的打击军

事力量的态势。同时，在公开的场合，开始较多地提及“确保摧毁”能力的概念。 

    促使麦克纳马拉改变立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美国在６０年代初重新获得了对苏的巨大优势。５０年代末，受所谓“导弹差距”

（Missile Gap）之争的影响，美国加速了核力量的建设步伐，到６０年代初，又获得了对

苏的巨大优势。同时，由于潜基核力量的发展，使美国获得了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

这就为“确保摧毁”战略创造了前提。 

    第二，国内舆论界和苏联的反对。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在美国拥有明显核优势的情况下，

主张打击苏联军事目标，无异于追求“第一次打击”〔4〕。苏联的反应也很强烈，认为这是

从预防性军事行动和达成突然性出发的〔5〕。 

    第三，西欧盟国的反对。西欧历来认为，以苏联的城市为核打击的抵押品，是遏止苏联

进攻西欧的最有效威慑。他们担心，放弃这一政策意味着放弃对苏联入侵西欧的威慑。它们

更担心执行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将导致美国战略核力量与北约防务“脱钩”。 

    第四，军事上缺少可行性。麦克纳马拉提出“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的基本目的是要减少

美国在核战争中的损失。其前提是苏联接受同一原则。既然苏联反对，这一战略的可行性就

成了问题。 

    第五，平息预算之争的需要。“灵活反应”战略使美国各军种之间预算之争更加激烈。

空军利用“打击军事力量”战略要求大量采购新式导弹、轰炸机；陆军则借口执行“两个半

战争”战略，要求得到更多的拨款。因此，麦克纳马拉也不得不改变其政策基调。 

    （二）K“确保摧毁”与“限制损失”双重战略目标的并存 

    麦马纳马拉的立场后退，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在核时代灵活性的观念。事实上，在１９

６６年之前，他已反复强调，美国不仅需要具有“确保摧毁”的能力，同时也必须拥有实质

上与“打击军事力量”战略一致“限制损失”（Damage Limiting）的能力，并把这两项能力

同时列为美国核战略的基本目标。 

    就战略思想而言，“确保摧毁”是从“大规模报复”演变而来的。尽管它们有某些不同

之处，例如，“确保摧毁”依靠“第二次打击”力量，而“大规模报复”则具有“第一次打

击”的特点。然而，两者的基础是一致的，这就是美国的核优势。此外，它们都主张打击城

市、人口目标，都是以大规模毁灭性核报复作为威慑的手段。 

    与之相反，“限制损失”则反映了侧重打击军事力量和灵活反应的新战略思想的要求。

它主要是通过打击敌战略进攻力量和实施积极防御（反导弹等）及消极防御（民防）来减少

己方的损失。 

    （三）核战略发展为“确保摧毁” 

    １９６６年前后，美国核战略又发生了变化：在公开的政策声明中，美国政府开始突出

强调“确保摧毁”的作用，“限制损失”的作用被大大贬低了。１９６７年，美国年度国防

报告毫不含糊地宣称： 

    “我们的一切手段必须优先用于确保摧毁的能力方面。⋯⋯限制损失的计划不论花多少

钱，都永远不能代替确保摧毁的能力在威慑方面的作用。能起威慑作用的，是我们摧毁进攻

者⋯⋯的能力，而不是部分地限制我们自己遭到损失的能力”。 

    ６０年代后期，随着美苏相互威慑格局的形成，在“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又发展起来

一个战略概念：“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只要苏美双方都拥

有能给对方以毁灭性报复的“确保摧毁”能力，则任何一方都不敢挑起核冲突，因而也就保

持了战略稳定性，避免了核战争。“相互确保摧毁”与其说是一种战略，不如说是一种被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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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了的现实。“相互确保摧毁”与“确保摧毁”是一致的。仍然属于“纯威慑”的战略。 

    （四）“确保摧毁”时期美国核战略中的内在矛盾 

    在６０年代，美国核战略由“打击军事力量”转变为“确保摧毁”，主要是核威慑政策

（即“声明政策”）的转变，并没有对建立在“打击军事力量”思想基础上的核力量使用政

策产生本质的影响。１９６７年，麦克纳马拉主持起草的最后一个“联合战略作战计划”

（Joint Strategic Operations Plan）仍然强调与“打击军事力量”战略有关的概念，如：

多种选择、控制升级、灵活性、逐级反应等等。〔6〕 

    由此可见，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以“确保摧毁”为基本内容的核威慑政策（声明政策）

与侧重打击军事力量目标的核力量使用政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实际上反

映了“纯威慑”和“实战威慑”这两个不同的核战略之间的矛盾。 

    总之，６０年代的美国以“确保摧毁”为代表的“纯威慑”战略与“大规模报复”战略

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这个“纯威慑”战略已经注入了“实战威慑”要素（主要体现在核力

量使用政策上）。 

     

三、从“充足论”到“施莱辛格主义” —— “实战威慑”思想的演进与发展 

 

    尼克松政府上台，批评和否定了“确保摧毁”的观点，推出“充足论”（Sufficiency），

然后制定了“施莱辛格主义”(Schlesinger Doctrine)，完成了在理论上从“纯威慑”向“实

战威慑”的转变。 

    （一）“充足论”——改变“确保摧毁”战略的第一步 

    １．尼克松上台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 

    ６０年代，美国由于长期推行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不断扩大侵越战争，其经济经受了

长期而持久的消耗。到６０年代末，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深深陷入了危机，国力急

剧衰落。同时在美国国力下降过程中，苏联的综合国力却大大增加。那时，苏联已开始在全

球范围内与美国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后享有近１／４世纪核优势的美国，第一次面临美苏力

量接近均衡的局面。 

美苏战略力量对比大体上均衡的现实，产生了两个意义重大的结果：在政治上，使美苏

由对抗走向谋求“缓和”，由全面的军备竞赛走向试图通过谈判对战略武器进行限制；在军

事上，使建立在优势基础上的“确保摧毁”战略的根基瓦解。这两个结果，直接推动了尼克

松政府核战略政策的调整。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单纯依靠“确保摧毁”既无法遏止日益增

长、日益多样化的苏联核力量，也无法与日新月异的技术相适应。这种以“不变”应“万变”

的办法，除了阻止核大战外，威慑的可靠程度只能越来越小。苏联以多样化的形式而非仅仅

发动全面核大战形式，使得美国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要么无所作为，听凭苏联军事上的胜

利；要么对苏联城市人口进行大规模报复，但随之而来的则是苏联同样的反报复。 

    ２．“充足论”的提出。 

    作为修改“确保摧毁”战略的第一步，尼克松摈弃了长期以来在核力量建设上的“优势”

标准，提出了“战略上充足”（Strategic sufficiency）的新原则。“充足论”是一个颇为

模糊的概念，其基本含义大致如下：美国应保持拥有确保摧毁的第二次打击力量；与此同时，

无论在核武器数量或质量方面，都应达到与苏联实质上的均衡，美国不谋求战略上的优势，

但也不允许苏联获得这一优势。“充足论”仍然以“确保摧毁”为基础，但也包含了某些灵

活反应的因素。为什么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一个仍然以“确保摧毁”为基础的“充足论”呢？

这是因为： 

    其一，缓和进程与军备控制谈判的牵制。７０年代初，美苏正在寻求“缓和”，而军备

控制则是缓和的重要内容。当时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谈判（SALT-I）”的前提就是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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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接受“确保互相摧毁”的原则。显然这时不能明确提出放弃“确保摧毁”。 

    其二，预算上的考虑以及来自国会的压力。“确保摧毁”的一大优点是对核力量要求的

简明性。它可以为核力量确定某种限度，从而有效地控制预算。在面临国会大幅度削减军费

的形势下，既然立即修改现行战略的客观条件尚不具备，那么采用温和的“充足”一词，在

含义上的模棱两可使美国的决策人对它的解释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灵活性，自然比公开修  

改现行战略更为明智。 

    ３．尼克松进一步转向灵活反应。 

    １９７１年以后，尼克松越来越强调灵活反应，在公开场合批评“确保摧毁”的态度越

来越明朗。在１９７１年政府对外政策咨文中，他说：“我决不能（而且我的继承人也决不

能）把对敌方居民进行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屠杀作为对挑衅唯一可能作出的反应。他在１９７

２年对外政策咨文中又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必须能够灵活地加以运用。单一的‘确保摧毁’

理论并不能满足在战略方案中应具灵活选择的余地这一要求”。然而，这一转变并没有对核

力量使用政策和核力量发展政策产生明显的影响，因为尼克松还缺少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理论

指导。 

    （二）“施莱辛格主义”——改变“确保摧毁”战略的第二步 

    “施莱辛格主义”是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进行的有关新战略理论研究的结果，体现在

１９７４年国家安全决策第２４２号备忘录（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NSDM-242）内。〔7〕１９７５年初，国防部长施莱辛格首次披露了其基本内容。因而，它被

称为“施莱辛格主义”或“有限核选择”（Limited Options）战略。 

    １．施莱辛格主义的基本内容是：（１）控制升级。这是第２４２号备忘录提出的新战

略主张的核心内容。它要求在威慑一旦失败，核冲突爆发时，美国应有选择地，有控制地使

用核武器，以便“在尽可能低的冲突级别上谋  求战争的早日结束”。〔8〕 

    （２）建立可靠的战略预备力量。 

早在６０年代初麦克纳马拉就提出过建立战略预备队的主张，但未能实现。第２４２号备忘

录明确要求建立一支由多种核力量组成的，具有生存能力的战略预备力量，目的在于实施“战

争间威慑”（inter-war deterrence）和作为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从而以迫使苏联接受

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冲突。 

    （３）阻止苏联战后恢复。在控制升级失败情况下，美国剩余战略力量的目标是“摧毁

对敌人⋯⋯在战后恢复大国地位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７０％，使美国在

一场核大战后先于苏联恢复强国地位”。〔9〕 

    ２．“施莱辛格主义”产生的背景。“有限核选择”是一系列政治、军事、技术因素发展

的结果。 

    首先，这一新理论的产生反映了以施莱辛格为代表的美国决策层对“缓和”失去了信心

〔10〕。１９７２年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谈判（ＳＡＬＴ－Ｉ）协议，在美国引起了很大

的争论。批评者认为允许苏联保持洲际导弹数量的优势对美国十分不利。这一不满激起了重

新审查现行战略的要求。另外，美国当时以为苏联接受了“相互确保摧毁”原则。然而苏联

继续大力发展战略进攻能力的现实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例如１９７３年，苏联分导式多弹头

导弹ＳＳ－１７试验成功，打破了美国对这一技术的垄断。 

    为了对付“苏联的挑战”，施莱辛格主张美国必须发展新的战略理论，即“有限核选择”

理论。 

其次，军事技术尤其是分导式多弹头技术（MIRV）的发展对“施莱辛格主义”的产生也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对美国战略核力量有两个影响。第一是增加了美国打击硬目标能力

和灵活反应的能力。第二是使核弹头数量大量增加，从而能确保较多的弹头在苏联第一次打

击后生存下来，保持可靠的报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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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施莱辛格主义”时期核战略三个部分的相互关系 

    １．“施莱辛格主义”是战后美国首次系统阐述的“实战威慑”战略，在理论上实现了

从“确保摧毁”向“实战威慑”的实质性转变，使“实战威慑”成为尼克松政府正式的核威

慑政策。 

    ２．“施莱辛格主义”改变了美国核威慑政策与核力量使用政策严重脱节的现状，为核

力量使用政策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方针。据此，美国重新修定了ＳＩＯＰ－６２，制定了体现

“施莱辛格主义”要求的ＳＩＯＰ－５和“核武器使用原则”（ＮＵＷＥＰ－１），〔11〕进

一步扩大了打击目标的范围和选择方案的数量，增强了灵活反应能力。 

    ３．“施莱辛格主义”虽然使核威慑政策与核力量使用政策协调起来，但却没有落实到

核力量发展政策中去。当时尼克松一再拒绝了进一步发展打击硬目标能力的建议，担心这样

做会破坏美苏间的战略稳定，认为新理论不一定要求新型武器，也不需要对现有武器系统进

行重大改进。这种阻力也来自国会，它虽然批准了研制ＭＫ－１２Ａ弹头，但对于新战略中

其他计划却拒绝给予经费。从技术上讲，缺少可靠的、有生存能力的战略Ｃ
3
Ｉ系统是一个

致命弱点。在政治上，尼克松政府陷入了“水门事件”无力自拔，自然也使一些与新战略有

关的重大问题无法解决。 

    总之，“施莱辛格主义”使“实战威慑”不仅有了观点，而且初步形成了理论，并制定

了某些政策。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施莱辛格主义”在核力量发展政策中没能得到充分实施，

但是它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在美国整个核战略的发展史上，是不应低估的。 

     

四、“抵销战略”——“实战威慑”战略的最终形成 

 

    卡特时期是“实战威慑”战略的确立时期。卡特政府根据客观形势的要求，接受了“施

莱辛格主义”，并加以发挥，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的“抵销战略”（Countervailing Strategy）。 

    （一）从肯定“施莱辛格主义”到提出“抵销战略” 

    尽管卡特在竞选期间和执政的初期的某些言论对“有限核选择”表示怀疑和批评，但卡

特政府实际上仍然接受了施莱辛格主义。１９７７年８月卡特签署了题为“美国国家战略”

（US National Strategy）的总统第１８号指令（PD-18）。它明确指出，在新战略指导方针

制定出来之前，继续执行（NSDM-242）号备忘录和“核武器使用原则”（NUWEP-1），即继续

执行“施莱辛格主义”。〔12〕 

    卡特政府核威慑政策并没有停止不前。随着形势的变化，卡特政府进一步发展了核战略。

总统第１８号指令要求对现行核战略进行审查并为核力量使用政策和核力量发展政策制定

一个统一的指导方针〔13〕。根据这一指令进行的研究（以下简称“ＰＤ－１８研究”）持续

了１８个月左右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结果。 

    首先，ＰＤ－１８研究使卡特政府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逐渐接受了学术界关于苏联正

在奉行一种“打核战争”、“打赢核战争”战略的观点，这对后来总统５９号指令的产生，有

决定性的影响。 

    其次，ＰＤ－１８研究提出了长期核战争的观点。长期核战争的一个关键是战略Ｃ
3
Ｉ

系统，而美国战略力量的弱点恰恰不在于武器本身而在于进行一场持久核战争所需要的战略

Ｃ
3
Ｉ系统。 

    最后，PD-18 研究提出了新的打击目标政策，主张把苏联军事-政治领导作为重点打击

目标。在控制升级失败情况下，则集中打击与战争直接有关的军事工业和各类资源。 

    １９８０年７月，卡特签署了总统第５９号指令，宣布美国正式开始实施“抵销战略”。 

    （二）“抵销战略”的基本内容和实质 

    １．“抵销战略”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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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部长布朗在１９８１年国防报告中阐述了“抵销战略”： 

    “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使威慑充分有效，美国必须能够按照苏联发起进攻的

类型和规模做出反应。我们的目的，是在最可能广的方案的范围内，使苏联无法达到胜利的

目的（苏联人也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遏止苏联发动的低于全面核攻击以外的

各种突击。为此，我们要使苏联领导明白无误地认识到，在他们发动了这样一种（有限）核

进攻后，我们决不会仅仅僵硬地在要么毫无反应、要么彻底毁灭苏联两者之中作出选择。” 

    布朗认为，抵销战略的目的是要美国努力保持军事（包括核）力量、应急计划及指挥控

制能力，并使苏联领导人相信“以核武器进行任何一种规模的突击或在战争的任何阶段使用

核武器，不可能导致战争的胜利，不管苏联人会给胜利下什么样的定义。”〔14〕 

    从实施的角度来看，“抵销战略”要求核力量和核战争计划，既能对大规模攻击实施全

面核报复，又能对小规模攻击有选择地使用核力量。就是说，既能打全面核战争，也能进行

有限核战争。 

２．“抵销战略”的实质 

    “抵销战略”是一个典型的“实战威慑”战略，它与“确保摧毁”这一“纯威慑”战略

有许多根本性的区别。 

    首先，“抵销”是指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和与战争直接有关的工业、资源；“确保摧毁”

则指摧毁城市、人口、工厂等等。因此，“抵销战略”含有直接击败敌人的意思，而“确保

摧毁”则意味着惩罚敌人促其崩溃的意思。其次，尽管“抵销战略”与“确保摧毁”的目标

都是威慑，但在如何运用核武器和如何增强威慑上两者却有根本的不同。“确保摧毁”强调，

核武器的唯一用途是遏制战争，而“抵销战略”则强调，核武器不仅用来遏止战争，一旦威

慑失败，它可以用于进行传统意义上的作战。“确保摧毁”强调“战前威慑”，认为核冲突一

旦爆发，威慑即告失败，下一步只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抵销战略”既强调战前威

慑，又强调“战争期间威慑”，不仅要遏止全面核大战，而且要遏止任何一个级别的核战争，

使威慑从有限核冲突到全面核大战的整个范围内都发生作用。 

    （三）“抵销战略”对“施莱辛格主义”的发展 

    “抵销战略”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战略，也不是美国战略理论的根本改变。它起源于麦克

纳马拉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经由“施莱辛格主义”发展而来，本质上是“施莱辛格主

义”的自然延伸。然而，在新的条件下，它又有重要的发展： 

    １．施莱辛格主义与“抵销战略”都主张核冲突一旦爆发，要有限地使用核武器，并控

制升级。不同的是，前者强调控制核武器使用的规模，以便在尽可能低的程度上结束冲突；

后者则强调在冲突的整个范围内，都要能按对方攻击的类型、水平作出适当的反应。 

    ２．侧重打击军事目标是两者的共同点。但“施莱辛格主义”要求侧重打击苏联战略核

力量，而“抵销战略”既强调打击苏联战略核力量，也强调打击其常规军事力量，还把苏军

事－政治领导也列为重点打击目标。〔15〕在控制升级失败情况下，“施莱辛格主义”主张以

“阻止苏联战后恢复”作为打击目标政策的指导方针。而“抵销战略”则要求侧重打击与战

争直接有关的工业和各种资源。 

    ３．施莱辛格在宣布他的“有限核选择”的理论时，认为这一新理论不一定要求新武器

〔16〕。因而，“施莱辛格主义”虽然使核威慑政策与核力量使用政策趋于一致，但没有解决

它们与核力量发展脱节的问题。“抵销战略”则明确指出，必须使核力量的发展与政策的要

求相适应。为此，卡特政府要求发展，采购新的武器系统，如MX导弹和战略Ｃ
3
Ｉ系统，认

为这对于新战略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这样，卡特政府初步纠正了“施莱辛格主义”的缺陷。 

    ４．“施莱辛格主义”和“抵销战略”都主张制定既具灵活性又切实可行的核战争  计

划。但施莱辛格强调其战时作用，而布朗则强调在战前的威慑作用。他认为，制定出切实可

行的作战计划，并且让苏联看到美国有这样的计划，就会增强实战威慑的可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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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政府的“抵销战略”是６０年代以来美国核战略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它标志

着“实战威慑”战略的确立。至此，“实战威慑”不仅有观点，有理论而且统一理论指导下

的具体政策。然而，由于“抵销战略”提出不久即面临大选和政府的更迭，也由于卡特政府

尚有不少人对“抵销战略”持怀疑态度等原因，卡特政府未能充分实施“抵销战略”，把它

最终付诸实行的是里根政府。 

 

五、里根政府对“实战威慑”战略的完善和发展 

 

    １９８１年里根执政以后，继承了“抵销战略”，对美国核战略作了若干调整，并提出

了一些新的主张。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确立了“打核战争”、“打赢核战争”的观点 

    里根政府核战略可以说是坚定的实战威慑论。它的以灵活反应为特色的核威慑政策，以

打一场持久有限核战争为基础的核力量使用政策，以及以提高战略力量生存能力和打击硬目

标能力为重点的核力量发展政策，都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但随着形势发展和美国对苏

竞争信心的恢复与增长，里根政府的核战略，在“打核战争”的基础上，又在进一步向“打

赢核战争”的方向发展。 

    “打赢核战争”（War-winning）论，是８０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战略观点，它的基

本论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首先，核战争是可能爆发的；其次，在某种合理的意义上，核

战争是可以打赢的；最后，美国要赢得核战争，必须建立优势〔17〕。里根政府执政以来在

核战略领域的所作所为鲜明地展示，它接受了这一理论。 

    第一，里根政府逐步明确宣布核战争可能打赢。在威慑失败时，决心以有利于美国的条

件恢复和平，并在１９８５年国防报告中，将它上升为美国安全政策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 

    对于“以有利于美国的条件恢复和平”的含义，里根政府执政最初几年有意以含糊不清

的词语进行解释。到１９８５年，则明确地为这句话下了如下的定义： 

    “所谓‘有利’，就是意味着，一旦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必须取胜——我们不

允许侵略战争为侵略者带来任何好处”〔18〕。至此，里根政府实际上宣布了核战争有可能打

赢。 

    第二，里根政府谋求战略优势。战略优势是打赢核战争的基本前提。里根的优势战略可

以归结为二条：一是充分利用美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在核武器质量上获取对苏的优

势；二是力图以军备控制谈判限制苏联在核武器数量上的优势。回顾８０年代以来里根政府

在核战略的整个实践过程不难看出，它的战略力量全面现代化计划和１９８３年提出的“战

略防御计划”（以下简称ＳＤＩ）是前者的产物；而“中程导弹条约”（INF Treaty）的签订

和美苏间正在进行的削减５０％战略核力量的谈判则是后者的结果。只不过里根对优势的追

求是行动多于言词，方式有别于以前，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的，这是一种“公开的秘密

野心”〔19〕。 

    （二）把“核力量发展政策”付诸实施 

    里根政府与卡特政府后期政策的差别主要在于核力量发展政策。正如前国防部长温伯格

所说：“里根政府与前任政府最基本的差别在于它决心为我们的防御战略投入资金以获取可

靠的威慑力量〔20〕。 

    为了加强核力量发展，里根政府于１９８１年开始推行战略力量现代化计划。它的目标

是要“获得一支比历届美国总统所计划的更为强大的现代化战略力量”，使之“成为易于对

国家政策作出反应的协调一致的工具，此外还要消除核部队的能力与我们政策目标之间存在

的某些严重矛盾”。〔21〕这一计划要求所有战略核力量，包括战略进攻力量的三个组成部分

以及战略Ｃ
3
Ｉ系统，都要实现现代化，并把提高快速打击硬目标能力和持久生存能力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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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此外，根据新的战略指导方针，里根政府又重新修订了７０年代中期制定的ＳＩＯＰ

－５和“核武器使用原则”（NUWEP）。新的计划（SIOP-6, NUWEP-80）突出了打一场长期核

战争的准备，进一步扩大了目标选择范围，制定了更为详细的实际作战方案〔22〕。 

这一系列措施和行动，使核战略三个政策之间大体协调起来了。 

    （三）提出战略防御计划，试图“改变核威慑基础” 

    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３日，里根称为“星球大战”的电视讲话，宣布美国开始实施以建立

空间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为目标的 SDI。这是里根政府在有关核战略问题上，作出的最为重要

的决定。 

    以战略防御能力加强威慑的思想，也不是里根政府的创新。它源出６０年代麦克纳马拉

提出的“限制损失”战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在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曾实际发展

和部署过“卫兵”反导系统。只是由于当时反导技术尚不成熟，无法达到对导弹实施有效防

御的目标，加上“缓和”的政治需要，美国才于１９７２年同苏联签定了《限制反弹道导弹

条约》（ABM treaty），停止了反导系统的部署。因此，自６０年代以来，美国核战略虽然几

经演变，由“纯威慑”逐渐发展为“实战威慑”。但是相对单纯依赖战略进攻力量实施威慑

的这一基本点始终没有改变。而里根政府现行的威慑政策，特别强调“防御”因素的重要作

用。它认为：有效的威慑不应像它传统的形式那样，仅仅靠核报复。有效而可靠的威慑应该

是“多层次威慑”（Multilayered Deterrence），即由三个层次构成：（１）直接防御；（２）

升级的威胁；（３）报复的威胁。里根政府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中，最安全可靠的威慑力量

是防御。〔23〕而ＳＤＩ的任何进展都会加强防御能力，因而也就增强了威慑。 

    总之，里根政府认为ＳＤＩ最具深远意义的一点就在于，通过发展新型的多层次的空间

导弹防御系统，可以改变长期以来以战略进攻力量为主实施威慑的历史，把核威慑的立足点

移到战略防御力量上来，换言之，即由“相互确保摧毁”（MAD）转变为“相互确保生存”（MAS）。

以ＳＤＩ为代表的战略防御力量一旦付诸实施，必将为威慑提供一个“更好、更稳定的基础”。

〔24〕 

    里根政府宣称，建立可靠的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以战略防御为基础的威慑，是 SDI 的最

终目标。在近期，在这种可靠的防御系统建立起来之前，美国还将继续奉行战略进攻为主的

核威慑，但是要把战略防御因素逐步注入到现行威慑理论中去。 

    当然，自里根提出ＳＤＩ五年以来，在美国政府内外以及在世界范围，引起的政治、经

济、战略以及技术等方面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利弊得失的争论多不胜数。实际上ＳＤＩ的

研制工作进展缓慢，短期内无法完成。它到底能否如里根政府所说为威慑提供一个“更好、

更稳定的基础”，也属于未定之天。但是，里根把它作为一项国策提出并着手实施，乃是美

国核战略发展演变的又一合乎逻辑的结果。关于这一问题，应当专文另行剖析，不赘。 

     

结    语 

 

    综观美国核战略由“纯威慑”转变为“实战威慑”的这一二十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以下

三点值得引起注意： 

    １．美国核威慑理论不再是一个仅仅与大规模报复相联系的简单概念。在不断地创新与

兼收并蓄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它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僵硬到灵活的发展过程，逐步成为

较为成熟，并力求与现实环境基本适应的一门理论。现在，实战的因素或“实战能力”，不

再被认为是与威慑无关的甚至对立的因素，恰恰相反，现今美国核威慑理论强调可靠的实战

能力是有效威慑的基础，但“确保摧毁”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作为核时代的一种军事思想，

作为对付各种类型核战争的多种手段中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唯一的手段），被现今威慑理论

所批判地吸收。时至今日，它仍然被看作是遏止全面核大战的唯一手段而保留在多种选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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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中，成为“灵活反应”中的“最后一招”或“终极威慑”（Ultimate Deterrence）。 

    ２．“纯威慑”理论强调的是“确定性”（Certainty）在威慑中的作用，依靠使敌人明

白无误地意识到，无论他挑起什么样的冲突，他必定会遭到使国家毁灭的“大规模报复”，

从而使之不敢轻举妄动。而“实战威慑”则强调“不确定性”（Uncertainty）因素的作用，

即使敌人对于他所发动的有限战争始终没有取胜的把握，难以预料有限的核战争能否升级为

全面核大战从而放弃侵略意图。现今美国核威慑政策认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是威慑

的本质。 

    ３．美国核战略长期演化的结果，不仅使核战略内部三种不同的政策大体上趋于一致，

而且突出了核力量使用政策的作用。在现今美国核战略中，核力量使用政策不仅仅是战时如

何实际打一场核战争的政策方针，同时也是增加威慑的可信性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如果

只依靠全面核大战的威慑政策，而没有打有限核战争的准备和决心，那么在万一发生有限核

战争时就会无法应付，威慑政策也就缺乏可信性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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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危机后的美国能源与经济 
 

 

茅于轼 

 

 

一、世界能源市场中的美国能源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加，以及由于经济发展而导致的每个人的活动范围扩大，生活水平提

高，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日益成为一个问题。土地不够用，淡水供应缺乏，甚至空气和阳光也

不能尽情享用。这种情况对于２００年前的人类几乎是难以想像的。在一切有限的资源中，

石油枯竭是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根据人类已有的知识来推测，不出５０年，石油将不再可能

成为一种能源资源。而且石油稀缺造成的价格昂贵将一天比一天更强烈地限制人类的活动。

石油资源问题成为天上的一块乌云，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发展。 

    在不同的国家中，受石油枯竭威胁最大的当然是目前最离不开石油的那些国家，美国就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所消耗的能源（指商品能，下同）占全球总消费量的２２％，每人平

均消耗的能源为其他地区平均值的５．５倍〔1〕。尤其严重的是美国的能源产量不足以满足

自己的消费，每年都要从国外大量进口，而它自己的后备资源已经所剩无几，前途十分可虑。 

    美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能源资源也不例外。它的煤炭储量仅次于苏联，按目前的

开采速度够用３００年以上。它的石油储量在中东石油发现之前也曾是手屈一指的，而且到

１９６５年为止，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曾生产全球石油总产量的５０％到６５％，

供给世界市场上１／５到１／３的出口〔2〕。但是从４０年代后期到大约１９６０年为止，

美国的能源消费从主要依靠煤炭逐渐改变到依靠石油和天然气，１９４５年煤炭占一次能源

的４９％，１９６０年降到２３％。６０年代以来，由于中东廉价石油的大量开采和涌进美

国，同时国内的天然气生产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之内连续翻了两番，美国的能源结构进一

步朝多用油气少用煤炭的方向改变。到１９７３年煤炭只提供全部一次能源消费的１８％，

国产石油提供了３０％，进口石油１７％，天然气３０％。那时美国的石油产量虽然还雄居

世界第二（仅次于苏联），但由于国内市场对石油的巨大需求，进口石油已成为经济中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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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的因素。正因为如此，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禁运政策才能对美国产生如此严重的威胁。 

    １９７３年由于石油禁运造成油价飞涨，而且成为对美国  国家安全的威胁。１９７９

年两伊战争使中东石油产量锐减，油价再次猛涨（见图１），美国力图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

赖。这种努力从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取得了成功，这可从图２看到。尽管如此，在全球１９

８６年的石油贸易量１１．４亿吨中美国进口量占了１７．８％，仍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全球的剩余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它占了全球探明储量的５５％〔2〕。但是近

年来中东石油产量在全球总产量中的比例不断降低，从１９７９年的３２％降到１９８５年

只占１７％〔3〕。相应地美国从中东地区的进口只占总进口的１３％（１９８４年）或１２

％（１９８３年）。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中东产油国家无力生产，而是因为其他产油国家受

高油价的刺激，产量增长十分迅速。世界市场上供过于求，油价下跌，中东产油国不得不削

减产量以保油价。同时也因为美国故意减少从中东进口石油，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上不稳定的

地区，能源进口大量地依赖中东是一个危险的做法。近几年来美国只是象征性地从两伊和科

威特进口一些，其目的大概是保持这一条可以利用的渠道不致中断。其余从中东进口的石油

中约８０％来自沙特阿拉伯，那是美国在中东关系最密切的国家。 

     

（图略） 

     

美国分散其石油进口来源，有助于保证供应的可靠，然而这仍不能使美国完全不受任一

石油产地政治经济变故的影响。因为石油市场是全球性的统一市场，石油的运输费用相对于

石油本身的价值，即使是最远的航线也只占１／１０左右，而油价的波动可能数倍于运费。

所以任一个局部地区的供需变化，都会在世界市场上反映出来。美国使进口来源多样化的政

策，只能缓冲市场变化对它的影响。在市场重新调整中，美国可以利用他的战略储备来对付

意外变故。这种策略对于美国而言，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最佳选择。 

    总结过去１５年世界石油市场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到的一条经验是，供需形势和价格的

变化不可能给全球经济造成长远的重大危害。这个经验和一般渲染的石油危机如何可怕不

同。根本的原因是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必须依赖石油出口，而且希望出口越多越好。只要看每

次ＯＰＥＣ集团开会分配生产限额时很难达成协议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每个成员国都希望多

出口一些，而且暗地里成交的油价往往低于ＯＰＥＣ集团的限价。石油禁运的政策不但损害

石油进口国，而且首先损害石油出口国自己，所以禁运政策不可能大规模长时间地实施。对

于个别国家的禁运也很难奏效。正如美国曾对苏联禁止出口粮食，结果是给加拿大和阿根廷

等别的粮食出口国赚了钱，苏联并未受损，而美国的农民反倒吃了亏。 

    石油出口国希望石油卖高价，而进口国则希望买低价，就这一点而言，进出口双方的利

益是直接对立的。但是这一情况并非仅仅发生于石油贸易，也不仅发生于国际贸易，而是一

切商品交易中的普遍现象。就整体而论，这种利益对立非但没有给社会经济带来危机，相反，

它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一个基本推动力。 

    然而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不论是涨价或跌价，都给各国的经济带来严重损失，这也是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１９７３年的油价猛涨使美国的经济增长从将近６％的年增率惨跌到

连续二年的负增长；１９７９年的第二次石油涨价也使次年的美国经济增长变为负数。而１

９８６年以来油价暴跌，再加以美元本身的价格二年来跌了３０％以上，而石油价格是以美

元计价的，使得石油输出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发生困难，美国南部几个产油州失业猛增，收入

锐减。就整个美国的经济状况来看，得益于石油跌价的好处也十分有限，１９８６和１９８

７两年的经济增长只有２．９％和３．８％的平凡纪录。 

    就事论事，石油涨价使石油输出国受益，进口国受损。跌价则相反。因此油价上下波动，

似乎是得失相抵。可是事实上油价波动会造成双方净的损失。因为价格是一切经济活动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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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进行的评价依据，价格起伏与价格平缓变化相比较，起伏情况下价格传递了错误的信息，

使得一些与石油开发及节约有关的投资决策跟着错误。例如在高油价下决定的近海石油开发

项目，现在大多成了赔钱生意，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油价才能恢复到当初的水平。而目前过

低的油价导致许多开发和节油项目下马，这又可能为下一次供不应求油价飞涨准备了条件。

１５年内油价大起大落，使得供需双方都尝到了苦头。大家都希望这种混乱以后不再发生。 

    美国作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同时又是次大的石油生产国，当然对油价的前景比谁都更

关心。鉴于过去的教训，有些人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生产集团和消费集团之间达成稳定

油价的协议〔5〕。但如果我们回顾过去油价波动的原因将可发现，这种大幅度的波动恰好是

庞大利益集团的力量左右市场造成的。在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竞争的作用下，在独立决定

各自的价格政策的情况下，由于偶然的行动一致而造成大幅度价格波动的概率是微乎其微

的。实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如果经常能达成意见一致，这确能保证价格的平稳变化。但事实证

明利益的矛盾很难保证他们必然能达成谅解。因此要使价格的波动减小，只有消除利益集团

的组合，让市场决策分散化这条唯一的途径，而不是让生产集团和消费集团之间达成协议。

可是据我看来，这种消除利益集团的希望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它大概永远也不会变成现

实。因为石油经营中涉及的利害关系十分重大，它诱惑一切有关的个人和团体集结成利益集

团。即使过去由于内部利益矛盾屡屡濒临解体的ＯＰＥＣ组织真的解散了，还可能有新的利

益集团在新的利益考虑之下集结起来。所以将来石油价格的大幅度变化仍是难免的，不过人

们有了过去１５年的经验教训，知道应该如何对付它。 

    美国石油储量和产量之比（探明剩余可采储量与年产量之比）近几年内总的趋势是在逐

渐降低，即每年新发现的储量少于当年采出量。现在的储产比在９以下。而全世界的储产比

在３０以上。１９８６年美国生产的石油占全球总产量的１／４，但其剩余可采储量只占全

球总储量的５％。而且美国国内石油的勘探程度很高，再发现大储量的机会要比世界其他地

方的机会低。这一情况说明美国石油资源的枯竭要比其他地区早，而美国经济对石油的需求

却看不出有减弱的趋势。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将有增无减。尽管美国

朝野力图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但是资源和经济的变化形势说明这种努力很难取得成功。 

    任何一种资源相对于需求的稀缺程度可以用价格定量地表示。此种稀缺程度取决于两个

因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蕴藏量的绝对减少，使开采的困难不断加深；另一方面是由于勘探

和开采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开采的成本降低。当前一因素占主要地位时价格将上升，否则价

格会下降。从需求方面看，价格与世界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经济增长加速时与生产生活活

动有密切关系的能源消耗也将增加，而且由于石油市场的国际性，石油的需求变化不是只和

某一国的经济增长有关，而是与全球的经济增长有关。从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８５年这１３年

内二者的变化关系如图 3所示。 

    石油经济界一致同意的看法是石油资源消耗的速度超过了勘探开采技术进步的速度，即

从供应方面看油价必定会上升。同时由于人口增加  ，生活改善，需求还将扩大。所以油价

必定在双重因素作用之下稳定地上升，按２０００年时油价每桶４０美元（１９８７年美元

值）计，当时美国石油消费量每天１９００万桶（比现在增加约１／５），如果其中１１０

０万桶依靠进口〔6〕，则每年将耗用１６００亿美元的外汇，可能占当时美国出口总值的４

０－５０％（假定美国每年出口增加３％）。与现在石油进口占出口创汇的１／４相比，这

将是美国国际收支中的一个巨大负担。 

     

（图略） 

 

    美国是煤炭出口国，这将有助于弥补外贸的不平衡。然而煤炭出口创汇与石油进口用汇

相比只是一个小数目，前几年前者只及后者的１／１０。１９８３年以来美国煤炭出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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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７５００至８０００万吨之间，现在是仅次于澳大利亚的第二大煤炭出口国。但在１９９

５年以前出口量很难有大幅度的增加。电力和钢铁是煤炭的两大用户。因为油价疲软，电力

工业用煤代油的进程将减缓，而且有核电的竞争。同时世界钢铁业已有１０年不景气，目前

看不出需求会有大量增加。此外其他煤炭生产国的生产能力增加很快，拉美有哥伦比亚，亚

洲有中国。仅中国在１９９５年以前新增的出口能力将达３０００万吨，足以满足亚太地区

需求的增长而有余。美国要想增加煤炭出口，大概只有在１９９５年以后才有希望。 

    美国目前主要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天然气，墨西哥气的储量可能比加拿大还丰富。美

国１９８５年以来年进口量为２５０亿立方米左右，占天然气总消费量的５％。美国国内天

然气的探明储量产量比一直在降低。气的产量１９７３年最高，到１９７８年降低了１２％，

探明储量１９６７年最高，到１９７８年降低了２５％〔8〕。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内，按乐

观的估计，新探明储量只能弥补现有资源的枯竭，大体上保持产量不会大幅度降低，而进口

量则将略有增加。目前天然气还不能算是一种全球性的贸易商品，因为它的陆上运输只能依

靠管道，它的修建费用很高，一旦建成，供销关系就被它固定，不像一般商品可以在市场上

灵活地寻求交换对象，所以１９８５年全球天然气总产量中只有１３％用于国际贸易，而石

油总产量中有４４％用于国际贸易。管道运输只限于陆上，要将天然气作跨洋运输，必须将

它冷却到－１６３℃并加压成为液态，然后用特种船只运送，因此运输成本很高。全部用于

国际贸易的天然气中只有２３％是液化气。美国现在仅从阿尔及利亚少量进口液化气，其余

的主要进口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管道气。１９７０年以来天然气国际贸易量迅猛增加，年

增率平均达１７％。随着这样的趋势和石油价格的上升，美国进口更多的  液化气是完全可

能的。 

     

二、美国的能源和经济发展 

 

    #能源消耗深入到国民经济每一个环节中，所以可以认为在生产技术和经济结构一定的

条件下，能源消耗量将和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或者说每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能源消耗量是

一固定的数。美国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７３年的２３年内每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以

千ＢＴＵ（英热单位）表示，最高为６１．９，最低为５６．７，波动不到５％。以同一时

期不同发展水平的各个国家作横向对比看，人均收入高的人均能耗也多，二者在双对数坐标

上几乎成线性关系〔9〕。直接比较美国ＧＮＰ年增长率与能源消耗增长率的关系可以看出二

者的密切联系。但１９７９年以后能源消耗的变化脱离了ＧＮＰ的变化，见图 4。 

     

（图略） 

 

    这一现象说明由于油价变化，促使生产技术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美国从１９７３年石

油涨价之后，每美元国民生产所耗用的能源即开始下降，到１９８６年已降低了１／４多。

在这一阶段内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约４０％，而能源消耗变化仅１％，特别是石油的

消耗有了更大的节约。１９７８年美国石油消耗达到最高，到１９８５年降低了２０％，进

口则从最高的１９７７年的２４亿桶，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１１．７亿桶。 

    由其他能源替代石油或者用非能源资源代替能源的各种措施，美国１５年来有了巨大的

进展。在发电方面用煤和核能代替石油，使二者占发电用能的比例分别从１９７３年的４６

％和９％增加到１９８５年的５６％和１４％，而石油发电则从１５％降到４．７％。汽车

节油则是用非能源资源代替能源的一个例子，由于发动机、车身材料、动力控制和传动等方

面的改进，全国新车每加仑汽油的行驶距离，从１９７３年的平均１４．２英里增加到１９

８４年的２６．６英里。１９７５年节能法规定将高速公路上的车速从６０英里／时降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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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英里／时，每天全国可因而节约汽油１０万桶，这是用时间代替能源的一个例子。我们

知道，物理和化学反应都有固定的比例关系，没有任何人能对此加以丝毫的影响，但人们可

以选择不同的物理化学过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能源密度是相当富有

弹性的。 

    科技发展提供了节约能源的可能。美国１９７３年用于工业能源科技研究的资金为１０

亿美元，到第二次能源危机的１９７９年上升到３９亿美元〔10〕，连续六年的平均年增长

率达２５％。 

    美国各州之间人均能源消耗的数量相差很大。按１９８２年统计，人均消耗最高的为阿

拉斯加州，年人均能耗价值３４４８美元，最小的为罗德岛州，仅１４７２美元，前者为后

者的２．３４倍。造成美国各州人均能耗如此悬殊的原因主要是能源资源分布的不均。能源

资源丰富的州相应地有较高的人均能源消耗，因为随着资源的开发会有能源消耗量大的各种

工业如发电、有色金属、钢铁、化工，发展起来。例如继阿拉斯加州之后人均能耗最大的州

依次为怀俄明、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这些州都是出产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州。人均能耗

的区别和气候或生活习惯并无多大关系。 

    一个社会经济越发达，优质能源消耗就越多。优质能源是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它们相

对于煤及薪柴而言，燃烧和使用过程易于控制，产生的污染少。美国从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的

２０年内完成了从以煤为主到以油气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变。但石油消耗的增长后来碰

到了１９７３年的油价上涨，天然气的使用则由于客观上资源有限，再加上价格管制问题的

纠缠，从  １９７３年以后再也  没有增加。电力消费的情况则经过了一段曲折。在１９７

３年以前的 10 多年内美国的电力工业处于黄金时代，需求稳定地以每年７％的速度上升，

同时成本却在渐渐降低。原因是美国经济持续的繁荣和中东的低价石油。这种经验使美国的

电力行业产生了普遍的乐观情绪，他们将电力生产的投资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以为需求还

会像过去那样增长。但是石油危机之后，油价上升带动了煤价上升，使整个电力生产成本从 

下降变为上升，电力需求立刻受到抑制，年增长率下降三个百分点。第二次能源危机之后电

价再次上升，需求的增长率进一步下降，１９８２年变为－２．４％（当年经济增长为－２．１

％），结果是以前建设的许多电站完工之后因为没有需求而无法投产。电厂的设备利用率从

７０年代初的５１％降到目前的４１％。但是电力建设的投资却要偿付利息，利息不得不计

入现行电价之中。在美国，电价是由政府管制的，因为一向认为电力是垄断性行业。政府在

审定电价时，决定这些超需要的投资利息是否应进入电力成本，并由现在的电力消费者负担，

便成了一大争论〔11〕。不论这一争论的结局如何，受损的一方必定是消费者，因为电力行

业总能想出办法利用政府的裁决。如果政府规定此项利息不计入电价，则电力行业以后将不

再新建电站，以免成为“多余的投资”而自己负担利息。最后会使电力供不应求，导致电价

大涨。如果政府裁决多余的电力投资也可计入成本，电力行业将挥霍他们的基本建设资金，

因为利息反正有电力消费者来负担。这是政府管价格，缺乏竞争机制的必然结果。 

    美国发电按所用的燃料分类，煤电在１９６５年时曾达到６５％，但在１９７３年时已

降到５２％，其余为燃料油和天然气所平分。以后煤电比例又开始上升，目前已恢复到６５

％，燃料油的用量已减少２／３。但发电用燃料中变化最大的是核能，其比例从１９７３年

的７％上升到目前的１７％。可是核电的发展受到公众恐核心理的不利影响。１９７９年三

里岛核电站事故虽未造成伤亡，但其严重性被新闻界渲染，核电发展进一步受阻。核电的安

全条例是由联邦政府制订的，面对着公众对核的恐惧，安全条例经常朝更严格的方面修订，

使核电站在建造过程中不得不一再修改设计，造成工期成倍地延长，核电成本也因而大幅度

上升。设计师们甚至不得不猜测，下一步安全条例会增加什么内容，预先在他的设计中加以

防备。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核电发展当然不会顺利。 

    美国煤炭的产量于６０年代初跌到了最低点，以后的１０年内平均年增长率只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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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内煤矿的安全管理条例大大地严格化，煤矿的伤亡有显著降低，但劳动生产率也

因而降低。石油危机之后对煤炭的需求增加，动力煤价从１９７２年每吨３２．８美元上升

到１９７７年的６２．６美元（以１９７２年不变美元计），次年又上升到６５．１美元的

创纪录高度〔12〕。这原是煤炭业大发展的好机会，但１９７７到１９７８年发生了劳资纠

纷，导致大规模的罢工，产量非但没有上升，反而降低。１９７９年煤产量有很大增长，但

第二次能源危机之后产量增长很慢。影响产煤量的另一个因素是运煤的铁路线年久失修，状

态极差。特别是怀俄明州的煤，含硫低，埋藏浅，但远离市场。除非对煤炭的需求有巨大且

稳定的增长，否则完善运输系统所需的建设不大会投资。 

     

三、美国经济对于能源价格波动的反应 

 

    美国的经济是市场导向的，更确切地说是价格导向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工艺选择、

资金投向都以价格的涨落为转移。１５年来石油价格成数倍的大涨大落，对美国经济产生了

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美国各界引起了许多争议，既有实际利益引起的，也有理论上

的。我们将对这一过程作一回顾。 

    １９７３年中东产油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当时ＯＰＥＣ国家的石油出口占全球总

出口量的９０％以上（现在只占到６０％），而美国国内所消耗的石油中有４０％要靠进口，

石油禁运当然引起美国巨大的惊慌。按照美国经济运行的市场原则，石油供不应求就会引起

价格上升，然而这会使国内的石油生产者大发其财，而广大的消费者蒙受损失，因此引起了

国会内的辩论。消费者从数量上讲超过生产者，这样的问题拿到国会去辩论，当然是消费者

占上风。结果是１９７３年１１月通过了“石油紧急分配法案”，一直执行到１９８１年１

月。这个法案的细节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但其基本精神是对国产石油的价格加以管制，使其

低于国际油价。为了满足国内需要而进口高价石油的负担按全国统一的比例由各个炼厂平均

负担，即用低价国产石油比较多的炼厂，也必须负担较多的高价进口油。成品油的价格则由

成本核定。由于政府对油价的管制，美国国内的油价比国际市场低很多。１９７９年以前大

体上每桶低三至五美元，１９７９年以后差价又大大扩大〔13〕。低油价的结果是既不利于

节约，也不利于增产。从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９年的四年内，美国石油消费增加了１４％，

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只增加了１０％，日本则仅增加５．４％。美国不但总消费大量增加，

对进口的依赖也增加，而欧洲国家在同一时期内进口石油量反而还减少了。所以在第二次石

油危机时美国所受到的打击比别的国家都更严重。美国对油价的管制原是为了广大消费者的

利益，可是事与愿违，不但消费者由于缺乏正确价格信号的引导而没有去努力节约，到头来

吃亏的还是自己，而且由于更多地依赖进口，国家安全都受到威胁。 

    价格歪曲造成资源利用上的浪费。这里所牵涉到的资源远远不限于石油，而是一系列直

接或间接与石油生产及消耗有关的各种资源。我们仅举汽车制造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油价上涨之后，日本及欧洲国家都大力发展节油新型汽车。油价越高，买新车的人越愿

意多花些钱买能省油的车，汽车制造厂也会花较大的代价来提高汽车的节油效果。在美国，

由于人为地压低了油价，买车的人不会花更多的钱去选择节油汽车。就整个国家来讲，由于

技术上和经济上可以达到的节油措施并未充分利用，势必进口更多的石油。这里发生的矛盾

的根本原因在于买汽车的人所面对的石油价格不同于国家所面临的石油价格，而真正代表国

家和百姓的利益的石油价格应该是从国际市场进口的油价。为了纠正国内油价过低引起的消

费者的错误选择，１９７５年国会通过了“能源政策和节能法”，其中对１９７８年以后出

厂的小汽车规定了每加仑汽油行驶距离的指标。这个指标１９７８年为１８英里，以后逐年

提高，到１９８５年要达到２７．５英里。凡是汽车制造厂出厂的汽车油耗指标达不到规定

的，要处以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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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面看，用法律硬性规定油耗指标的办法似乎可以解决消费者不愿花钱买更省油的车

浪费高价进口石油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这种用法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引起了一系列问

题。 

    第一，１９８１年以后油价已经开始下降，可是按节油法的规定１９８１到１９８５年

油耗指标要从每加仑２２英里提高到２７．５英里。油价变化和节能要求背道而驰。事实上

１９８１年以后美国政府对油价管制已取消，国内油价不再歪曲，消费者完全可以自行对汽

车的节油性能和汽车成本增加之间作出选择，可是节油法强制消费者花更多的钱投资于汽车

节能，去节省已经跌了价的汽油。１９８５年通用汽车公司根据市场调查生产的汽车，其油

耗指标只达到２５．５英里，而不是规定的２７．５英里。这种汽车满足了消费者的选择，

却遭到了约四亿美元的罚款。 

    第二，法案对新车作了节油的硬性规定，可是对于占汽车总数８０％的老车却无所作为。

如果油价随国际市场浮动，老车的车主可能让老车提前报废，买比较节油的汽车，也可以减

少一些不必要的驾车出行，或者多花些钱，将车的状态保养得更好一些以节约油耗。现在由

于油价偏低，车主就不会采取这些节油的办法。 

    第三，美国人喜欢乘用大汽车，因为美国的人口密度比之欧洲和日本较稀，道路和停车

场地相对比较宽敞，而且大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比较安全。只是因为油价上升，一部分美国

人才被迫改用小汽车。１９８１年以后油价回落，美国人又重新选用大汽车，可是大汽车的

油耗指标多数达不到规定，汽车制造厂被处以罚款，罚款进入成本，最后由消费者负担。小

汽车由于不负担罚款，它们占有的市场份额因此得以扩大。可是制造小汽车是日本人的拿手

好戏。结果是罚款规定帮了日本汽车制造厂的忙。美国汽车业之缺乏竞争力，一部分是由于

被节能法案缚住了手脚。 

    上面举的例子仅仅是许多由于价格信号歪曲造成浪费事情中的一个。从１９７４到１９

８１年间每年由于油价管制而造成的浪费全美国达２０亿到５０亿美元〔13〕，幸亏油价管

制已经成为过去，唯一剩下的暴利税也因为１９８６年油价惨跌而失去作用，美国的石油业

已恢复到由市场规律引导的状态。油价管制的教训在国际能源界人士中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一

致的看法。但是人类是健忘的，同样的错误还会在不同的背景下重新出现。更不用说美国花

了巨大代价买来的经验教训能不能被别国吸取，那就更难说了。 

    美国实行价格管制的不仅有石油，还有天然气。天然气价格管制引起的问题更为复杂。

市场机制能否使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合理化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因为天然气的市场和经济

学中定义的市场有相当程度的偏离。 

    天然气不能算是垄断行业，它有占总产量１／２的２４家大公司，有约５００家大的独

立生产者和５４００家小的独立生产者〔14〕。可是天然气的交易是由管道联结的，供方和

需方并不能自由地选择交易对象，所以并不存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正因为对天然气市场

的这种质疑，价格管制似乎找到了理论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气价政策是只管州际贸易的气

价，州内的气价可随市场浮动。石油涨价带动了气价上升，但州际气价受管制，到１９７５

年两种价格之比达到了１∶４．１。结果生产者尽量削减州际供应，使得州际天然气管线沿

线的用户得不到供应，有的不得不另建新的输气管线，造成浪费。 

    按照常识，定价有两种原则。一种是成本加利润，另一种是按替代品的价格，在天然气

的情况下就是按同样使用价值的石油的价格。按成本定价比之按替代品定价的价格低，所以

消费者强调按成本定价，生产者则要按等量的石油定价。政府管价格，定价权在政府手中，

为了说服政府，双方都请了许多地质学家、经济师、能源管理专家来做研究。尽管他们都有

相同的知识，但所得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要使他们的意见趋于一致，比之买卖双方达成协议

难度大得多。因为他们受雇于各自的老板，其任务就是强调一方的理由，而做买卖时只有成

交才能给双方带来利益。这种利益考虑的差别，可以解释何以政府管价格引起的纠纷比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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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直接谈判的纠纷多得多，也难解决得多。 

    按经济学理论，在长期均衡作用下，成本和效益是相等的，即上述两种定价原则应该得

出同样的结果。但是长期均衡这一条件要考虑天然气勘探中可能发生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大

小只能靠估计确定，而各人的估计可以相差很大，所以经济理论对天然气定价能起的作用很

小。目前世界上天然气国际贸易的定价原则都是按其使用价值规定的，而与开采及运输成本

无关。然而美国的定价基本上采取成本定价，这才发生了价格管制的问题。 

    美国天然气定价之争也是一个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以前发现的天然气成本都很低，如果

让气价跟着油价上升，这些生产者凭空可以得到一大笔收  入，似乎有欠公平。可是从美国

剩余的有限油气资源来看，今后的开采成本肯定会越来越高，不提高气价不利于天然气开发，

气开发得越少，进口的油气越多。所以从效益观点看，气价应该跟着国际市场而变化。为了

解决公平与效率之争，７０年代初期以来天然气定价政策中将气分成老气与新气。老气价低，

以保证公平，新发现的气价高，以保证效率。例如１９７７年州际市场的平均气价为６９美

分／千立方英尺，但同年新合同规定的州际市场的气价为１４２美分／千立方英尺。这种双

轨价格制与我国在经济改革中采用的双轨制虽然实施的背景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即老价

格用于保持既得利益关系不变，新价格或边际价格则用以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制度要

取得成功，关键的一点是老商品要能和新商品严格区分。可是在原有气田附近打井开采的气

算什么气，就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它的真正解决可能涉及到一大堆地质问题，弄清楚这种

问题要花费很大的代价，这同样是一种浪费。所幸美国已决定摈弃气价管制。虽然对天然气

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竞争的市场，因而市场定价不能保证资源合理使用。然而与其他各

种分配机制相比较，一个竞争不完全的市场也比别的机制更接近于资源的合理使用。 

     

四、美国在制造第三次能源危机吗？ 

 

    第二次能源危机之后美国逐步取消了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管制，电价管制虽然还将继

续，但电力主要是二次能源，就一次能源而言市场已经主宰了能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出

乎意料的是１９８６年发生了油价暴跌，美国能源市场对此作出的反应是生产削减，消费和

进口增加。照此下去会不会重蹈１９７３年的覆辙，这引起了美国许多人的忧虑〔15〕。 

    由于１９８６年油价大跌，美国在这一年中石油生产减少了６８万桶／天，合总产量的

７．５％。１９８７年油价虽然比１９８６年平均上升了３美元／桶，但市场很不稳定，石

油生产又比１９８６年减少４０万桶／天。另一方面石油消费却因价格降低而上升，１９８

６年消费增长了４０万桶／天，１９８７年又增加了３０万桶／天。因此美国对进口石油的

依赖，从１９７９年占总消费量的４６％降低到１９８５年的２５％，１９８７年又上升到

３７％。 

    但是美国石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变化应该说是正常的，也是意料之中的。美国的石油资

源经过３０多年的大量开采，已经日益枯竭。从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７８年的８年中，虽然油

价上升刺激了勘探，但是消耗的储量为新发现的储量的二倍〔16〕。直到１９７９年阿拉斯

加发现了大储量，这一危急的形势才稍有好转，但储量仍在降低，只是降低的速度减缓。现

在美国有６５万口石油生产井，总产量是日产９００万桶，每口井平均日产１４桶，有大量

低产井，日产量只有几桶。美国平均每桶石油的生产费用（不含勘探费）为７美元，高的二

倍于此。而目前中东的日产量也是９００万桶，但生产井仅３０００口，平均日产３１００

桶，为美国单井日产量的２２０倍，每桶的生产费用仅１美元。这个对比充分说明美国的石

油生产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最近的石油跌价导致美国石油生产下降，实际上是利用廉价的进

口石油节约了美国的石油资源。如果对将来可能的石油危机有什么影响的话，恰好是减小了

美国可能受到的冲击。当然，不管当前油价如何波动，全世界石油储量一天天在减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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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更不例外，因而油价的总趋势将是上升，这个基本形势恐怕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美国在油价下跌的过程中，削减的产量是生产成本最高的那些油井。美国有４５万个日

产量低于１０桶的油井，１９８２年以来油价持续下跌的过程中，已有９万个低产井封井停

产。这些油井的生产成本高于跌价之后的进口石油，坚持生产国产石油拒绝进口，显然不是

明智的办法。 

    美国１９８６年平均油价为１５美元／桶，比一年前跌了约４０％，比１９８０年的最

高油价则跌了６０％（均以１９８０年不变美元计，下同）。该年的石油业的收入比一年前

减少了４４％，因而开发投资压缩了１／３。从１９８１年油价开始缓慢下跌以来，石油工

业的就业人数也相应地在减少，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７年已减了３０万人，并有４／１０的

石油企业倒闭。１９８２年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有１１１２名石油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被录用，

但１９８６年仅有１９２名被录用。这种情况引起美国一部分经济界人士的惊恐，他们认为

石油跌价引起的问题不亚于石油涨价。石油行业运转的资金达数百亿美元，油    价波动引

起的资金流动的变化，就业结构的调整，企业的破产，股票的涨落，这些变化远远超过石油

业本身。他们抱怨油价的波动是很自然的事。 

    可是我们不妨反问一声，如果油价变化而其他一切都不变，美国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来

对付国际石油市场的波动，其后果将如何呢？首先，美国石油业继续投入大量资金去生产价

格已经降低了的石油，石油业将出现更大的亏损。其次，用油单位放着便宜的石油不用而去

发展各种昂贵的替代品，用户也要负担亏损。就整个美国来看，顽固地坚持开采自己的高成

本石油而不进口跌价达６０％的国外石油，确实是再愚蠢不过的办法。可见经济随着价格调

整，是有利于生产者、消费者和整个国家的。美国由于建立了一个反应灵活，渠道畅通的市

场结构，使得资本、劳力、自然资源这些生产要素的利用，以及产业结构的组合，能够自如

地随着价格信号而调整，经常保持着整个经济在比较高的效率点上运行。可以说，美国经济

的实力来自他的经济结构的灵活性。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缺乏发育完善的市场的那些国家，面

临着国际油价的巨大波动，处于束手无策的被动境地，遭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我们更会相

信上述结论是有道理的。 

    当然，经济结构随着价格信号变化而引起的调整，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也是一种损失。

例如有些设备要提前报废，人员要重新培训，产供销的渠道要重新建立等等。油价两次大涨

和一次大落，引起了经济结构朝相反的两个方向去调整。事后看起来这种调整大部分是多余

的，因而调整引起的经济损失似乎是一种无谓的浪费。如果我们从第一次油价上涨开始就对

此不予理睬，并一直坚持到１３年之后的油价再次下跌，也许我们会发现自己仍旧站在正确

的位置上。可是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将发现这１３年中造成的损失将大大超过两次调整引起

的费用。事实上确实有一些欠发达的石油进口国家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石油两次涨价时他们

无力进行相应的调整，在他们的经济结构中也缺乏有效的价格信号的传导机制和激励机制来

实现这种调整。例如他们没有将烧油的发电厂改为烧煤，现在油价下跌之后发现仍是烧油发

电合算。可  是这１３年内所造成的总的经济损失却大大超过了节约的调整费用。有些国家

至今也没有从最初的石油涨价的打击中缓解过来。 

    有人埋怨市场的盲目性。油价上涨又下跌，受损失的不仅是石油进口国，石油出口国也

经历了许多困难。如果没有这种“盲目”的起伏，全世界的经济可以发展得更顺利，可以节

约大量的不必要的调整费用。可是在每一个油价变动的时刻，没有任何人能永远地正确地预

见到将来油价会如何变化。埋怨市场的盲目性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他只是到后来才能肯定

当初的价格变化是“盲目”的。正因为未来事态的不可预测，在每一时刻的前沿上，除了遵

循价格的变化去适应它，没有任何别的可选择的途径。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应该对价格

的可能变化作出尽可能正确的估计，并按照这种估计来调整自己的行动，而是说，这种估计

不可能永远是准确的。事实上，美国经济界不断地在对油价的可能变化进行研究，而且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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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经济决策也都已充分考虑了将来可能的变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油价变化引起的冲

击和影响必定还要更大一些。可是人们的预测能力终究是十分有限的，我们非但无法预测明

年后年的油价，甚至无法预测明天的油价，只有现在的油价才是千真万确的，是可以充分信

赖的，而且将来可能的变化也是在现在的油价的基础之上发生的。所以以现在的价格作为依

据来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是唯一讲得通的原则。对付不可预测的未来的最有把握的办法正是

使经济结构灵活可塑，而不是寄希望于市场能够聪明得排除掉自己的“盲目性”，或者人们

有能力控制市场的变化。因为试图驾御市场的美好愿望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可是我们丝毫

也没有找到办法使自己更接近于成功。 

    美国也有许多人担心目前的低油价不利于石油的勘探开发，会影响将来的石油生产能

力。低油价削减了勘探是一个事实。１９８６年夏季美国石油的探井已减少到７００口〔15〕，

为二次大战以来最低的。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削减的探井多数是成本最高的，或

者是成功的概率特别低的。现在的平均钻井成本已降到１９８１年时的一半。１９８０年的

油价最高达到３９．７５美元一桶，探井数猛增到３２２０个，这种高油价诱发的勘探热显

然没有理由保持到现在。但那时促成的对勘探技术的研究成果，却有助于今天降低钻井成本

并提高钻井的成功率。 

    美国各大公司经营的水平有相当大的差别，管理最有  效的壳牌石油公司在１９８６年

发现一桶石油的勘探成本平均仅５美元，比全美国平均１０美元低一半。该公司在油价跌到

１５美元一桶时仍能获利。而美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阿柯（Ａｒｃｏ）公司，则必须在油

价达到１８－２０美元一桶时才能保持盈亏相抵。所以油价降低的结果是逐步淘汰那些成本

高效率差的勘探开发活动。美国立国以来就是靠着价格的筛选作用，不断地在竞争中淘汰效

率低的生产。石油价格的波动加速了这种优胜劣败的净化作用。 

    对于石油价格变化的前景，比较有把握的一点是随着全球储产比不断下降，产量将在未

来的十几年内达到顶峰而开始下降，由于需求的扩大价格将在产量达到顶峰以前就不断上

升。对付这一可以预见的前景的办法，是提前在勘探工作上增加投资，而不是按照目前疲软

的油价，放弃一切生产前的准备工作。事实上美国的石油业已经在阿拉斯加州铺开了新的勘

探工作。标准石油公司计划投资３．５亿美元，开发尼亚苦克（Ｎｉａｋｕｋ）油田。阿柯

也准备投资３亿美元，比１９８７年增加一倍〔17〕。现在有六家石油公司参与了该地区的

新的勘探活动。现在美国石油勘探投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海外投资相对不足。过去１０多

年内石油勘探投资的９０％集中在北美地区，而石油资源的分布，据大多数石油地质学家的

意见，９０％在北美以外地区〔18〕。投资与资源分布的脱节大大降低了投资效果。 

    美国现在应付突然出现的石油供应危机比１９７３年更有准备得多。它有特别战略储备

石油５０亿桶，超过了１９７３年中东减少向美国出口的石油，而且足够补足半年的进口中

断。最后的储备目标是７５亿桶，可供应九个月的进口需求。在九个月中，一方面美国可以

调节国内的能源结构并降低能耗水平，一方面可以谋求国际市场上新的供应渠道。目前世界

上主要的石油输出国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经得起九个月的生产停顿。而且世界上也没有 

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财力能够支持石油输出国九个月之久的石油停产的亏损。所以九个月的战

略储备是一个可以保证安全的储备量。 

    除了石油储备，美国还有可观的地质储备。过去石油的探明储量都是在私人土地上，或

者是联邦土地按租约出租的土地上进行的。美国的土地及其地下矿产的所有权制度和世界上

其他国家不同，不但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不但土地

是私有的，连地下的矿藏也归土地所有者所有。这种制度有利于矿藏的合理勘探开发。因为

地主有充分的兴趣关心地下资源在经济上合理的开发利用。例如地主会尽量提高地下矿藏的

回采利用，直到开采的边际成本等于所得的边际收益，这也正好是对全社会最有利的采收率。

而在别的所有权制度下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得恰到好处。正因为地下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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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私人所有，所以联邦所有的土地下的资源基本上还没有得到开发。据估计，有２０％的石

油资源，３０％的天然气资源和４０％的煤炭资源埋藏在联邦所有的土地下〔19〕。近年来

土地管理局（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对于出租联邦土地以供油气开发采取了更为开

放的态度，这也将有助于增加美国的未来石油生产。 

    石油资源终将逐渐枯竭，不再能作为人类社会的主要能源来源。这一变化并不是突如其

来的不可预测的事件，但是它的逐渐降临倒是可能由许多出乎意料的事态所组成。人们在过

去石油供求的变化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变得更聪明了，但是等待着我们的仍旧是许多从来没

有经验过的新问题。面对着未来的不确定性，我想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经济上和

政治上的灵活应变能力，而不是僵硬态度，将使我们更顺利地对付一切困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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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跨州银行业的发展和前瞻 
 

 

景学成 

 

 

美国跨州银行业的发展是美国金融体系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促进美国金融业

的平等竞争，改善对银行体系的管理，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等方面都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本文将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对美国跨州银行业的发展沿革，变动原因，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

展趋势等几个方面进行一些粗略的介绍和分析。 

     

一、美国“单一银行体制”的建立及其原因 

 

    美国跨州银行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单一银行体制”的变革，是顺应经济发展的

要求，改变旧银行体制，提高金融体系效率的必然结果。回顾美国银行发展史可以看出，美

国跨州银行业是在冲破一个州里只有一个营业处的旧银行体制基础上才出现的。许多年来，

美国的商业银行只能在州政府注册，在一个州里开业经营，并且只能在该州的某一地区设立

一个营业机构，这就是所谓的“有一个营业室的银行”（one-office-bank），或称“单一银

行制”。这个体制的建立是在１７８１年到１８６３年的国民银行制度建立时期逐渐形成的。

其中以１８３６年第二美国银行特许权的终止为基本形成标志。而１８６３年、１８６４年

通过的有关政府干预银行业的法律，建立国民银行体系，对此种局限性的机构设置继续加以

肯定，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做法。 

    １７８１年获得独立后，美国政府为确立其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包括金融结构）而努

力，这时全国人口大部分以农业为生，绝大部分自给自足；制造业尚处于初期阶段，贸易所

占地位远不如今日那么重要。全国除几个较大城市外，其余城镇都很小，旅行、交通很不方

便，人们对银行业实际上毫无所知。银行业正是在这样一个微弱的经济条件下逐步建立的。

美国第一家新式银行是北美银行，１７８２年建于费城。纽约银行和马萨诸塞银行建立于１

７８４年。这三家银行是美国在１８世纪仅有的以公司形式组织起来的银行。此外，还有几

家非公司形式的银行或私人银行，１８００年以后，各州开始限制非公司形式的银行及私人

银行。到１８４０年，全国大约有９００家商业银行。到１９００年，增至９０００家，确

立了单一银行体制的统治地位。 

    在此期间，第一美国银行和第二美国银行两个早期金融管理机构的建立，都曾开了在联

邦政府注册，在全国各州建立分支行处的先例。但都未能站住脚跟。美国第一银行是根据当

时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提案于１７９１年成立的国家银行。意在对各州商业

银行进行监督、管理。该行在联邦注册，资本１０００  万美元，其中８０％由公众认购，

执照有效期２０年。美国第一银行总行设在费城，并在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华盛顿等

八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但是，美国第一银行仍具有商业银行的性质，它向公众吸收存款，

并对美国政府、私人工商业提供贷款，这使得它难以对其他银行以纯然中央银行的身份进行

有权威性的管理、监督。另一方面，美国第一银行对其他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主要侧重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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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其债务清偿能力。当时美国第一银行曾根据宪法禁止各州银行发行货币的规定，采取了收

到各州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时，立即向发行的银行收款的措施，迫使各州银行保持足够的现金

储备，以偿付发行的银行券。但是，这种初步的监督管理作用，遭到了几乎所有州银行的强

烈反对，加上资本实力小（１０００万美元）和管理经验不足，１８１１年执照期满时不得

不停业。 

    美国第一银行歇业后，州注册银行大量增加，并无节制地大量发行银行券，造成货币流

通状况的混乱和恶化。加上１８１２年美国和英国发生战争，除新英格兰的州银行外，各州

银行都于１８１４年停止兑付铸币，联邦政府因持有贬值货币而遭受了５００万美元的损

失。当时的财政部长达拉斯提出了重建国家银行的提案。１８１６年４月１０日经美国总统

麦迪逊签署，美国第二银行于１８１７年初正式成立。它同样在联邦注册，执照有效期为２

０年。联邦政府掌握２０％的股权，不同的是，美国第二银行资本为３５００万美元，并在

全国２５个城市有分支机构，并且发行自己的银行券，使之居于主导地位。由于美国第二银

行运用其资本雄厚的优势，对各州银行的银行券发行、业务经营实行了较为严格的管理，真

正成了与各州银行相抗衡的主要力量，并且基本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左右。这样也就引起了政

府部门、各州银行、农场主和企业家们的强烈反对。当时的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是反对

派的首领之一。杰克逊在１８３３年底竟将联邦政府在美国第二银行及其分行的存款全部撤

回，存入州银行，这就大大削弱了第二银行的资金实力，第二银行遂于１８３６年３月执照

期满后停业。 

    从银行组织机构的角度看，美国第一银行和美国第二银行的分支行设置对单一银行体制

是个突破，打破了不许跨州设立分行的传统。但是，第一和第二银行的歇业，就在客观上同

时否定了跨州分支银行体制。当时各州法律的基本规定是：任何银行均不得在该行所在州以

外设立国内分支机构；每个州只给州立银行注册，不许在别州注册的银行进入本州来开展业

务活动。只有少数几个州允许银行可在本州内多设分支机构。有几个州则完全不许在州内设

立分支机构。这样，美国银行体系进入了长达２７年的自由银行时期，美国的州立银行增长

迅速，到１８６３年已达１６００多家，几乎增长一倍。其中１０８９家银行竞相发行上千

种银行券，作为合法货币充斥于流通领域中。 

    由于缺乏统一的调节和管理，州立银行经营管理的弊端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如银行资本

不足，发放有风险的和流动性低的贷款，银行券和活期存款的准备金不足，等等。引起了银

行倒闭频繁，经济剧烈振荡。再加上美国南北战争的财政需要，统一货币流通和金融管理的

必要性日益显著，要求日趋迫切。１８６１年，当时的财政部长蔡斯向国会提出建立国民银

行制度的建议。国会于１８６３年通过了通货法案，１８６４年通过了《国民银行法》，从

立法上确立美国联邦政府对银行业干预和监督的权威，规定建立一个私人所有和经营的、由

联邦发给执照的国民银行体系，来取代分散经营的，不可靠的州银行体系，建立对州银行发

行银行券的征税制度，并发行安全而统一的通货来协调货币流通，保证金融稳定。在机构设

置上，根据《国民银行法》美国建立了５０个中心  储备城市，以这些城市为基地，构成国

民银行的地区框架，凡符合联邦政府规定条件的都可以申请国民银行执照，成为国民银行。

但国民银行法效仿各州的法律规定，国民银行必须执行单一银行制，既不允许国民银行体系

中的任何一家银行在其所在州的范围以外建立分支行处，也禁止在所在州内建立分支行处；

也不允许经营传统银行业务以外的业务，如信托业务。因此，国民银行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

但并没有取代州银行。州银行仍然增长很快，在１８９０年达到２０００多家，与当时国民

银行的数量差不多。 

    从组织机构的角度看，《国民银行法》的颁布倒是从立法上完成了州和联邦两级对“单

一银行”体制的确认，从而确立了单一银行体制的统治地位。１９００年，在当时的８７３

８家商业银行中，只有８７家设有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总数仅为１１９处，平均每家有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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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行只有１．４个分支机构。到１９２０年，在２００８７家银行中，仅有５３０家银行

经营着一处或一处以上的分支机构，分支总数为１２８１处。在３０年代大危机中，银行分

支机构的发展中断了。二战以后，才较快的发展起来。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７４年，经营分

支机构的银行家数，从１２９１家，增至５１２３家，分支机构从４７２１处，上升至２８

４３４处，平均每家有分行的银行有６处分支机构。尽管多机构银行增加了，但单一银行在

家数上（不是在资产上）仍占主要地位。在１９７４年末的１４４５７家银行中，约有９３

３４家仍旧是单一机构银行，占银行总数的６４．６％。由于在上述５０００多家有分支行

处的机构中相当部分是在本州内，或国外设立的分支行处。因此，这大体上也能说明跨州银

行业的受限制状态。但不管怎么说，银行已经开始增设分机构，并向跨地区开设分支机构前

进了。 

    概括起来说，美国银行发展史上限制跨州银行业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第一，商业银行初建时，在一个州内注册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这种单一银行制的建

立是和当时经济不甚发达，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基础条件落后相适应的。但却形成了一种传

统。 

    第二，政府部门对跨地区设立分支行施行禁止性政策，以及各州银行作为维护既得利益，

划分势力范围，试图免遭竞争压力而对跨州银行业所表示的强烈反对。美国第一和第二银行

的歇业是这个原因的典型例证。在反对施行统一金融管理的同时，也反掉了它开设分支机构

的跨州分支银行体制。 

    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基于美国银行业兴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管理当局的指

导思想，即鼓励竞争，限制垄断。当美国出现联邦级的金融管理机构，特别是１９１４年建

立的联邦储备体系时，美国的商业银行已经自成体系了。管理当局和立法者面对数量众多、

各具特点、规模参差的商业银行，采取了因势利导，以便驾驭的方针；这就是继续维持多银

行共存，平等竞争的制度。而为了维持这种共存，平等竞争的体制就要限制可能产生的垄断。

银行的跨州经营，在当时恰恰被看作是可能出现大鱼吃小鱼现象，从而产生垄断的因素。因

此，立法上采取了鼓励单一银行、小银行体制的倾向。 

    毫无疑问，这种在近百年间由传统、习惯、政策和法律所铸成的单一银行体制，要经过

相当一段时期才会被彻底打破。 

     

二、跨州银行业的发展与动因 

 

    跨州银行业的发展首先孕育在国民银行体系和州银行体系并存这种“双轨制”银行体制

的内部矛盾中。开设多机构银行的努力成为跨州银行业的基础和先导步骤。１８６３年的国

民银行法甚至不许一家国民银行在其所在州内开设分支机构。这样银行业就变成一种小规模

的、地方分割的行业。由于不许开设分支机构的规定使国民银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于

是许多在各州有分支银行机构的国民银行纷纷要求由联邦注册改为州注册。斗争的结果是迫

使国会通过了有关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法案：１９２７年的麦克法登法（McFadden Act of 

1927）和１９３３年的格拉斯－斯蒂高尔法（Glass-Stegall Act of 1933）。这两个联邦法

案放宽了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赋于在每个州的国民银行与在该州注册的州银行以同样的开

设分支机构的权利。具体说就是在２．５—５万人口的城市允许国民银行设立一个分行，在

５—１０万人口的城市，可以设立两个分行；在５０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可以建立任何数量的

分行，只要货币监理官批准；但上述规定以国民银行所在州的法律允许设立分支行为前提。

如果州法律禁止本州银行设立分支银行，则位于该州的国民银行也须遵守该法律而不能设立

分支银行。 

    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也推动着银行跨州、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发展。１９７４年，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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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货币监理官对商业银行采用电子划拨资金终端问题有一项裁决，允许拥有国民银行执照的

某些类型的银行经营客户与银行间的通讯终端。这类设备可以远离银行办公地点，或配备人

员或完全自动化。多数客户与银行间的通讯终端距离较近，设在诸如工厂、商业中心、火车

站、汽车停车场、学校校园等地方，也有的远离办公地点，跨地区。银行客户可以通过这种

终端设备进行存款和取款，在支票帐户和储蓄帐户间划拨资金，从自己的帐户上将资金划拨

到银行其他客户的帐户上。由于货币监理官的裁决事实上是确认了这种小型银行设备不是分

支行，因此，安置它不受有关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许多限制的影响。尽管有一些州对此表示

反对，但某些州，甚至是许多禁止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州，也核准银行与客户间使用通讯终

端设备。 

    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是跨州银行业发展的最根本动因。２０世纪初，美国经济有了较大的

发展。这一方面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调度资金，实现资本的有效流动，同时又要绕过法律对银

行跨州、跨地区开设分支机构经营业务的限制。于是，在２０世纪初出现了银行持股公司，

并在二战后得到发展。这是跨州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步骤和显著标志。银行持股公司实际上就

是集团银行。一家持股公司可以对两家或两家以上独立的公司组织形式的银行拥有控股权。

后者也称“附属企业”。这种附属企业或是单一银行，或是没有分支机构的银行。事实上，

后来组织的许多持股公司是“单一银行持股公司”（One Bank Holding Company），即公司的

控股对象只是一家银行。这常常是某一银行为绕过法律关于开设分支行处、扩展业务的限制

而作的选择，持股公司本是该银行所衍生，以该银行为主体，但从法律上说它是“公司”，

而非银行。因而可免受限制。一家持股公司可以在许多州里经营其“附属企业（银行）”。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６０年代以来，银行持股公司有了长足的发展。到１９７４年末，

共有２７６个银行持股公司控制了大约２１２２家银行，经营的分支机构达８８８７处之

多。占前述９３３４家分支机构的９５％。而到１９８１年，银行持股公司就已控制了５６

８９家银行，存款总额已达全美国银行存款总额的７５％。从这些数字比例上可以看出，正

是银行持股公司的发展，才促进了银行业务的跨州、跨地区的扩展。这些银行拥  有的存款

额为２８７０亿美元，占当年商业银行存款总额的４％。 

    另外，还有一种与银行持股公司相类似的组织形式——连锁银行制，也对银行业务的跨

州、跨地区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连锁银行系指两家或两家以上独立的以公司形式组织起来的

银行（或是单一银行，或是有分支机构的银行），通过相互持有股份，而由同一个自然人或

自然人集团所控制。这种组织形式主要在美国的中西部得到发展。 

    适应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适当放松对银行跨州、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经营业务，

收购、合并银行等方面的法律限制，是推动跨州银行业的关键性因素。如前所述，由于形成

了几个较大规模的跨州，多银行控股公司（特别在美国的上中西部地区），就产生了如何对

之进行管理的问题。这是导致著名的１９３３年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的产生的重要原因之

一。该法案以使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分开来而著称。它要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

银行持股公司实行有限管理，但并没有禁止控股公司的跨州扩张。１９５６年通过的《银行

持股公司法案》进一步加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多银行控股公司的管理，规定银行控股公司

设立分支银行或附属机构必须经联邦储备委员会批准，银行控股公司跨州经营，建立分支行

处，还要征得所在州的允许。该法还规定了以后银行持股公司兼并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标准。

１９７０年对持股公司法案的道格拉斯修正案，则禁止银行控股公司在一个以上的州里收购

银行，除非得到该被收购银行所在州法律的准许。虽然１９５６年法律仍然允许少数跨州银

行控股公司的经营，但大多数较小的跨州控股公司为了避免被当作多银行控股公司受到管

理，都将其所属银行改组成一个或更多的银行。但七个大的国内跨州银行控股公司仍继续开

展业务活动，其中最大的控股公司现已在 12 个州里开展业务。 

    １９５６年银行控股公司法旨在对多银行控股公司进行管理。１９５６年银行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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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过后的联邦法律建议，则都集中在把对银行控股公司的管理扩展到对“单一银行控股公

司”的管理，和对所有银行控股公司的非银行业务的管理上。而各州的立法则集中于银行分

支机构法和跨州多银行控股公司的管理方面。然而未能奏效实施。相反，在一段时间后，开

始了对跨州银行放松管理的进程。 

    １９７５年前，除了一些较小州的法律条款允许跨州银行控股公司母公司收购所属银行

外，并非所有州都允许外州银行来本州进行银行收购。后来情况有了进展。１９７５年缅因

州第一个通过了允许外州银行控股公司进入的法律。但到１９８２年前的六年中没有其他州

效仿。１９８２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项新英格兰地区的对等设立分行法案，纽约州也颁

布了一项与全国各州的对等设立分行法案。 

    新英格兰的地区对等设立分行法案在各法院遭到反对，因为这些法案没有允许其他各州

的银行都同样有进入该地区开设分支行处的权利。但１９８５年６月在一项关于东北控股公

司的官司中美国最高法院否定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意见，即承认各州有权根据自己的利

益决定是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等设立分行，其后许多州就相继修改了他们的法律，因为他

们知道可以有选择地让一些银行控股公司进入本州，而不必对那些有货币中心银行的州开放

边界。这一点正是许多州银行担心的。因为像花旗、摩根等货币中心银行自由进入事实上会

造成不利于他们的竞争局面。到１９８６年末，已有３６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颁布法律条款，

允许外州银行控股公司进入。其他一些州则通过法律，允许在该州收购倒闭银行，或者允许

一些目标有限的银行（例如只发行信用卡）进入该州开展业务活动。在这３７个州和地区中

有１８个州的跨州银行法律是允许所有其他州进入  的，但在这１８个州中有几个州是在最

终允许所有的州进入之前，先有一段时期只允许有限的几个州的银行进入，以便做好准备，

在一定时期后，才允许各州全面进入。只有一个较大的州——得克萨斯州和六个较小的州—

—亚利桑那、阿拉斯加、缅因、俄克拉荷马、内华达和犹他——不要求以相互对等进入作为

外州银行进入的条件。 

    下表是通过法律允许开展跨州银行业的一些州的详细情况： 

     

美国一些州的跨州银行立法情况 

(1987 年 1 月 1 日止) 

 

州  名        实施日期            法律实施所包括的地 

阿拉巴马    1987 年 7 月 1 日     与 12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等 

阿拉斯加      已实施           全国各州,无对等条件 

亚利桑那      已实施           全国各州,无对等条件 

加利福尼亚  1987 年 7 月 1 日     与 11 个州对等 

            1991 年 1 月 1 日     与全国各州对等 

康涅狄格      已实施           与 5 个州对等 

哥伦比亚特区  已实施           与 11 个州对等 

佛罗里达      已实施           与 11 个州对等 

佐治亚        已实施           与 9 个州对等 

爱达荷        已实施           与 6 个州对等 

伊利诺伊      已实施           与 6 个州对等 

印第安纳      已实施           与 4 个州对等 

肯塔基        已实施           与全国各州对等 

路易斯安那  1987 年 7 月 1 日     与 14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等 

            1991 年 1 月 1 日     与全国各州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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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因          已实施           全国各州,无对等条件 

马里兰        已实施           与 3 个州对等 

            1987 年 7 月 1 日     与 14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等 

马萨诸塞      已实施           与 5 个州对等 

密歇根        已实施           与 5 个州对等 

            1989 年 10 月 10 日   与全国各州对等 

明尼苏达      已实施           与 4 个州对等 

密西西比    1988 年 7 月 1 日     与 4 个州对等 

            1990 年 7 月 1 日     与 13 个州对等 

密苏里        已实施           与 8 个州对等 

内华达        已实施           与 11 个州对等 

            1989 年 1 月 1 日     全国各州,无对等条件 

新泽西        已实施           与 13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等 

纽约          已实施           与全国各州对等 

北加利福尼亚  已实施           与 12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等 

俄亥俄        已实施           与 13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等 

俄克拉荷马  1988 年 10 月 17 日   与全国各州对等 

            1987 年 7 月 1 日     全国各州,在初次进入后,银行 

                               控股公司必须是来自提供对等 

                               进入条件的州,或者等待四年 

                               后再扩展 

俄勒冈        已实施           8 个州,无对等条件 

宾夕法尼亚    已实施           与 7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等 

            1990 年 3 月 4 日     与全国各州对等 

 

罗得岛        已实施           与 5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等 

1988 年 7 月 1 日    与全国各州对等 

南加利福尼亚  已实施           与 12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等 

田纳西        已实施           与 13 个州对等 

得克萨斯      已实施           全国各州无对等条件 

犹他州        已实施           与 11 个州对等 

            1987 年 12 月 31 日   全国各州,无对等条件 

弗吉尼亚      已实施           与 12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等 

华盛顿      1987 年 7 月 1 日     与全国各州对等 

西弗吉尼亚  1988 年 1 月 1 日     与全国各州对等 

威斯康星      已实施           与 8 个州对等 

 

    １９７８年以前，美国没有统一管理美国境内外国银行的联邦立法，外国银行的分支行、

办事处、代表处分散在各州注册，由各州金融管理当局分别管理。这在６０年代以前问题不

大，因为境内外国银行不多、资产额也不大。６０年代以后外国银行资产额迅速扩大，分支

机构也迅速增多；加剧了美国银行和外国银行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为了便于贯彻货币政策，

创造平等竞争的金融环境、消除外国银行在美境内金融活动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国会于１９

７８年通过了“国际银行法”，统一管理外国银行在美金融活动。从设立分支行的角度看，

国际银行法禁止外国银行在美国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改变了外国银行可以设立分支行处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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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状况，使之在这方面与国内银行处于同一地位。同时“国际银行法”还规定，即使在同一

个州内也禁止外国银行同时设立分行和办事处，只允许选择其中之一，不能兼而有之。法令

还禁止外国银行跨州吞并、收购其他银行。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外国银行在美国境内的垄断性

扩张。 

    美国有了联邦的“国际银行法”后，外国银行始可在联邦级注册，但是，外国银行能否

在美开业首先还是取决于其所在州法律，只有在州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外国银行才有可能提

请联邦金融管理部门注册。 

    近年来，随着一些州法律对本国银行开展跨州银行业务，开设跨州分支行处放宽限制，

外国银行跨州设立分支行处的情况也有所改变。这种改变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是西方各国均开

始了金融管理放松的进程，以及  美国和日本、欧洲各国出现了对等开放金融业务的倾向。

特别是因为，美国近年来需要吸收更多的外国资金来弥补其贸易逆差、财政赤字，而吸引外

国银行进入是引进资金的一个重要措施。目前，还没有什么显著的迹象表明，联邦金融管理

当局将采取进一步的放宽措施，州法律允许作为先决条件仍然对外国银行有效，因此，就外

国银行开设跨州分支机构的总的进程而言，估计要比国内各州间允许跨州开设分支机构要滞

后一些。 

    目前，美国联邦级关于跨州银行的法律并没有改变，而各州的法律则开始有所变化。从

其直接动因来说，不外是为了增加本地区、本州的资金供给和促进经济增长，促进金融机构

的稳定。例如，缅因州第一个颁布跨州银行立法的主要考虑就是吸引新的资本，通过外州银

行持有缅因州金融机构的所有权组成新的银行来扩大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供给。在美国东北

部地区的一种提倡跨州银行法的观点也认为，准许大银行来收购本地区的一些主要银行，就

能更有力地支持该地区的工业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也有一些州通过跨州银行法的考虑是，

为了减少进入其他州开展银行业务的障碍，必须给予外州银行、持股公司、其他各种金融机

构以同样的扩展业务的机会。一些储蓄机构可以通过购买其他州的有问题储蓄机构来进行跨

州银行业务。而有的州通过跨州银行法就是为了吸引外 

州银行来收购本州倒闭和将要倒闭的金融机构，以避免危机，维持金融机构的稳定性。 

 

三、跨州银行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前景 

 

    目前美国跨州银行业继续发展，特别是立法和管理方面的变革取决于对两个政策理论问

题的认识。这两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银行资产总量集中化和银行体制上的“巴尔干化”的问题。

〔1〕自从１７９１年至１８３６年美国第一银行和美国第二银行时期以来，集中化一直是

美国银行管理当局关心的问题。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相对较少的银行持有大量的银行资产。

美国通过法律规定和多年的管理沿革业已形成一种政策传统，即努力避免由集中化而产生的

对信贷分配的控制。一个国家是有少数的大银行好，  还是有大量的小银行好，是美国在所

有关于分支银行政策和银行控股公司扩张政策的讨论中的一个中心问题。银行资产总量的集

中化引起的问题，可以从经济和社会政治两方面来看。在经济问题这方面，较高程度的集中

化意味着较少的但是较大的银行，但面临的困难问题恰恰在于若有某个或某几个大银行倒

闭，而只有有限  数量的银行能够收购这个或这些大银行，那后果是不难想像的，很可能会

重新出现金融危机，因此，自然产生了这样一种疑问：经济政策是否还要继续鼓励更大的银

行的形成。在社会政治方面，问题是在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中，应当怎样分散分配信贷的权利。

信贷是其他物品生产和分配的一种关键投入，让社会经济各部门在公平和竞争的条件下取得

信贷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制定政策的关键之点在于保证不让某家银行

或某一集团银行得到对信贷分配的垄断控制权。 

    美国金融界对待此问题有两个倾向：传统的政策倾向于制止银行业的总量集中化；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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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现在总量集中问题已不像过去那样严重了。这类观点强调，严重的威胁

在于国民经济中有数量众多的信贷发放机构，包括美国的机构和外国银行的分支行处，新近

取得发放商业和工业贷款及所有种类的消费者信贷的储蓄机构。此外，如果大银行不能将信

贷作最有效率的分配，为数众多的各种各样的非存款金融机构将会进行竞争。对进入银行业

开展业务的管理放松，就会促使银行的形成。按照这种观点，总量集中只是在对于形成新的

银行机构，以及对于各种机构（不只是国内商业银行）扩展放款活动都构成障碍的情况下才

成为问题。 

    在相当长时间里，对跨州银行业的限制已经使得银行业相对非集中化。因为在其他州收

购银行是不可能的，从而限制了任何一个金融机构所能收购的国民银行资产的份额。（见下

页表） 

    该表列出了国内银行资产总额中由５家、１０家、２５家、５０家及１００家最大的参

加保险银行机构所持有的份额。近几年来，５０家和１００家最大银行机构持有银行资产份

额增加了。由于认为跨州银行业会通过进一步集中化而继续发展，法律和政策面临两种选择：

或者采用新方法以保持非集中化，或者基于跨州银行业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信贷分配的较多控

制这样一种假设，接受较高程度的银行业集中化。 

    目前，为了阻止在跨州银行体制下形成实质上较高程度的全国化银行集中，已经提出了

各种各样的建议，一种比较简单的措施是禁止１０、２５或５０家最大银行机构之间互相进

行兼并。这些大银行机构极可能成为地区的或全国性的金融组织，禁止他们互相兼并就会迫

使它们通过新设分支机构或收购大银行之外的那些金融组织来实现扩展。全国最大的５０家

银行以外的那些银行只持有全国银行资产的１／２弱，因此，在５０家大银行之外的较大银

行通过收购进行扩张时，从短期来看对银行集中化的程度没有实际影响，尽管从长期来看也

许会有影响。 

美国大银行持有的国内商业银行资产百分比 

年份 前 5 家 前 10 家 前 25 家 前 50 家 前 100 家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4.0 

13.4 

13.5 

13.3 

14.2 

13.7 

13.4 

13.5 

13.4 

13.4 

13.5 

13.2 

13.4 

13.1 

13.0 

12.8 

21.4 

20.5 

20.7 

20.9 

22.2 

21.3 

20.8 

21.0 

21.1 

21.3 

21.6 

21.1 

21.8 

21.0 

20.3 

20.3 

2.8 

31.7 

31.8 

32.4 

33.9 

32.6 

31.7 

32.0 

32.4 

32.6 

33.1 

33.1 

34.2 

33.8 

33.1 

33.1 

41.1 

40.1 

40.3 

41.1 

42.3 

41.1 

40.2 

40.5 

41.1 

41.5 

41.6 

41.6 

43.0 

43.2 

43.5 

45.7 

50.4 

49.5 

50.3 

51.2 

52.3 

50.8 

49.9 

50.2 

50.8 

51.2 

51.4 

51.7 

53.6 

45.3 

55.0 

57.7 

注:银行是按国内银行资产金额排队分类的,但只排到了参加保险的商业银行,非存款信托公司不包括在内。 

    控制总量集中的另一个可选择的措施就是对任何一个银行机构所能持有的全国银行总

资产的百分比加以限制。一旦某家银行达到这个限度，它就不能通过合并来扩张。当然，它

仍可以通过内部发展或进入新的市场来提高它占全国银行资产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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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于跨州银行业的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

直支持跨州银行业务的发展，认为这有助于造成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自１９７４年联邦储

备委员会在安排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收购事件中遇到困难后，每年都向国会提出开展跨州银

行业务的建议，即允许外州银行对行将倒闭的银行进行紧急收购。这项条款最后于１９８２

年被列入到加恩·圣·杰曼法案（Garn St. German Act of 1982）中去。但另一方面，联

邦储备委员会也不赞成银行的过分集中化，主张对跨州银行业发展可能产生的集中化趋势加

以限制。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１９８５年４月２４日曾在众议院银行、财政和

城市事务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阐述了一系列限制银行合并集中的方法。他提出应禁

止全国最大的２５家银行之间进行合并。此外，对银行机构进行大规模收购的数量进行限制，

收购额不能大于存款机构国内存款总额的２．５％。 

    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各州立法要求不同而产生的“巴尔干化”倾向。在为跨州银行业而通

过的新立法中，各州的要求各不相同（请看前面第一张表）。由于各州立法对跨州银行进入

的实施日期、对等条件、实施范围各不相同，所以就表现出一种严重的地区化倾向。这对于

贯彻统一货币政策和保持双轨银行管理体系显然是很不利的。在１９８５年４月２４日沃尔

克的证词中，在承认双轨制银行体系的价值和各州有颁布其立法的权力的同时，沃尔克表示

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对由各州新的立法所产生的银行业地区化倾向的关注。为了使统一全国货

币政策的愿望和保持银行双轨管理的愿望协调起来，沃尔克建议对各州保持地区跨州银行体

系的年限实行联邦立法限制。又建议给以三年的间隔期，在三年间隔期后，各州都必须让任

何对其银行机构开放的州进入本州，开展跨州银行业务。一项采纳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大部分

建议的跨州银行法案的草案已在众院银行委员会通过，但是没有得到众院的充分支持。 

    跨州银行业的未来发展似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如果过去几年的情况仍旧持续下去，还未采取行动的大多数州就将通过某种形式

的跨州银行法律。不过因为有大银行的那些州都已颁布了这方面的法律，跨州银行立法的最

初阶段已经结束。下一阶段将集中于尝试扩展许多州所选定的地区限制。如果这个进程依赖

于跨州银行权力逐州的逐渐扩展的话，银行业实现全国范围的充分开放，还是遥远的未来，

并且货币中心银行的扩展仍将会在较长时期里受到限制。 

    第二，由于有发展全国范围的银行组织的努力，少数几家银行控股公司将收购较多  的

银行机构，同时数目较多的银行控股公司将组成地区性银行机构。这些机构都将寻求使其存

款基础和放款组合更加多样化。 

    从短期来说，跨州银行业的发展将继续以大银行机构为主，超级地区银行的发展可能继

续，它们的跨州成长和市场扩张将通过对相对较大银行机构的收购来实现。 

    第三，到目前为止，跨州银行还没有加剧地方银行市场的集中，因为跨州银行通过收购

银行进入一个新的市场，只是将一个竞争者换成另一个竞争者，并没有使市场集中程度有所

变化。不过，随着跨州银行加剧了全国范围的资产集中，超过了跨州银行业可以达到的程度，

银行业总量集中化的问题就仍然是主要的问题。从长期看，并且假定对大银行间的合并没有

限制，人们可以推论出，美国银行体系将包括几千家小银行和少数几家规模很大的银行机构，

在大多数金融市场上，共同持有全国金融资产的较大份额。那么，跨州银行业务将从主要金

融市场扩展到小城镇，小银行再不会与大银行竞争和隔离。当然大银行将不仅同小银行竞争，

而且也同许多其他存款和非存款金融机构进行竞争。 

    最后，在跨州银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州的立法终究会有所改变：允许开展跨州的分行

业务，开设跨州银行控股公司。这就会使许多银行将其附属的机构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带有

若干分支行处的一家大银行。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会出现集中合并的趋势。 

    总之，在美国银行的发展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禁止之后，跨州银行业现在又得到一

些州法律的允许，且有继续发展的势头。就美国金融放松管理的三大方面看，放松利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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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融新产品、新服务创新已走在前面，而放宽跨州、跨地区银行业务的限制则处在初步发

展阶段〔2〕。在未来若干年内，至少到本世纪末之前就可以看出，它终将对美国银行体制发

生深刻的影响。 

     

注释： 

 

〔1〕“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系指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强国对巴尔干半岛

地区各国所做的那样，把这个地区划分为若干对立的小块区域，使其互相牵制，以便从中取

利。美国金融界使用这一名词是借喻美国银行业的地区分割、划地为牢、各自为政的局面。 

〔2〕在１９８７年的下半年，特别是１０月１９日华尔街股市暴跌之后，有些加强管理的

倾向。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金融放松管理的趋势，还须进一步观察。这里所谈的美国金

融放松管理，仍是就前一段的情况而言的。 

 
 

 

美国黑人的三次文艺复兴 
 

 

施咸荣 

 

 

一 

 

美国黑人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民族。万恶的奴隶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它也

是挑起美国南北不和并导致大规模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战后，美国的奴隶制在名义上算是

被废除了，但广大的黑人，尤其是南方的黑人，处境并无多大改变。列宁曾把南北战争后的

南方比作“一座对付‘解放了的’黑人的监狱”〔1〕。为了改善自己的生  活处境，美国黑

人一直在进行  斗争，从１５２６年第一次奴隶暴动〔2〕起，到本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如火

如荼的抗暴斗争止，经过４００多年的艰苦历程，黑人民族才在美国获得一些基本权利与一

定的政治社会地位，他们对美国文化所作的杰出贡献才得到初步承认。举例来说，美国的白

人文学史家们一直不肯正视美国黑人在文学上的成就，始终不愿给予它以应有的地位，这种

情况直到今天才开始有所改变。 

    美国的黑人奴隶全都来自非洲。非洲曾被达尔文称为“人类的摇篮”，原有古老的历史

和悠久的文化。美国的著名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依斯曾说：“不用怀疑，１５世纪非洲黑人群

众的文化水平，比同时期的北欧人的文化水平要高。”〔3〕但是，非洲的黑人被贩卖到北美

洲大陆后，却成了“会说话的工具”，被剥夺了人的一切权利，当然更谈不上学习文化受教

育〔4〕。他们在非洲生活时原有一边劳动一边歌唱的习惯，后来被殖民者掳去当奴隶时，也

就在美国南部的种植园里，在戴着镣铐干活的田野上，在奴隶们居住的简陋小屋里，在人迹

罕到的沼泽和丛林中⋯⋯创造了很有价值的口头文学——包括圣歌、悲歌、民歌在内的黑人

奴隶歌曲——从而对美国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然而，像弗莱德里克·道格拉斯、威廉·威尔斯·布朗这类奴隶通过自身的奋斗，不仅

学习了文化，而且在逃亡之后还用手中的笔作武器，口诛笔伐，积极投身到当时的废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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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废除奴隶制度积极制造舆论。奴隶主一向不把奴隶当作人看待，视黑人为劣等民族，

因此黑人奴隶能进行文学创作本身就是对奴隶主谎言的有力驳斥，何况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有

不少既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又有一定的艺术造诣，证明美国黑人不愧是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优

秀民族。这个时期以废奴文学为主的黑人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本世纪

８０年代在威廉·安德鲁斯（William L. Andrews）等黑人学者们的倡导下，才对它作了重

新评价，甚至认为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至５０年代的黑人文学是第一次黑人文艺复兴〔5〕。 

 

二 

 

    美国最著名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黑人文艺复兴运动是所谓“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时间是在一次大战之后被称作“爵士乐时代”的２０年代，地点是在美国第

一大城市纽约的黑人聚居区哈  莱姆。 

    发生这样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自然有它的历史背景。首先，南北战

争中吃了败仗正在重建中的美国南部在少数种族主义分子煽动下，对黑人民族的种族压迫与

歧视变本加厉，再加上棉花连年歉收，终于迫使黑人群众纷纷迁居北方大城市。恰好北方城

市也非常需要黑人劳动力，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争刺激了工业，外国移民也

因战争无法来美国），于是出现了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迁移”。在大战后的１０年中，北方

几个大城市的黑人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黑人大规模集中于城市，生活有所改善，有了受教

育的机会，也具备了广泛开展文艺活动的条件。其次，大战后黑人民族运动高涨，广大美国

黑人在著名领袖杜波依斯等领导下，社会觉悟和政治觉悟都有很大提高，从而也提高了自己

的民族自尊心。这期间从黑人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爵士音乐风靡全国，黑人对自己

的艺术创造才能作了重新估价，以黑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越来越受读者欢迎。当时北方大

城市纽约的哈莱姆区是全国最大的黑人聚居区，全国最优秀的黑人艺术家和文学家差不多都

集中在那里，因此２０年代的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很自然地以哈莱姆为中心开展起来，影响很

快波及全国。 

    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种族歧视，批判并否定汤姆叔叔型驯顺的旧黑人形

象，鼓励黑人作家在艺术创作中歌颂新黑人的精神，树立新黑人的形象。当时鼓吹新黑人运

动的主要领导人是荣获罗兹奖学金、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著名黑人学者艾兰·洛克

（Alain Locke），他在１９２５年编辑出版了一部综合年轻一代黑人的诗歌、散文、戏剧、

小说的文选，题名《新黑人：一个解释》（The New Negro: An Interpretation），在当时的

黑人文坛曾起过很大的影响。洛克在该书的长篇序言里指出，旧黑人不被当作人看待，不具

人格，只是个影子。现在黑人圣歌随同黑人民歌已在美国普及，种族歧视的锁链已被粉碎，

黑人有了新的自尊心和独立人格，因此美国黑人必将进入一个集体发展的新时期，也就是精

神上的成熟时期。由于新黑人运动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因此有人把这次文艺复兴

称作新黑人文艺复兴（New Negro Renaissance）。 

    在这次黑人文艺复兴中还展开“艺术还是宣传”的讨论。以杜波依斯为代表的一派认为

“一切艺术都是宣传，而且永远如此”〔6〕，而以洛克为代表的一派强调“应该选择艺术，

放弃宣传”，并说“美是最好的牧师，赞美诗比布道更有效果”〔7〕。当时的大多数黑人作家

都接受洛克的观点，虽有个别黑人作家因而走向极端，发展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

倾向，但这次持续１０年之久的大规模文化运动的确提高了美国黑人文学的艺术水平，涌现

出一批像吉恩·图玛（Jean Toomer）、克  劳德·麦凯（Claude Mckay）、康梯·卡伦（Countee 

Cullen）、詹姆斯·兰斯顿·休士（James Langston Hughes）等优秀作家，在美国黑人文学

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里程碑。麦凯写过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提出“如果我们必须死，就

要死得可贵，不负我们洒下的高贵热血⋯⋯尽管众寡悬殊，我们也要无比英勇，用致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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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回敬敌人的千次打击！即使我们面前敞开着坟墓，那又算得什么？既是男子汉，面对残暴

而又胆小的匪帮，我们即使被逼到墙根，也要拚死抵抗！”这首诗发表近２０年后，到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军吃了败仗从敦刻尔克撤退，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议会作报告时

曾引用了此诗来激励士气，该诗后来也就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战斗号召，经常被传诵。从这

里也可看出哈莱姆文艺复兴有其一定的成就与影响。 

    当然这次黑人文艺复兴也有其局限性。它的发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了文艺界开明白

人的资助〔8〕，只有少数黑人文艺界人士参加，广大的黑人群众甚至都不知道黑人文艺复兴

这回事，甭说参加进去了〔9〕。美国著名黑人诗人唐·李（Don L. Lee）说，由于其本身的

局限，２０年代的黑人文学运动从一开始就预告了自己的死亡〔10〕。美国黑人学者詹姆斯·埃

曼纽尔（James A. Emanuel）说得更为形象：“可是‘新黑人’慢慢地死了。３０年代，经

济萧条使他丧失了元气。４０年代，世界大战使他精疲力竭，同时也使他改变了对他康复起

决定性作用的人生态度。５０年代，时起时伏的种族合一浪潮欺骗了他，使他相信自己的死

亡相形之下已居次要地位。６０年代开始后，他的孙儿孙女们在南方从火红的公共汽车上和

肮脏的饭柜旁挥手向他作了一次尊敬而可怕的告别。７０年代初，他们扔掉了他的衣服、头

发和名字。他们作为‘青年黑人’出现，因自己的过去而变得狂热，决定对未来提出不妥协

的要求。”〔11〕换句话说，作为哈莱姆文艺复兴中心内容的新黑人运动（New Negro Movement）

在３０年代告终，其影响逐渐消失，到了７０年代初为另一个新黑人运动（New Black 

Movement）所取代，这次运动里的新黑人是战斗的黑人，或称黑人斗士（Black Militants）。 

     

三 

 

    二次大战之后，国际上和美国国内的情况都有很大改变。战后约有８０万美国黑人从世

界各地回国，他们经历了战争，增长了见识，精神世界起了显著的变化。美国政府也在改善

国内种族关系上受到很大的压力，杜鲁门总统不得不在１９４６年下令成立民权委员会，该

委员会在翌年的报告中提出了３４项建议，以便把黑人民族溶入美国生活的主流中。国际上，

则是战后非洲国家相继独立，它们的民族独立运动对美国黑人的影响很大，鼓励了黑人民族

主义的发展。著名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死前曾去非洲各新独立国家游历，后来写了一本记

述他非洲之行的书，取名《黑人权力》〔12〕，当时只是一种象征，但在６０年代中期“黑人

权力”被新黑人运动用作战斗口号，有了更深的含义。 

    粗略地说，二次大战后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归纳为：４０年代理查德·赖特崛

起，称霸黑人文坛十多年，产生巨大影响，他的著名小说《土生子》的主人公别格成了城市

黑人青年的样板。美国著名评论家欧文·豪（Irving Howe）说：“在《土生子》出版的那一

天，美国文化被永久地改变了。”〔13〕著名黑人学者勃赖顿·杰克逊在他的《美国黑人文学

大纲》中把４０年代至１９５７年这一时期称作“赖特时代”（Age of Wright），说赖特对

美国黑人文学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14〕 

    ５０年代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专求种族合一，文学上则要求美国黑人文学成为美国主流

文学的一部分，强调黑人作家也应该拥有并影响白人读者。当时出现一批取得博士学位的黑

人青年评论家〔15〕，以白人文艺评论界的标准要求黑人创作。５０年代最杰出的黑人作家

是艾里森（Ralph Ellison）和鲍德温（James Baldwin），他们都是在种族合一的思想基础

上进行创作的。例如被白人评论界捧上天的艾里森的代表作《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 

1952），既是社会抗议，对美国的种族歧视状况有所揭露和批判，但同时又用象征手法把美

国黑人的处境扩大到全人类中的受压迫者和受歧视者。他声称他首先是人，其次才是黑人。

鲍德温则在他的创作中探索黑人民族的精神危机，他的人物几乎都想通过性关系来拯救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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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年代是美国的多事之秋。５０年代的表面平静和丹尼尔·贝尔所谓的“意识形态的

真空”，〔16〕孕育了６０年代的政治风暴和各种思潮的总爆发。由种族歧视引起的黑人抗暴

斗争连续不断，震动了美国社会，也助长了美国黑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在５０年代，不少黑

人文艺评论家都在批判某些黑人作家所表现出来的种族沙文主义倾向，这种批判还受到黑人

们自己的赞扬，被认为是黑人文学成熟的标志。可是到了６０年代，在黑人抗暴斗争的影响

下，黑人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增长，“分离主义”（separatism）成了时髦的口号，同时也成为

６０年代激进黑人文学的特征〔17〕。美国左翼文艺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认为，由于存

在肤色不同的明显事实，同化目标对黑人来说，除非实行大规模的异族通婚，是脱离实际的

或无法实现的，而大规模异族通婚既非黑人也非白人的愿望。结果，黑人发动了一场争取全

面文化自主的运动，朝着分离主义和民族  主义推进，这对６０年代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无

法估量的巨大影响。〔18〕 

    迪克斯坦所说的这场“争取全面文化自主的运动”，按照霍顿等人的说法，是一场“新

文艺复兴”（neo-Renaissance)〔19〕，按照罗伯特·斯戴普托（Robert Stepto）的说法，

是第三次黑人文艺复兴。〔20〕 

     

四 

 

    第三次黑人文艺复兴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研究。美国文艺评论家们对此意见分

歧。这里先谈狭义的。 

    从狭义上说，第三次黑人文艺复兴是指６０年代后期至７０年代初期一场与政治、社会

运动平行发展并与不断发展中的黑人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文化运动。它不仅宣扬黑人“美

丽”，而且强调黑人比白人“更优越”。它以全新的姿态强调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主，中心内

容是标榜黑人权力（Black Power）的文化民族主义和鼓吹“黑人美学”（Black Aesthetic）

的分离主义。它是一场与旧民权运动决裂的“黑人革命”（Black Revolution），也是一次彻

底消灭“黑鬼意识”（nigger-consciousness）的“新黑人运动”〔21〕。 

    “黑人权力”与“黑人民族主义”原是以伊利亚·穆罕默德与马尔  科姆·爱克斯为首

的“黑人穆斯林”（Black Muslin）的主张。穆罕默德宣称，人类起源于黑人，白人只是几

千年前由大头科学家雅各培育出来的魔鬼所形成的种族。〔22〕他在１９６５年一次著名的

演说中强调黑人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然而在奴隶制的影响下美国黑人对此却一无所

知。现在应该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对美国的黑人民族进行一次“反洗脑”（de-brainwashing），

从而重新发现自己。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文化是不可缺少的武器。〔23〕第三次黑人文艺

复兴即是这样的文化革命，宣  扬的即是突出黑人种族优越论的“黑人文化民族主义”（Black 

Cultural Nationalism）。 

    关于“黑人权力”，马尔科姆·爱克斯曾在１９６５年被暗杀前的一些讲话中多次提到

过。〔24〕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在１９

６６年一次学生游行示威中曾用作口号，集中表现美国黑人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各方面的要求。１９６６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鉴于各个组织与个人对“黑人权力”都有

不同的解释，大家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来统一认识，会议后来于１９６６年７月

２０－２３日在纽瓦克召开，出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代表４００余人，会议就“黑人权力”

通过多项决议，包括推行黑人资本主义（如建立黑人控制的银行、保险公司等）、扩大黑人

政治家人数（选出１２个黑人竞选众议员）、成立学校培训黑人政治活动家、鼓吹黑人解放

斗争并对黑人青年进行准军事训练。〔25〕 

    劳伦斯·尼尔在谈黑人艺术运动的著名文章里说，“黑人艺术”是“黑人权力”在美学

上与精神上的孪生姐妹，二者都认为事实上与精神上存在着两个美国——白人的和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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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都反映美国黑人民族要求自主和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黑人权力”的一个主要涵意是

黑人民族必须用自己的见解来解释世界，黑人艺术则要求确立自己的美学。〔26〕尽管《黑

人文摘》（后改名为《黑人世界》）的负责人富勒（Hoyt W. Fuller）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委员

会来确定“黑人美学”的定义，但多数激进黑人作家的看法基本趋于一致。尼尔认为西方美

学已经衰亡，西方历史中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甚至无法予以改造，只能彻底摧毁。黑人艺术

家必须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与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一道用最强硬的字汇去摧毁白人思想

体系和白人世界观，确立为黑人解放事业服务的黑人美学。盖依尔在他所编的《黑人美学》

序言中说：“对今天的黑人评论家来说，问题不在于一支曲子、一个剧本、一首诗或一本长

篇小说有多么美，而在于这首诗、这支曲子、这个剧本或这本长篇小说是否改变了个别黑人

的生活，使它变美了多少？这一作品在把一个美国黑鬼改造为真正的美国黑人中起了多少作

用？因此，黑人美学是一副改造剂——帮助  黑人从美国生活方式的污泥中自拔。”〔27〕卡

伦加在他著名的《黑人文化民族主义》一文中一开始就说：“黑人艺术像黑人社会里的其他

一切一样，必须为革命的现实服务。⋯⋯评判艺术的最重要标准是社会标准，因为一切艺术

必须反映并支持黑人革命。”他一再强调“黑人美学”应该成为黑人革命的工具和媒介。〔28〕 

    当然，美国评论界中反对“黑人美学”的人为数也不少。白人舆论（以《星期六评论》

与《纽约图书评论》的评论家们为代表）一片反对声，而黑人作家中间也存在着反对派。例

如著名黑人学者瑞丁（Saunders Redding）认为，“美学没有种族、民族和地理界限。美与

真理作为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普遍性的。”著名黑人诗人海顿（Robert Hayden）甚至认

为所谓“黑人美学”乃是伪装下的种族主义宣传，不切实际。〔29〕 

    伴随着“黑人美学”与“黑人艺术运动”而繁荣起来的主要是诗歌，其次是戏剧，再其

次是短篇小说。当时虽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有战斗性的短篇小说家〔30〕，但他们的作品

并不完全体现“黑人美学”的理论。 

    ６０年代黑人革命戏剧的主将是著名黑人诗人勒洛伊·琼斯（后改名阿米里·巴拉卡）

和当过黑豹党文化部长的黑人戏剧家艾德·布林斯（Ed Bullins）。６０年代的黑人抗暴斗

争激发了琼斯的民族主义情绪，从６０年代中期开始把反对资产阶级的目标转移为反对白人

种族，而且越来越把艺术看作是一种“武器”。１９６５年春天，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黑人

艺术家〔31〕在纽约创办了黑人艺术剧院兼学校，在哈莱姆街头向黑人群众上演了一系列革

命戏剧，也演出音乐会和带表演的诗歌朗诵。这些活动很快引起当局的注意，不久警方借口

剧院大楼内私藏军火，把学校封闭了，官方也撤销了经济资助。黑人艺术剧院兼学校虽然寿

命不长，但影响很大。它不仅创风气之先，促使许多类似的黑人剧院相继在各大城市的黑人

区建立，而且也促进了“黑人艺术运动”的发展。唐·李甚至说：“６０年代全国性的黑人

艺术运动是在勒洛伊·琼斯（阿米里·巴拉卡）和黑人剧院的影响下开始的”。〔32〕 

    在第三次黑人文艺复兴中成就最突出的是黑人诗歌。当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黑人诗人

〔33〕，他们大都受“黑人美学”的影响，把诗歌创作当作政治宣言和进行战斗的武器，主

要写集体，写革命，写事业，而不是写风花雪月。老一代的黑人诗人也有不少被当时的革命

气氛所感染，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创作风格。例如１９４９年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布鲁

克斯（Gwendolyn Brooks）在１９６７年参加第二届黑人作家大会后，受到与会诗人革命朝

气的感染，在政治上和创作上都起了极大变化。她在自传（Report from Part One, 1972）

中写道，她在会上听到了一个“新的音调，它将成为黑人文化中的一声呐喊，一股越来越强

烈的怒火”。这一时期的黑人诗歌在艺术上也有所突破，它吸收了５０年代诗歌中的某些特

点（如垮掉派诗人遣字造句的坦率，不忌讳用脏话；又如在形式上仿效黑山派诗人的投射诗，

用自由格律，并用诗人的呼吸来衡量音节和诗行，以代替传统的音步）而有所创新，而且为

适应战斗需要，一般都是朗诵诗，朗诵时往往还配合即兴表演〔34〕。美国当代著名诗人唐

纳德·霍尔评价六七十年代黑人诗歌运动的成就时说：“黑人诗歌不是客体主义的、超现实



《美国研究》1988年冬季号 39

主义的，也不是用其他任何标签可以概括的。它是写现实的诗歌⋯⋯写性格的诗歌，描绘像

勇气、斗争性和温柔之类的品质。我猜想，我们这一世纪最后１／３中最好的美国诗歌大部

分将由美国黑人诗人来写。”〔35〕 

    ７０年代初随着全  国性经济衰退，狭义的第三次黑人文艺复兴或新黑人运动也告结

束。文化自主和民族自豪感毕竟不能当饭吃，在美国成立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毕竟是不现实

的梦想。美国黑人总是承担每次经济衰退中的大部分重压，不少过激的黑人斗士在生活艰难

的现实中碰了壁，分离主义越来越失去人心。此外，黑人斗士们过激的战斗行动和口号也吓

坏了黑人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把其中不少人推向新保守主义。但也有像巴拉卡这样的少

数黑人作家为寻求革命真理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号召黑人文艺继续为黑人民族  的解放事业

服务。 

    总之，６０年代的新黑人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战斗的美国黑人青年几乎参加了６０年

代的所有激进运动——学生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等——并在运动中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向美国统治阶级表示出压抑已久的怒火，这股怒火从他们离开非洲到

美洲大陆被迫为 

奴时就已存在，几百年来像钟摆似  的时而爆发，时而隐藏，时而转入地下，但如果种族歧

视和种族压迫的隐患不予彻底消除，那么将如鲍德温在他的一篇著名散文中所说那样：“下

次将是烈火。” 

     

五 

 

    也有些美国黑人文学研究者对第三次黑人文艺复兴的时间和内容持不同的看法。总的说

来，他们都同意赖特的重要性和影响，也同意６０年代新黑人运动的重要性，把它作为第三

次黑人文艺复兴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他们认为应该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研究这次文艺复兴。 

    美国白人评论家别格斯比在他长达３００余页的专著中分析这次黑人文艺复兴〔36〕，

说从１９６４年开始到７０年代初这段时间以黑人艺术运动为中心的文化运动虽有其重要

性，但整个黑人文艺复兴应以赖特为先驱，包括整个４０、５０、６０、７０年代。书中还

以专章分析了赖特、艾里森、鲍德温等人的创作。 

    著名黑人作家杰克逊声称他无法接受黑人分离主义，就像他无法接受白人种族主义一

样。他也反对另一次黑人文艺复兴的提法，在他拟就的“美国黑人文学大纲”中只承认哈莱

姆文艺复兴，把美国文学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第四时期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第五时期

是赖特时代（１９４０－１９５７），第六时期是“黑人斗士们”（１９５７年至７０年代初）。

〔37〕 

    不论美国白人评论界和黑人学术界内部对三次美国黑人文艺复兴持有多么不同的看法，

但通过一系列文化运动，美国黑人民族确实从不识字、无文化的奴隶变成一个对美国文化作

出卓越贡献的少数民族，美国黑人文学尽管一直受到歧视，迄今还被排除在美国主流文学之

外，但黑人诗歌和黑人戏剧今天已成为美国文学中最有生命力、最富于朝气的因素，则是公

认的事实。１９８３年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长篇小说《紫色》囊括了当年普利策奖、

全国图书奖和全国书评界奖三大奖，更证明黑人作家中人才辈出，优秀的黑人文学必将在美

国文学中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注释： 

 

〔1〕《列宁全集》第２２卷第１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 

〔2〕由西班牙人卢卡斯·巴斯凯恩·德·艾尔扬首次带到美洲大陆的１００多名奴隶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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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去后即起来造反。见 Daniel P. Mannix and Malcolm Cowley: Black Cargoes: 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The Viking Press, 1962)，第５４页。 

〔3〕威廉·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三联书店１９６０年版，第５页。 

〔4〕参阅奴隶出身的黑人领袖道格拉斯的自传第６至７章，好心的女主人教了他几个字母，

即遭到丈夫训斥，说教奴隶识字不仅是非法的，而且也是危险的。道格拉斯此后只能在上街

购物时偷偷地往怀里揣一只省下来的面包，送给街上的劳苦白人孩子作为教他识字的交换条

件。见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Anchor Books 

edition, 1973)。 

〔5〕参阅 Emory Elliott 主编的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第７９３页。 

〔6〕见杜波依斯的文章：《黑人艺术的标准》，《危机》杂志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号。 

〔7〕见洛克的文章：《艺术还是宣传》，《哈莱姆》杂志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号。 

〔8〕资助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开明白人有 Carl Van Vechten, Max Eastman, DuBose 

Heyward 等。 

〔9〕兰斯顿·休士在他的自传《大海》（The Big Sea）中说：“普通黑人群众都未听说过黑

人文艺复兴。” 

〔10〕Addison Gayle, Jr. ed., The Black Aesthetic (Anchor Books, Doubleday ＆ 

Company, 1972), p. 223. 

〔11〕Ibid., p. 182. 

〔12〕Richard Wright, Black Power: A Record of Reactions in a Land of Pathos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4. 

〔13〕Morris Dickstein 著，《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

９８５年版，第１５９页。 

〔14〕Blyden Jackson, the waiting years: Essays on American Negro Literatur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03-204. 

〔15〕这批黑人评论家中较著名的有 Saunders Redding, Arthur Davis, Hugh Gloster, 

Sterling Brown, Nelvin Tolson, ick Aeron Ford, Margaret Just Butcher, Nancy Bullock 

Mcghee, Nathan Scott 等。 

〔16〕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nhan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New York: Collier, 1962). 

〔17〕参阅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第１０６８页，美国黑人

在６０年代开始怀疑，他们到底要求终止种族隔离、生活在一个种族合一的社会里呢，还是

想要创立一个黑人国家，通过黑人权力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以及第１０７０－

１０７５页，６０年代黑人激进文学越来越倾向于分离主义。 

〔18〕《伊甸园之门》,第１５５页。 

〔19〕Red W. Hoston ＆ Herbert W. Edwards, Backgrounds of American Literary Thought 

(Englewood Ch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4), p. 581. 

〔20〕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 793. 

〔21〕参阅 Mari Evans 编,Black Women Writers (1950-1980): A Critical Evaluation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Anchor Press ／ Doubleday, 1984)，第７６－

７７，８０－８２，８４－８６，２１１，３９３－３９５页。 

〔22〕$#J[-168]Alex Haley ed., Malcom X's Antobiography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4), 

pp. 164-168. 

〔23〕John H. Bracy, August Meier, Elliott Radwick, eds., Black Nationalis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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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0), pp. 421-422, 427. 

〔24〕参阅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

４９７页。 

〔25〕见 L. H. Stanton, “The Black Power Conference”, Liberator 7, No. 8 (August 

1967); 以及“The Many Meanings of ‘Black Power’”，New York Times, July 23, 1967, 

section 4, 第１页。 

〔26〕Laurence P. (Larry) Neal, “Black Arts Movement”, The Drama Review，vol. 12, 

No. 4 (Summer 1968), pp. 31-37. 

〔27〕The Black Aesthetic, Introduction, xxii. 

〔28〕Ron Karenga, “Black Cultural Nationalism”, Negro Digest (January 1968). 

〔29〕The Black Aesthetic, p. 380. 

〔30〕如 Paul Marshall, Loyle Harrison, Martin Hamer, Ernest Gaines, William Melvin 

Kelly 等。 

〔31〕他们是 Charles Patterson, William Patterson, Clarence Reed, John Moore 和其

他一些黑人艺术家。 

〔32〕Don L. Lee. “Toward a Definition: Black Poetry of the Sixties (After LeDoi 

Jones)”, The Black Aesthetic, p. 225. 

〔33〕他们是: Amiri Baraka, Don L. Lee, Etheridge Knight, Sonia Sanchez, Carolyn 

Rodgers, Norman Jordan, Keorapetse Kgositsile, Nikki Giovanni, Charles L. Anderson, 

S.E. Anderson, Jayne Cortez, June Meyer, Andre Lorde, Sterling Plumpp, Mae Jackson, 

Julia Fields, Marvin X, Alicia L. Johnson, Jon Eckels, Charles K. Moreland, Jr., 

Rockie D. Taylor, Xavier Nicholas, Askia Muhammed Toure, Doc Long, Ted Joans, and 

Larry Neal.更年轻的一代是:David Henderson, Rolland Snellings, Lucille Clifton, 

Barbara D, Mahone, Zack Gilbert, Arthur Pfister, Jr., Ahmed Legraham Alhamisi, 

Stanley Crouch, Jay Wright, Kirk Hall, Edward S. Spriggs, Ron Wellburn, Lance Jeffers, 

Carol Freeman, D.L. Graham, and Bob Hamilton. 

〔34〕６０年代的黑人诗歌朗诵往往是一场“表演”（a “performance”），诗人能像一个训

练有素的演员那样使用技巧加深他诗歌的感情效果。见#FK Backgrounds of American 

Literary Thought, #FS 第５８４页。 

〔35〕董衡巽等编：《美国文学简史》下册第４９１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36〕C. W. Bigsby, The Second Black Renaissance (Westport, Connecticnt: Greanwood 

Press, 1980). 

〔37〕the waiting years, p.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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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 
 

——薇拉·凯瑟的代表作《啊，拓荒者》中美的启示 

 

 

资中筠 

 

 

多年以前，偶然得到一本小书——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啊，拓

荒者》（O, Pioneers!），一下子被它那特有的魅力吸引住了，不忍释手，一口气读完，感到

一种不寻常的美的享受。后来又因偶然的机缘，应外国文学出版社之约，把这本小书译出来，

以飨中国读者。现在听说这本小书又要再版作为供青年阅读的佳作选，我想是十分值得的。 

    本书的扉页献词—— 

 “纪念萨拉·奥恩·朱厄特 

    在她的精致劳作之中，蕴含着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 

    可以概括作者在书中的追求，以及这件精致的作品所达到的那种美的精神境界。如果把

朱厄特的名字换作作者本人，或是书中的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柏格森，那也十分恰当。 

    这是一个人类发展史上不断重复的故事，古老而常新，平凡而惊心动魄：一群赤手空拳

的男女老少，背井离乡来到一片原始的荒野，筚路蓝缕，创业维艰。有的人壮志未酬，中途

倒下；有的人知难而退。胜利终于属于那些坚韧不拔，信心、毅力和智慧都超群的人。于是

那野性的大自然的烈马般的反抗被驯服了，昔日荒山野岭变成千里沃野。人终于用双手建立

起美好的家园和丰衣足食的生活，人也从这求生存的搏斗中得到自我完成。 

     

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谈《啊，拓荒者！》：例如，从中了解美国边疆开拓史；研究美国在

本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中田园诗般的人际关系的解体；邻里、家庭、两性关系的嬗变；还有

宗教在那一代人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但是作为传世的文学作品，这本小书的

独特的魅力，在于它处处洋溢着一种纯朴、含蓄而动人心弦的美。这种美来自对土地的深沉

的爱。可以说从扉页题词到最后一行字，都溶进了作者心灵深处与土地相关连的那种炽热的

激情、执着的追求、刻骨铭心的依恋、希望与失望、痛苦与欢乐、美好的向往、无私的奉献⋯⋯

这一切织成了一部交响诗。的确，这是一本可以当作诗来读的小说。 

    对土地的特殊感情来自征服土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初， 

    “这土地不愿有人来干扰它，它要保持它固有的凶猛的力量、野性的美和连绵不断的哀

愁”。〔1〕 

头几年的辛勤劳动似乎白费了： 

    “犁耙几乎没有在地上留下什么痕迹，像是史前期的动物在石头上留下几道浅浅的爪

印，太模糊不清，使人觉得很可能是冰川的遗迹，而不是人类奋斗的纪录”。〔2〕 

    土地最后一次向敢于进犯的犁耙发起反抗，来一个连续三年大旱，颗粒不收。逼得多少

人再一次举家迁徙，流落他乡。但是对于像亚历山德拉·柏格森那样坚持下来又懂得怎样对

待它的人，它终于 

    “忽然一下子自己工作起来了。它从沉睡中觉醒，舒展开来，真大、真富”。〔3〕 

    且看那令人心旷神怡的春耕景象： 

    “那散发着这样茁壮、洁净的芳香，孕育着这样强大的生机和繁殖力的褐色土地，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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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命于犁耙。犁头到处，泥土发出轻柔的、幸福的叹息，乖乖滚到一旁，连犁刀的光泽都丝

毫无损。”〔4〕 

那土地“毫无怨色，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那变化多端的四季”〔5〕，以至于

自己曾经毫无保留地为它奉献了全部青春年华的亚历山德拉竟感到是在坐享其成！而自幼酷

爱作画的卡尔，10 几年后归来看到的是一幅他无论如何也画不出来的最美的图画，画布是

那广阔无垠的土地，画家就是亚历山德拉！ 

    书中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正是这种与土地息息相关的、坚实、内在的美和智慧的化身。

她几乎没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没有尽情欢乐，谈情说爱的青春。她没有时间在衣着上下功

夫，同她朝夕相处的人也很少有人注意她美不美。但是书中处处都使人感到她是美的。对她

的外表，书中着墨不多，只知道她身材健壮，皮肤晶莹如雪，眼睛是湛蓝的，有一头火一般

的浓密的头发，却经常梳两条粗辫子盘在头上。有几段对她最精彩的描写都是把土地、劳动、

景色和她心中美好的感情溶于一体，情景交融，美不胜收。 

    那个被卡尔永远铭刻在记忆中的瑞典姑娘： 

    “裙子用别针别起，头上什么也没有戴，一手拎一只锃亮的桶，全身沐浴着乳白的晨

熹⋯⋯当他看见她自由自在地走来，看见她那昂起的头和安详的肩膀时，经常觉得她好像就

是从晨光中走出来的。”〔6〕 

在那逼得乡亲们卖地出走的大旱之年，亚历山德拉到邻村考察后却信心倍增，在归来的

路上，她是那样容光焕发，使她最亲密的小弟弟都感到惊奇： 

    “自从这块土地从地质纪元前的洪水中涌现出来以来，也许是第一次有一张人脸带着爱

和渴望面向着它。她觉得这土地  太美了，富饶，茁壮，光辉灿烂。她的眼睛如痴如醉地饱

览着这广阔无垠的土地，直到泪水模糊了视线”。〔7〕 

    当天晚上，她仰望星空，思索大自然运行的规律，感到同她的乡土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 

    “她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乡土对她多重要。那长草深处的啾啾虫鸣就是最优美的音

乐。她觉得好像她的心也埋在那里，同鹌鹑、鸟以及一切在阳光下低吟、长鸣的野生动物在

一起。她感觉到未来正在那蜿蜒的、粗野的土岗下躁动着。”〔8〕 

   亚历山德拉的智慧，也不属于聪明外露、才思敏捷那种类型。她是农家的典型：踏实、

厚重，有时甚至有些迟缓。但是她比她的两个弟弟，比周围的邻居多一些头脑，多一些追求，

能吸收新鲜事物，敢于冒一定风险。这种素质把她同那些闭塞守旧的乡亲区别开来，决定了

她总是比别人先走一步。这是创业者、经营者的素质。世界各国第一代白手起家的企业家都

具备这种素质。但是正因为她内在的聪明智慧，使她虽然锋芒不露，却显得鹤立鸡群。所以

她缺乏真正的知音。尽管她以自己的成功创业和慷慨待人赢得了邻里的尊敬和爱戴，她内心

是寂寞的。人们习惯从她那里得到帮助和关心，却没有人想到她也需要理解和关怀。唯一真

正赏识她的美、理解她的是卡尔·林斯特仑姆。 

    亚历山德拉同卡尔的友谊、爱情和最终结合也是同她的性格和全书的基调一致的。他们

两人一起度过了黯淡的童年和青少年，在患难中互相安慰、互相支持。艰难的岁月迫使他们

在精神上过早地长大，但是爱情却来得那样的迟。他们从没有过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有的

只是互相深切的理解和信任。唯有他们两人能互相挖掘出常人见不到的内在的美好品质；唯

有卡尔真正理解土地对亚历山德拉意味着什么；唯有卡尔能充分赏识她在经营农场中显示出

来的非凡的才华；唯有卡尔注意到她是多么的美，从那个拎着奶桶的小姑娘到成功的中年女

农场主，始终是一样的美。反过来，也唯有亚历山德拉能在世俗的轻蔑、偏见、怀疑和非议

之中始终保持对卡尔的无限信赖，不论他是否“成气候”，她只要他精神上的支持。这真是

难得的知己啊！巴尔扎克说过，“没有友谊的爱情只能是调情”。而卡尔和亚历山德拉的迟发

的爱情恰恰是建立在几十年历尽沧桑、坚贞不渝的纯真的友谊之上的。时间是  太长了些，

带有那个时代和农业社会的特点。但是这种爱情确实不同于那一见钟情的爱慕和追求，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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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般闪光，如金刚钻般坚固。 

    今天，当人们想起美国时，往往想到的是“硅谷”，是“月球人”，是那高消费的社会和

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还有被曲解和夸大了的放任自由。谁还想到，不到１００年前，在那

寒  风呼啸望不到边的旷野荒郊，那些开垦处女地的移民们是怎样洒尽  汗水，怎样搏斗过

来的。也许连多数美国人也很少去想它了。书中主人公是瑞典移民，不过这故事除了某些细

节外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移民。美国本来是以移民立国的，整个美国的“民族”（姑且用这个

词）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所组成，只不过有先有后。这些移民开发和建设这块新大陆的

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今天，高度工业化之后的美国人（不论是哪国人的后裔）的性格和道德

观念似乎已经同书中的人物相距很远，但是仔细挖掘起来，那种创业精神仍然是构成作为整

体的美国人的品质的精华。每个民族之所以兴，所以衰，除了其他外在的原因外，总有其作

为民族特点的内在原因。而体现在亚历山德拉身上那种既踏实苦干，又敢于创新，既善于用

手，又善于用脑，充满自信，勇往直前的精神，也许就是生活在这新大陆上的各民族后裔共

同带给它的珍贵的贡献。美国之所以兴，与此有关。 

    这本小书所包含的美是摆脱了一切浮华和矫饰的，健康、充实、高尚、持久的美，是同

真和善相联系的美。也许惯见五颜六色的廉价假宝石之后，发现一块洁白无瑕的璞玉的那种

清新和惊喜之感，可以同读这本书时的感受相比拟。 

     

注释： 

 

〔1〕Willa Cather: O Pioneers! Houghton Miffin Company, Boston, Sentry Paperbound 

Edition, 1941, p.15. 

〔2〕Ibid, p.19. 

〔3〕Ibid, p.116. 

〔4〕Ibid, p.76. 

〔5〕Ibid, p.76. 

〔6〕Ibid, p.126. 

〔7〕Ibid, p.65. 

〔8〕Ibid, p.71. 

 
 

 

反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群——嬉皮士 
 

 

温  洋 

 

 

“青年人造反”（Youth Rebellion）几乎成了６０年代美国社会现象的代名词。当进一

步探讨年轻人的造反运动时，就会发现，他们大体上是沿着两条道路向一个方向发展的。一

条路上是“新左派”的政治革命，另一条路上是“嬉皮士”的文化革命。美国《评论》

（Commentary）杂志的编辑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对６０年代年轻人运动

作了这样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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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青年人的运动——人人常把它称为运动——是由政治和文化两条臂膀组成。政治臂

膀是“新左派”，文化臂膀是“反主流文化”⋯⋯。〔1〕 

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在他的《反主流文化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一书中也指出，６０年代造反的青年： 

一方面是以“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为代表的忘乎所以的狂放者；另一方面是以“新

左派”学生为代表的强硬的政治活跃分子。⋯⋯前者（可追溯到金斯堡和凯洛瓦克之流）试

图“超脱”美国社会；后者（可追溯到Ｃ·赖特·米尔斯和老牌社会主义左派分子）试图打

入并彻底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活。〔2〕 

“嬉皮士”的革命已成为历史。但是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今天仍处处可见。如何解释

这一批人的“文化革命”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课题。“嬉皮士”的革命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在闹了 10 年的“革命”后，他们为何纷纷脱离了

这一亚文化群？笔者在做了大量的阅读后发现，简单地对“嬉皮士”现象下是与非的定论，

恐怕过于轻率，这个历经 10 年，席卷全国的年轻人运动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撞击的结果。

只有弄清这一现象背后的各种因素，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一现象的本身。 

 

一、反主流文化的形成 

 

首先，为什么把这批青年人的造反现象称为“反主流文化”（the Counter Culture）？

根据罗斯扎克的分析，所谓“反主流文化”是指青年人追求并创造的与社会主流文化不同的

文化： 

的确，把我们所看到的出现在年轻人中的现象称为“反主流文化”，实不为过分，即他

们的文化同我们社会中代表主流的信念完全脱节⋯⋯。 

年轻人背叛我们的社会的行为之所以成为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政治运动，是因为它所

涉及的已远远超出政治原则的范畴。它关心的是人的自我意识，即试图改变自我、他人和社

会在人们心中的根本概念。〔3〕 

“嬉皮士”曾受５０年代“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影响。代表“垮掉

的一代”的诗人艾伦·金斯堡和小说家杰克·凯洛瓦克等人对５０年代美国的“物质崇拜主

义”（materialism）的社会风气和道德准则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表达了许多年轻人对社会现

实的不满和彷徨。这批年轻人用留长发、吸大麻、穿着褴褛的方式来反抗人情淡薄、物质至

上的社会。 

到了６０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反抗方式自然被“嬉皮士”采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

及。 

    反主流文化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它是战后十几年美国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飞速

发展和巨大变化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准则之间矛盾的不断扩大和总爆发。回顾战后美国

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出，“嬉皮士”反主流文化的出现主要有下面几个因素： 

    技术专家治理的社会（Technocratic Society） 

战后，美国的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并且进入了一个由技术专家治理的社会。技术、理

性为衡量一切的水准。生活（life）被简单地理解为生存（living）。 

    肯尼迪总统１９６２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说，美国目前的问题不是哲学或思想界的

争论，而是为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应采取什么具体办法和措施。经济决策所面临的问题也不

是思想原则上的争执，而是“实际上如何管理现代经济的⋯⋯技术问题。”６０年代的经济

问题“需要的是技术性答案，而不是政治性答案。”〔4〕 

    表现同一思想的还有肯尼迪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他被认为是典型的“技术官员”

（technocrat）。他认为：“对民主的真正威胁⋯⋯是让非理性的力量影响实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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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统治集团的这两位头面人物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他们心中的天平明显地

倾向技术和理性的力量。应当承认，技术和理性是有不可忽视的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

如果生活只被解释为技术问题，只由理性的力量控制，一切“情感”——像麦克纳马拉说的

那样——都让位于理性，那么，人类不是同时也失去了另外一层重要的、区别于机器和物的

生存意义了吗？ 

    主流文化同亚文化的矛盾和分歧就在这里产生，因为一个靠技术专家治理的社会需要的

是懂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经验的经理和银行家、有专业知识的系统分析人员和计算机设计人

员、受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是社会的骨干、受到社会的重视。然而，

那些从事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人的知识受到社会的冷淡。人的需求（human needs）在一

味追求物质成就（material success）和崇拜技术的社会风气中被忽略了。正像英国哲学家

斯图尔特·汉普谢尔（Stuart Hamphshire）指出的那样，６０年代青年人的造反是反对以

理性的名义忽略人的价值和需求。〔6〕 

    代间隔阂（Generation Gap） 

    青年人造反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他们的中产阶级父辈的，这两代人之间在生活方式上和价

值观念上都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 

    他们的父母经历过３０年代经济萧条和饥荒，也饱尝战争的惊  恐和痛苦。他们依然奉

行传统的勤奋、节俭和竞争的生活原则。他们懂得，只有挣到更多的钱，把家底攒厚，才感

到安全。 

    青年人没有他们父母的那段艰难的经历。他们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到了６０年代也不过

是２０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开始长大时，正值美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富足的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他们的家庭是舒适的（不要忘记，这批年轻造反者大多数是来自中产

阶级家庭）。电视机、小汽车、外出旅游等生活享受已习以为常；从吃的到穿的到用的，应

有尽有。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们的父母乃至整个社会为什么如此强调拚命工

作和竞争。他们认为，当社会还处在物质贫乏的阶段时，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生产，

减少贫困，竞争、勤奋、节俭是这种社会的哲学。但是，如今美国已成为世界巨富，再拚命

工作挣钱和无情竞争反会助长认钱不认人的社会风气。他们认为，社会应努力充实人的精神

生活和满足人的心理要求，不应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成纯粹商品的关系，使生活变成无

休止的奔劳（rat race）。 

    实用主义的大学教育 

    战后，随着美国向后工业社会发展，权力的内涵不再是“经济资本”，而是“知识资本”，

是如何支配经济活动的知识。经济领域由于分工过细，要求每一个部门、每一种工作都有自

身的一套学问和规律，这就要求年轻人在真正走上社会之前，必须在大学内经过多年的训练

才能掌握必要的职业技能，才能符合社会的需要。罗斯扎克称这种教育“其实是把年轻人训

练成工具，以适应各种奇形怪状的官僚机构的要求：大公司的、政府的、军队的、工会的和

教育界的。”〔7〕换句话说，社会向学校要的不是哲学家、文学家或社会学家，而是技术员。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嬉皮士”主要是那些主修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生，而主修理工

的学生则无动于衷。 

    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艾伦·布卢姆（Allen Bloom）在《美国人头脑的封闭》（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一书中明确指出了美国大学教育从６０年代提倡“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以来所面临的危机。他指出，６０年代的大学教育宗旨的恶果之一就是，青年

人不懂贝多芬，不知道康德的思想，也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或《红与黑》，他们把全

部精力都放在为今后工作接受专门训练。几年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文

化人”。 

    大学没有把教育和技能训练区分开来。教育使每一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特性；而技能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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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是让人们按同一方法操作，按同一个思路思考。它淹没了人的个性。这也是为什么“嬉皮

士”的口号之一就是“走我们自己的路”（be ourselves）。 

    放纵式的家庭教育（Permissiveness of Child-rearing） 

    许多研究６０年代“嬉皮士”起因的学者都指出，这是战后美国家长对子女放纵娇惯所

造成的。 

    美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同欧洲大陆或世界其他国家大体一样。他们用一种被社会普遍接受

的行为规范约束子女。尽管孩子们的性格各异，但是都要遵守同一个行为准则，否则就要受

到“惩罚”。 

    但是，一位名叫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的医生１９４５年写的《婴儿和 

儿童抚养通俗读物》（The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在家庭教育方面

掀起一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战后出生的一代孩子基本上是在斯波克医

生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成长的，因此也被称为“斯波克医生养大的孩子”。斯波克的主要观

点是，家长要对孩子放开手，不要把社会的一些规范硬加给孩子，不能强迫孩子成为家长期

望的某种人。每个孩子都有他的个性和潜力，要让他们尽量发挥。〔8〕 

    这批“斯波克医生养大的孩子”具有这一代人的特征：自以为是、不懂服从、不会适应，

也没听说过社会责任和生活压力。到了 18 岁，家长告诉他们：“你们已长大，开始自己生活

吧！”这时，他们茫然不知所措，更不知如何承担自己的那一份社会义务。当他们走进大学，

面对艰巨的大学课程和严格的职业训练时；当他们听说（或亲身经历）通用汽车公司老板要

求雇员留小平头、准时上班、尊敬上司等等清规戒律时，才#W1 刚刚开始#w 感到生活的无情。 

当然，大部分青年人很快适应了社会的要求；而另外一些人仍无法摆脱斯波克医生的影响，

依然强调欢乐和自由是人生的核心内容，对来自社会的任何约束都认为是侵害了他们享受生

活的权利。 

    虚伪的社会 

    “嬉皮士”对社会的不满还表现在他们看不惯社会上虚假的一套。他们所受的教育是要

讲友爱、平等、自由和个人尊严至高无上。电影、电视、小说，乃至歌曲里表现的大体上是

同一个主题：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是“自由”；友爱和尊严应重于竞争和成功。 

    然而，实际生活却是另外一套。首先，追求物质上的占有和享乐成为生活的第一大目标

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尺码。如果一个年轻人的父母趁钱、有一座讲究的住宅、有几辆汽车、

能供他上大学、外出旅游度假、供他参加各种社交活动，那么，他一定会得到同伴们的羡慕。

总之，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穿什么料子的衣服，开什么牌子的汽车，住在哪个地区，上哪

个大学，干什么工作，也就是他的表面是什么，而不是他的内心想的和实际是什么。 

    其次，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陋的现象和政府美妙动听的宣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年轻人

看到的是，在政治上，行政机构不负责任，国会得过且过。安于现状、随波逐流、对世态炎

凉麻木不仁的风气盛行；在经济上，大公司、大财团控制了国计民生。与其说美国是民主社

会，莫不如说是几家大公司、大财团主宰一切的社会。此外，由于分配上的不公平，贫富悬

殊，两极分化；在种族问题上，种族矛盾日益突出，黑人的处境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在

教育上，教育内容的庸俗化、市侩化，从学校出来的人不是修养全面的人，而是具有高技能

的“原始人”；在外交上，自从二次大战结束后，朝鲜战争、冷战、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

争等，都有美国的份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越南战争对“嬉皮士”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

使“嬉皮士”的激进程度远远甚于“垮掉的一代”的主要原因。更可怕的是，核战争的威胁

像一片阴云，时刻笼罩在美国人的心头上。 

    美国社会主流却不愿正视这些问题，电影、电视里仍是一派欢乐，故事的结局依然是老

一套的皆大欢喜（happy ending）。菲利浦·斯莱特（Philip Slater）指出，这种现象其实

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安全阀”。老一套结局是他们的心愿，而不是事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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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界对“嬉皮士”的影响 

     战后，金斯堡、凯洛瓦克、诺曼·梅勒、Ｃ·赖特·米尔斯等一大批诗人和作家冲击

着美国社会死气沉沉、循规蹈矩的气氛和措辞讲究、深奥难懂的“学院派”文风，写出了一

批批令人耳目一新、深感振奋的诗歌和小说。金斯堡的《嚎叫》（Howl）、凯洛瓦克的《在路

上》（On the Road）、梅勒的《自我宣传》（Advertisement for myself）、米尔斯的《第三

次世界大战的起因（The Cause of the Thirld World War）等作品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

他们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处境和人们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所作的分析鼓励了“嬉

皮士”的反对美国主流文化的造反意识和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些青年人开始怀

疑，他们是否应该走他们的父辈那样的“成功道路”。如果上学只是为了找到好工作，挣足

够的钱在乡下买房子等，那么，这一切是否值得去拚命争取。 

    对“嬉皮士”影响甚大的还有萨特的存在主义。它为“嬉皮士”的反抗行为提供了理论

依据，其中有两点对“嬉皮士”有着直接的影响。一是存在主义强调的人的存在和人的自身

价值应表现在他的自由选择上的理论。自由是人的价值的唯一基础。二是存在主义强调的“目

前”、“现在”的重要。“过去”已失去了其参考价值，“将来”也变得远不可及。唯有“现在”

还能被人掌握，还能对人的价值有些意义。存在主义的这两种思想，在渴望自身价值得到体

现的“嬉皮士”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二、“嬉皮士文化”（the Hip Culture） 

 

    “嬉皮士”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甚至一个文化群体。表现在他们身上的是与主流文化

——代表美国中产阶级的一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作对的价值准则和生活方式。听摇滚

乐、吸毒品、过集体生活等，成了“嬉皮士文化”的主要特征。 

在具体分析“嬉皮士文化”之前，有必要为“嬉皮士”划定一个便于理解他们的范畴，

亦即这个亚文化群到底包括什么样的人。 

    加州的詹姆斯·帕克主教说：“嬉皮士”身上表现了基督徒的特点。“这些人的气质和品

质有某些值得注意的东西。他们有一种文雅、恬静和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某种好的东西。”

〔10〕 

    历史学家肯尼斯·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认为，对社会不满的是那些自身价值

准则与社会主流的要求发生矛盾的年轻学生。“主修工程、企业管理等学科的学生——即其

所学领域受到社会重用的学生——不反抗，不造反；相反，是那些主修被社会作废的人文学

科和社会学科的学生成了反主流文化的先锋。”〔11〕  

    作家亨特·Ｓ·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认为：“‘嬉皮士’讨厌虚伪。他们希望

开诚布公、友爱和自由，反对２０世纪美国虚情假意的风气，愿意回到大自然中去，像亚当

和夏娃一样。”〔12〕 

    １９６７年是“嬉皮士”的全盛时期，据估计全美国共有３０万“嬉皮士”，年龄在１

７－２５岁之间（当然也有中年人参加他们的行列）。这些“嬉皮士”中，大部分是不满现

实，力图创造“另一套文化”（a new culture）的“严肃嬉皮士”；也有一些只在周末或假

期才脱离美国社会主流（drop out）的“业余嬉皮士”；还有一些自称“嬉皮士”的“飞车

帮”（motocycle gangs）小流氓。后两者是凑热闹的。唯有“严肃的嬉皮士”给美国文化留

下深刻的烙印，可以说是一场“文化革命”。他们的造反行为被赖克（Charles A. Reich）

称为一种“新意识”的表现；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Arnold Toynbee）则称之为“为美

国的生活方式亮起的红色警灯”。 

    不管怎样，“嬉皮士”作为一个亚文化群已在美国文化发展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那

么，他们的“新意识”以及他们力图创造的“另一套文化”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美国研究》1988年冬季号 49

    摇滚乐（Rock'n'Roll） 

    摇滚乐是“嬉皮士”的集体宗教，它表达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当时最受“嬉皮士”崇拜

的有两个摇滚乐团：甲壳虫（Beatles）和滚石（Rolling Stone）。它们的出现将“嬉皮士

文化”推向了高潮。摇滚乐以它与众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年轻人的不满情绪；它使人坐立不安，

令人振奋，想和音乐一起动；而且这种动完全是听凭内心的感受驱使的自由运动——没有章

法、没有步调，想怎么动就怎么动，充分表现了活力，表现了自我的存在。 

    此外，摇滚乐借助现代音响设备和灯光，造成一种梦幻般世界的效果，使人感到音乐不

是来自舞台，而是发自人的五脏六腑，发自内心深处，使人感到一个新的“我”的存在。 

    “嬉皮士”崇拜的摇滚乐歌手是鲍勃·迪伦（ Bob Dylan）。他的演唱充满了吼叫和哀

鸣。这些不带学院味道的粗俗演唱手法，恰恰是离经叛道的“嬉皮士”所喜欢的。摇滚乐歌

词多是反战、爱情、茫然或失望的内容，如“我无法得到满足”（滚石乐团）、“妈妈，我不

知为啥生活”（鲍勃·迪伦）。迪伦在《大雨将至》中唱到： 

我要在大雨降临之前回家去， 

    我要走进最密的黑森林深处， 

    那里人丁繁众，可都一贫如洗， 

    那里毒弹充斥着他们的水域， 

    那里山谷中的家园紧挨着潮湿肮脏的监狱， 

    那里刽子手的面孔总是深藏不露， 

    那里饥饿难忍，那里灵魂被弃， 

    那里黑是唯一的颜色，那里无是唯一的数据⋯⋯〔13〕 

    比尔·格雷厄姆（Bill Graham）是６０年代摇滚乐的活跃分子，并亲自创建了两个摇

滚乐团。他在谈到对摇滚乐的看法时说道：甲壳虫乐队的歌词令人深思。年轻人想摆脱眼前

的现实，就用摇滚乐做工具。他们用摇滚乐对世界说： “我们能做独立的人。这就是我们

的生活方式，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要消灭贫困、疾病和战争。”年轻人把对现实的不满

全部发泄在摇滚乐中。〔14〕 

    滥用毒品（Drug Abuse） 

    滥用毒品并不是“嬉皮士”的首创。他们的前辈——５０年代的“垮掉的一代”——就

用吸大麻的方式表示过对现实的不满。“嬉皮士”只不过是继承了“垮掉的一代”的传统，

并有了新的发展，从吸大麻，到用海洛因，再到用迷幻药（LSD）。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４日的《纽约时报杂志》有这样一段关于加州的海特－埃施勃里区的

“嬉皮士”吸毒的描述： 

到处可以看到吸大麻的人。人们在边道上吸，在点心店里吸，坐在停着的车里吸，或躺

在金门公园的草地上吸。街上几乎每一个２０岁的人都是用毒者，不是吸大麻，就是吃迷幻

药，或两者都用。 

年轻人这样大范围地使用毒品，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空前的。这其中固然有年轻人离经叛

道的心理在起作用，但是，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即美国人从未像五六十年代这样

对药品（英文的 drug 兼有“药品”和“毒品”二意）的依赖程度如此之大。据一项调查结

果表明，平均每个家庭的药盒里有多达３０种药品。〔15〕人们已习惯地相信，只要得一种

病，肯定会有一种专治这种病的药。年轻人从小就懂得“药物治疗”（medication）是解决

生活和心理问题的重要手段。加之，像大麻这样的毒品随处可以弄到（尽管贩毒是犯法的），

也是导致年轻人吸毒的一个主要因素。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美国社会普遍对“药物治疗”的崇拜心理和随处可以弄到大麻，

因为除“嬉皮士”以外的任何年龄层和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导致“毒

品文化”（Drug Culture）的出现是“嬉皮士”厌恶现实、幻想在毒品给予片刻的幻觉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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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安慰的反叛心理。他们受不了父辈一味追求物质成就的生活哲学。吸毒能使他们忘掉眼前

的现实，进入一个“自由世界”。正如美国著名的幽默大师阿尔特·布赫瓦尔德（Art Buchwald）

说的那样：“吸毒包涵着极大的反社会成份。”〔16〕 

１９６７年，一位“嬉皮士”对《纽约时报杂志》记者谈她的看法： 

每个人都应吸毒，就连儿童也应如此。他们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儿觉醒，非要等到老呢？

人类需要彻底的自由。上帝就在那里。我们需要消灭虚伪、欺诈、谎骗，重新回到我们儿童

时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的纯洁中去。〔17〕 

迷幻药（LSD）的发明者阿尔勃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在解释为什么“嬉皮士”

使用他的迷幻药时指出，使用毒品是有其“深刻社会原因的”： 

物质崇拜主义、工业化和不断都市化造成的同大自然的隔绝，在这个富足的社会里，生

活反倒无聊乏味，没有意思，失去了其宗教、教育及有价值的基础。⋯⋯这些是导致“嬉皮

士”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因素。他们与迷幻药热同时出现。〔18〕 

尽管使用毒品是犯法的，但是“嬉皮士”还是不听这一套。也许政府的禁令恰恰加剧了

他们的逆反心理。“家长不让咱们吸大麻，那我们偏要吸给他们看。”此外，“嬉皮士”还认

为，烈性酒和大麻都可算作毒品，为什么他们的父母（或主流社会）在心情苦闷，情绪不好

时，可以喝酒、吸烟、服镇静药，并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为什么社会对能导致肝病、肺病的

酒精、尼古丁视而不见，反倒对年轻人吸大麻却如此大动干戈？年轻人的不理解变成了敌对

情绪，这种情绪促使他们更肆无忌惮地吸大麻。 

    集体生活（Communal Life） 

    除了摇滚乐和吸大麻外，过集体生活也是“嬉皮士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素不相识的

年轻人，少则三五人，多则几十人住在一起，过着简单的类似“部落”的生活。他们用这种

办法去体验在人情淡薄的生活中难以找到的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和“紧密感”。 

    旧金山的海特-埃施勃里区（Haight-Ashbury）是“嬉皮士文化”的首都，也是“集体

生活”的一个缩影。６０年代初，由海特街和埃施勃里街组成的居民区主要还是工人居住区。

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一年的工夫，这个居民区就成了“嬉皮士”实验带有人情味生活的大

“公社”（Commune），居住着至少有几百“嬉皮士”。他们把对社会的不满体现在他们自己创

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上。首先，“友爱”（Love）是“嬉皮士”的口号。一个“嬉皮士”

的名字叫“爱神舰长”（Admiral Love）；人们吃的汉堡包被叫作“爱堡包”（Love Burger）；

佛教徒用的念珠被叫作“爱珠”（Love Beads）；６７年的夏天被称为“爱的夏天”（The Summer 

of Love）；“嬉皮士”自称是“友爱的一代”（Love Generation），他们的口号是“要友爱，

不要打仗”（make love not war）。旧金山的“嬉皮士”有一个自己的地下刊物《退缩者》

（Crawdaddy）。上面刊登过这样一首歌： 

来吧，人们， 

    向你的兄弟微笑， 

    大家来到一起， 

    让我们相互友爱， 

    就在现在。〔19〕 

“嬉皮士”的友爱宗旨还表现在“大家分享“（mass sharing）的生活态度上。他们把

自己的东西凑到一起，一起干活，一起做饭，互相关照，共同分享能弄到的哪怕是一点点吃

的。旧金山市政府曾专门派人做过调查，结果发现，在这个“嬉皮士”的“公社”里，有２

００人合住在一所大房子，也有５０人合住在一套公寓。政府还惊奇地发现，这些过着“公

社”生活的“嬉皮士”，除了卫生方面不够让人满意外，并未给本地区造成任何麻烦。恰恰

相反，他们奉行的“友爱”宗旨使当地居民感到安全。《纽约时报杂志》（１９６７年５月１

４日）曾这样报道：在“嬉皮士”到来之前，这里犯罪活动频繁。家庭主妇在去市场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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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打劫的，年轻人打群架的，酗酒闹事的时有发生。但是，自从来了“嬉皮士”，“就连最

保守的当地居民也承认，街上比前几年安全多了。” 

    此外，为了表示对社会上崇拜物质和金钱的价值观念的反抗，他们宁愿过极简朴的生活。

大多数人靠帮小工，卖报纸维生。他们不指望发财，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还有些人索性当

乞丐。 

    当然，“嬉皮士”的“公社”并非平稳。随着旧金山的“海特－埃施勃里区”的名声在

全国流传开后，到１９６７年夏天，全国各地的“嬉皮士”、离家出走的孩子，以及前来看

热闹的人挤满了小小的海特－埃施勃里。随着人员成份的复杂，社会秩序开始混乱，犯罪率

直线上升。警察也频繁干涉“嬉皮士”的公社生活，几十名“嬉皮士”被捕。“嬉皮士”的

“公社”开始动摇了。到秋天，人们陆续离去，这块“嬉皮士乐土”（Hippie land）慢慢失

去了它昔日的活力。 

 性放纵（free sex） 

    “性放纵”或“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是“嬉皮士”亚文化群的又一个价值准

则。在“嬉皮士”的许许多多的“解放”口号中，唯有“性解放”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冲击最

大，引起的争议也最多。 

    如果说“嬉皮士”寻求“自我解放”的话，那么“性解放”则是所谓“自我”的最敏感

和最核心的内容，因为“性”反映了人的本能，它是一个人的“自我”的体现。但是，“嬉

皮士”所看到的是崇拜物质和金钱的生活准则把最能代表人的本能的“性生活”物化了，商

品化了。它不是表现或满足人的内心需要，而是受外在因素的支配；它不是“自我”的组成

部分，而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 

    罗斯扎克在谈到战后性生活受到扭曲的现象时指出： 

我们所受的影响是，真正的性生活必须陪衬着一流的苏格兰威士忌酒、２７美元一副的

太阳镜和带有白金头的鞋带。〔20〕 

性生活不是人的本能的满足，而是物质享乐的陪衬品。物质和金钱的价码越高，性生活

才越理想。“嬉皮士”的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性”从物质和金钱的“监禁”中解放出

来。 

    “嬉皮士”似乎达到了这场“革命”的目的，但同时也造成了许多“嬉皮士”大概没有

料到的社会问题：少女怀孕、淫秽刊物的泛滥、政府对这种刊物的管制放松等。 

     

三、“嬉皮士”亚文化群的解体 

 

    １９６９年８月的一个周末，在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叫伍德斯托克的地方搞的“伍德斯托

克节”（Woodstock Festival）是“嬉皮士”的最盛大的，也是最后一次聚会。来参加这一

盛会的有３０多万人，整整三天三夜，“嬉皮士”们如醉如狂地听摇滚乐、吸大麻、男男女

女一起赤身裸体在湖里游泳，也毫无顾忌地在草地上做爱。这是一次大有“最后的晚餐”味

道的聚会。此后，在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冲击下，“嬉皮士”逐渐在报纸头条新闻

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的不景气、失业、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等一连串迫使人们认真考

虑的实际问题。美国国内的气氛开始转变。１９７２年，以尼克松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上台，

预示着美国主流社会在沉默了 10 几年后，开始将舵轮向右转。 

    １９７５年４月的一个晚上，曾经使“嬉皮士”热血沸腾的诗人艾伦·金斯堡在哥伦比

亚大学举行了一场诗歌朗诵会。１６年前，他也曾在这里举行过一场朗诵会。那一次简直是

整整一代人的会师。然而今天，在１０００多名听众中，只有三四人是１６年前的听众。其

余的“老听众”已对金斯堡和他所代表的东西不感兴趣了。 

    到了７０年代，大部分“嬉皮士”已成家立业。他们的态度变得实际多了，也许他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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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意识到，他们追寻的“乌托邦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存在，也要他们付出极大的努力

才能实现。他们有这个勇气和能力吗？比尔·格雷厄姆在回顾他本人以及“嬉皮士”所走过

的道路时，深有感触地说，“嬉皮士”只知一味地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但是，除了高喊

口号外，他们都做了什么具体的事？”他们把鲜花插在头发里，梦想美好社会的到来，但从

未冷静地想想，这样社会的到来需要什么代价。〔21〕 

    “嬉皮士”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历时１０年左右，终于在７０年代初平息了下来。他们并

未能看到一个“理想的社会”的到来，恐怕也不会到来，首先因为，“嬉皮士”的“革命”

不同于“新左派”的“革命”，后者要求的是“积极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前者则是采

取消极逃避的办法，在幻想中闹革命，聊以自慰。人类历史上尚不曾记载这种“革命”的胜

利。 

    其次，“嬉皮士”的性放纵和吸毒行为非但不能取代美国主流文化，而且为自己的失败

提供了条件，因为，美国的“正统社会”（Straight Society）对“嬉皮士”抨击最猛烈的

就是他们对毒品和性生活的放纵态度。这也是导致“嬉皮士”运动失去社会基础的致命的原

因。可以设想，在美国这样宗教传统极深的国家里，一场以性放纵和吸毒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革命怎么会成功？它与现行的道德规范格格不入。至今，毒品和性放纵仍是美国社会的心腹

之患。 

    “嬉皮士”喧闹一场，到头来又回到主流社会中去，但他们的造反决非毫无意义。一方

面，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这些年轻人也不是无事生非。他们的出现反映了战后美国社会文化

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嬉皮士”只不过是用其“特殊”的方式指出了这些问题而已。这场

“革命”不贴上“嬉皮士”的标记，也得贴上别的什么“士”的标记；另一方面，经过６０

年代“嬉皮士亚文化”的冲击，美国的主流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嬉皮士”的某些影

响今天依然存在。许多民意测验表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经常吸大麻，婚前性生活的现象

极为普遍，人们对此也不像以前那样大惊小怪；年轻人摆脱家长的影响，要求独立生活的意

识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 

    不管从哪个方面评估６０年代的“嬉皮士”现象，这个反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群已成为美

国社会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坐标。对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任何解释

都将不可无视６０年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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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右派初探 
 

 

刘绪贻、胡金平 

 

 

７０年代以来，保守主义思潮在西方一些国家迅速抬头。英国、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

等国不仅涌现出一批对社会现状进行口诛笔伐的保守主义理论家，而且还兴起一个力图打破

现状、重新实行自由放任经济、要求恢复传统价值观念与道德标准的新右派。其中，美国新

右派更是一支颇有影响的社会、政治势力。早在１９７７年，共和党政论家艾迪·马赫就认

为，新右派已经成为“美国第四支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其势力仅次于两大政党和劳工组织”

〔1〕。新右派不独对里根政府的内外政策有一定影响，还对美国社会制度今后的发展具有作

用。因此，剖析其基本情况及其与里根政府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今的美国。 

     

一、新右派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新右派是７０  年代中期从共和党保守派中分化出来的一股极端保守势力，是一个跨党

派联盟，主要代表西南部新兴地方资本、西南部和其他地区的中小企业、中小农场主和其他

中下层中等收入者的利益。它在美国有其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美国爆发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垄断资本

主义制度，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放弃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运用国家权力对工业、

农业、贸易、财政和金融等各方面进行广泛的干预和调节。这种“新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缓和了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但却遭到大部分共和党人和一部分民主党人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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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反对新政的人被称为保守派，支持新政的人被称为自由派。 

    １９３８年，在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领导下，共和党的新政反对派和

一批代表中西部银行与工业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组成了美国政治史上第一个自称右

派的团体。他们不仅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反对政府介入国际事务（主要是欧

洲事务），反对可恨的“东部权势集团”。１９４５年后一段时期，他们因对杜鲁门政府在欧

洲实行遏制共产主义政策有不同看法，出现了内部分裂。以塔夫脱为首的一批“孤立主义者”

恪守“美国堡垒”和“亚洲第一”的信条，反对政府插手欧洲事务，而以阿瑟·范登堡、理

查德·尼克松等为代表的一些人，则与东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组成一个两党联盟，支持杜

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然而，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又使分裂的右派重归于好。他

们在国内掀起一股反对共产主义、迫害进步人士和攻击自由派改革的狂热，麦克阿瑟和麦卡

锡在全国嚣张一时。但是，甚嚣尘上的反共叫嚣，无中生有的政治迫害，以及肆无忌惮的疯

狂攻击并未扩大右派的影响，反而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麦克阿瑟、麦卡锡倒台和塔夫

脱归天后，右派的影响与内聚力渐趋衰落。 

    １９６４年，共和党右派出身的副总统尼克松为竞选总统，同党内东部权势集团的自由

派代表纳尔逊·洛克菲勒达成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第五号大街协议”，引起右派的强烈

不满。该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称之为“共和党的慕尼黑”。１９６４年，戈德华特在极

端保守分子和西南部一部分新兴地方资本家的积极支持下，以“重振保守主义”的旗号获得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戈德华特是继塔夫脱之后的共和党右派的主要政治代表。他认为国家干预“束缚了企业

的手脚”。因此，在竞选中公开号召剥夺联邦政府的财政经费，“向一切垄断⋯⋯宣战”〔2〕。

他反对历届民主党政府的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甚至在穷困的阿巴拉契亚山区谴责反贫困措

施；在老人众多的佛罗里达州攻击对老年人的医疗援助。在国际问题上，他一再宣扬要进行

一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十字军远征”；“为了保卫自由”不惜发动一场核战争。然而，

戈德华特的极右言论，却使得大选那天“数以百万计的共和党人第一次投了民主党候选  人

的票”〔3〕，使得民主党自由派林登·约翰逊以历史上最高的选民票数取胜；众议院内共和

党只剩１４０席，为１９３６年以来的最低数；参议院内仅剩３２席，为４０年代初以来的

最低数。在全国各州议会中，共和党失去５００多席。选举上的严重挫折，使得共和党的大

多数发言人都坦率地承认，“美国人民绝大多数确认自己对于进步主义传统的忠诚”。〔4〕 

    以戈德华特为首的极端保守派虽然出师不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戈德华特的竞选运动

是保守主义高涨的一种标志，并为保守派留下了一笔可贵的遗产。首先，竞选运动加强了右

派之间的联系与了解，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美国右派为支持戈德华特竞选，曾于１９６４

年成立美国保守同盟，  以协调各地的竞选活动。当时，许多年轻右派分子都加入这一右派

组织，例如新右派的主要领导人理查德·维格里和霍华德·菲利普斯等，都以美国青年争取

自由组织领导者的身份，积极支持戈德华特竞选，并且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其次，

竞选中使用的“直接邮寄”筹款法，为右派日后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戈德华特是

第一个经由其支持者利用邮件进行大规模筹款活动的重要政治候选人”〔5〕，其竞选班子共

发出１５００多万封筹款信，只用１００多万美元的代价筹集了５８０万美元，打破了不能

依靠直接邮寄为政治运动筹措大笔资金的传统观点。此外，这种筹款方法还使右派获得大量

同情者的姓名和地址，为右派摆脱对东部权势集团的  依赖创造了条件，成为“美国保守派

方面今后一切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基础”〔6〕。最后，这次竞选表明，不讲策略地攻击广受

欢迎的“新政”改革无疑是脱离广大群众的。这就使得一些右派领导人感到必须调整战略，

抓住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才能扩大右派的影响。在美国右派总结经验教训、以图再起的同

时，６０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又给它提供了发展的条件。 

    第一，６０年代末，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端倪。７０年代中起，滞胀更频频发生。７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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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同６０年代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从４．１％降为２．９％；工业生产从５．５

％降至３．２％。而同期消费物价的年平均上涨率，则从２．３％上升到７．１％；年平均

失业率从４．８％上升到６．２％〔7〕。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危机期间，美国通货膨胀率

还  曾上升到１１％，全失业率最高达到８．９％。这样，广大群众不独生活水平下降，而

且面临失业危险，资本家的利润也下降。于是美国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反对以凯恩斯主义为理

论基础的自由主义改革的保守思潮。 

    第二，６０年代以黑人为主力的民权运动、学生自由言论运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

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反正统文化运动等，动摇着美国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造成

许多严重社会问题。许多人，特别是白人中下层中等收入者，认为这种社会、文化上的异化

现象，是“新边疆”、“伟大社会”带来的后果，因而对自由主义改革产生反感，使保守倾向

迅速抬头。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１９６８年美国人采取保守主义立场的只有３１％，１９

７６年达到５１％，１９８０年更增至６０％以上〔8〕。 

    第三，战后美国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日益扩大。大约到６０年代中，中产阶级家庭

已占美国家庭总数的一半以上。然而，由于通货膨胀率日益增长，中产阶级、尤其是刚刚进

入中产阶级的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他们的名义工资越提高，他们的纳税负担越沉重。７

０年代后期，仅是这种“悄悄的升级”，就使他们的纳税负担每年增加３－４％，税后收入

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间减少约６％〔9〕。中产阶层既没有垄断资本家逃避和转嫁通货膨

胀的手段，也无法享受低收入阶层的免税和福利救济待遇，因而在通货膨胀和税收提高的双

重打击下日益陷入困境，对曾使自己进入中产阶层的新政式国家干预政策极为不满。民意测

验表明，中产阶级中认为政府对人民生活构成最大威胁者，已从１９６９年的３２％上升到

１９８０年的５３％〔10〕。这种不满现状的中产阶级为新右派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广泛的

社会基础。 

    第四，战后，美国在维护和发展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程中，“一方面大量支出‘对

外援助’并承担资本主义世界主要防务费用，致使财源大量外流，美元地位下降，以美元为

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造成美国经济中的高工资、设备陈旧、政府规章制度繁

琐等，致使美国商品的竞争能力逐渐落后于联邦德国、日本等国。”〔11〕６０年代以来，美

国力量相对下降，而苏联则乘尼克松政府实行战略收缩的“缓和”政策之机，大举扩张，在

争夺世界霸权中形成苏攻美守的态势。西欧、日本日益自主，第三世界也不那样听话了。许

多人认为美国已失去大国形象。这就激起许多美国人新的民族主义思潮，加强了“鹰派”或

极端保守派的力量。 

    新右派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提名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副

总统这个政治事件。１９７４年８月８日，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败露被迫辞职。副总统福

特继任总统之后，为加强与东部权势集团的关系，提名洛克菲勒出任副总统。以维格里为首

的一批青年共和党右派，对此感到极为恼火与失望。他们认为洛克菲勒不仅是共和党东部权

势集团的代表，而且也是一个保守事业的叛徒；１９６４年大选时他拒不支持戈德华特，致

使民主党自由派取得压倒性胜利。因此，他们不愿意为了“党的团结”而支持这个可憎的人

物。为阻止任命的批准，维格里等人进行了种种活动，但都失败了。他们说：“这件事情使

我们认识到：忠于共和党使我们毫无权力可言，甚至在共和党内部也是如此；保守派要想今

后对共和党施加影响和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宣布我们独立。”〔12〕起初，维格里等人设想

建立一个真正忠于保守原则的政党，但很快便打消了这一念头，因为他们感到任何政党同样

都会遇到共和党所面临的两难处境——“选票还是原则？”后来，他们建立了一个由各种“奋

斗目标单一”的集团所组成的可分可合的跨党联盟，共同为他们坚持的右派原则而奋斗。因

此，１９７４年８月，可作为维格里等人与老右派决裂、新右派兴起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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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右派的基本政策主张 

 

    新右派一词初见于１９７５年。右派政治评论家凯文·菲利普斯在《库尔斯、理查德·维

格里和新右派综合体》这一论著标题中，首先将以维格里为代表的一批“社会保守派”称为

新右派，以区别于１９３８年以来保守派领导的老右派。新右派没有系统的思想理论，只是

针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一系列非常保守的政策主张。 

    在国内政策上，新右派特别强调家庭和宗教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家庭责任是促进个人和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恢复家庭和宗教的价值，就不能消灭贫

困。此外，他们还反对自由堕胎、轻率离婚、同性恋、吸毒和色情宣传等一切可能引起家庭

破裂的行为。新右派认为，对传统家庭威胁最大的是美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因此，他们

的第一个重大行动便是反对１９７２年通过的《平等权利修正案》。在麦卡锡和戈德华特前

助手菲利斯·施拉芙丽的领导下，拥有５００００名会员的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组织——“鹰

论坛”，通过在州议会作证、举行集会、聚众请愿、游说议员和威胁本案支持者等方式，终

于使象征当代美国女权运动的平等权利修正案因差两个州的批准而成为废案。 

    自由堕胎是新右派的第二个反对目标，斗争最为激烈。１９７３年１月２２日，美国最

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判决：胎儿非宪法所指的“人”，法律不保证胎儿有生的权利，孕妇有

权决定是否终止妊娠。堕胎合法后，美国每年平均实施１５０多万例堕胎手术，其中１／３

涉及不满２０岁的未婚少女。对此，新右派、尤其是其中的天主教徒极不满意。他们认为生

命是上帝赋予的，杀戮“无辜”不人道，怀孕是对性行为应负的责任，只有禁止堕胎才能防

止性放纵和道德败坏。为反对这一判决，他们建立了各种保障生命权利的组织，并在各州积

极提出种种限制性法案。仅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新右派就在３１个州提出了１１８项议

案，其中“人类生命权利修正案”规定：除挽救母亲生命外，禁止以任何理由堕胎；禁止使

用宫内避孕器，因为生命始于受孕，宫内避孕器阻碍受精卵的着床。新右派参议员杰西·赫

尔姆斯连挽救母亲生命的堕胎也反对，  某些新右派议员甚至在国会攻击我国和其他国家的

计划生育政策。 

    教育和社会秩序也是新右派关心的重要社会问题。他们认为，６０年代的社会骚乱是自

由派教育政策失败的反映，只有改变美国的教育政策、加强宗教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才能

恢复和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因此，他们主张调整课程设置，禁止性教育；制定保守的、极

端爱国主义的教科书标准，严格挑选人才；清除  图书馆中他们认为的淫秽书籍；恢复公立

学校的自由祈祷，举行忠诚宣誓，在课堂教学中讲授圣经的宇宙观、平等对待神创论和进化

论；建立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等等。 

    在劳工问题上，新右派反对支持政府雇员罢工、工会工厂制、劳工法改革等有利于工会

运动的各种法案。在种族问题上，反对汽车接送学童、黑白学生同校、在入学和就业等方面

照顾少数民族等一切旨在消除种族歧视的措施。在其他社会问题上，反对枪支管制和各种犯

罪活动，要求恢复死刑、加强治安，近年来还反对非法进入美国境内抢夺美国人饭碗的外国

移民。 

    在经济政策上，新右派反对政府干预，要求恢复新政以前的自由市场经济。他们认为，

３０年代以来，美国各级政府开支不断扩大，赋税逐渐提高，通货膨胀率频频上升，政府规

章日益繁琐，致使企业负担过重，发展到７０年代，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日益削弱，如

不改弦更张，美国将走上“大不列颠的衰落道路”。为此，他们积极反对大政府，主张提高

政府效率；攻击高福利和高赋税政策，认为福利制度容易使人形成依赖心理，造成穷人更穷

的局面，而高赋税打击了高效率生产者的积极性。他们主张尽量减少福利开支，只帮助那些

确实无力自助的人；大幅度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他们还反对垄断企业，反对政府的种种规

章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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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防与外交政策上，新右派强调建立军事优势和反对共产主义的重要性。他们认为，

“维护和平的办法在于强过任何企图征服我们的国家”〔13〕。他们坚决反对美苏缓和，主张

增加军费开支，争取在军事上和技术上全面超过苏联。同时，他们还主张美国联合西欧、日

本以及南美、中东、亚洲和非洲的一些“重要国家”共同对付苏联，停止与苏联进行谷物、

技术、计算机装备交易和信贷往来。新右派还从宗教立场出发，宣扬“共产主义不相信上帝”，

并“使个人成为国家的奴隶”，是世界上的“邪恶势力”；主张美国必须同“自由世界国家”

一起，进行一场“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世界性战斗。新右派对我国持敌视态度，称中华人

民共和国为“敌人”，视台湾为“盟友”，要求恢复美国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坚持美国应继续

向台湾出售包括先进武器在内的各种武器装备，不能抛弃“老朋友”。此外，新右派还强调

支持以色列、南非及拉美等国的反动独裁政权，鼓吹必要时对第三世界进行军事干预。 

     

三、新右派的组织和势力 

 

    除抓住人们敏感的各种问题大力进行宣传鼓动外，新右派还建立许多为实现其政策主张

而进行活动的组织，并拥有一批积极将其思想观点兜售给选民，使之变成选票的领导人。 

    新右派的领导人主要有维格里、保罗·魏里希、霍华德·菲利普斯、约翰·特里·多兰、

里德·拉森、施拉芙丽、杰里·法尔韦尔、爱德温·Ｊ·福伊尔纳和康尼·马什纳等人。他

们大都是出身于社会中下层、成长于战后的年轻一代，其思想观点多受老右派的影响。维格

里说他的政治观点形成于对麦克阿瑟和麦卡锡的崇拜过程中；魏里希承认他受过塔夫脱的影

响，并说“我读过他写的所有著作”。〔14〕另外，维格里和魏里希等还是罗马天主教徒。 

    新右派领导们认为，“权力就是告诉人们问题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和区分谁是好人、谁

是坏人的一种能力”。〔15〕新右派积极在两大政党内外建立组织；几乎在每个重要问题上，

他们的组织都在活动。 

    新右派的组织名目繁多，主要有四类。 

    １．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如魏里希领导的争取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菲利普斯领导的

保守派核心会议和多兰领导的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等。争取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成立

于１９７４年，其任务是将保守派人士选进国会。保守派核心会议成立于１９７５年，主要

在基层活动，在全国每个国会议员选区均设分会，约有３０万会员。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

员会成立于１９７４年，目前是美国最大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新右

派的基本组织，主要任务是为保守派候选人提供竞选资助和技术指导。 

    ２．保守派的“目标单一”的组织。这类组织主要是围绕某个问题而建立的，目的在于

运用动员选民写信等手段，反对他们不满的事物，并筹集资金支持观点保守的候选人、打击

自由派候选人。它们的数量最多，声势也很大。如反对堕胎的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声称有１

０００万会员；主张取消最低工资法的全国工作权利委员会自称有１５０万捐助者，年度预

算至少有１０００万美元；反对高赋税的全国纳税者同盟代表４５万名成员，号称全国最老

最大的纳税者组织；反对枪枝管制的美国持枪者协会，也拥有３５万名会员。 

    ３．宗教右派组织。如法尔韦尔牧师１９７９年建立的道德多数派，罗伯特·格兰特１

９７８年建立的基督教之声，爱德华·麦卡提尔、詹姆斯·罗宾逊牧师等１９７９年建立的

宗教圆桌会议，和罗伯特·比林斯建立的全国基督教行动联盟等。其中，道德多数派声势最

大，有４０万名世俗成员和６万名牧师，在全国各州设有分部，年度预算超过 600 万美元。

法尔韦尔主持的“昔时福音”电视广播传教节目每周有１４０万听（观）众。〔16〕这类组

织主要是美国南部和中西部一些极端保守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牧师在维格里等人的直接帮

助下建立的政治性宗教组织。 

    ４．政策研究和宣传出版机构。这类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宣扬保守观点，影响政府决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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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论。例如，１９７３年成立的传统基金会，在其主席福伊尔纳的领导下，不断向政府

提供各种反映新右派观点的政策研究报告和有关情况的背景材料，并经常就国家的某项重大

政策或当前的重要国际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向新闻界表明保守派观点，成为新右派的

著名思想库。该基金会设有一个资料库，收集和传播保守派的活动信息与各种出版物；一个

人才库，负责将合格的保守派人物安插在政府和国会的各个决策岗位上。为了在全世界传播

“有责任感的保守主义”，该会正积极与西欧和日本的保守团体及学者建立并发展合作关系。 

    新右派的出版物主要有维格里发行的月刊《保守文摘》和半月刊《新右派报道》。《保守

文摘》在１９７５年创刊后不久，发行量即达１３万份，现已成为新右派的机关刊物。另外，

新右派的许多组织都有自己的出版物，如传统基金会就创办了《政策评论》季刊和《今日传

统》月刊。新右派的出版机构主要是维格里公司，除出版书籍外，每年还直接向选民寄发大

量邮件以筹集资金和宣传政策。 

    为了协调工作、加强各组织间的联系，新右派在许多组织中实行连锁董事制，还设立协

调机构，如处理宗教组织之间关系的宗教圆桌会议和全国基督教行动同盟，协调“维护家庭”

运动的图书馆监督委员会〔17〕和负责外交与国防问题的斯坦顿小组。新右派的领导人还经

常利用午餐、晚宴、国会招待酒会和各种正式会议保持联络，每周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讨

论新右派的战略与战术问题。参加高级会议的都是内圈组织“金斯顿小组”的成员，包括维

格里、魏里希、多兰、霍华德·菲利普斯、其他著名新右派议员，以及共和党研究委员会、

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保守同盟等的代表。 

    由于这些组织的积极活动，新右派不仅获得不满社会现状的中下层中产阶级的广泛支

持，而且在联邦政府和国会中取得一定势力。他们在第９７届国会中拥有４０名众议员和１

０名参议员，控制了国会近１０％的席位。这些议员绝大部分来自西南部各州，一般为共和

党人，较著名的有参议院共和党政策指导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和参议院共和党党团主

席詹姆斯·麦克卢尔等。 

新右派的主要财政支持者约瑟夫·库尔斯等人，成为影响里根决策的“厨房内阁”中的

主要人物。此外，里根第一任海军部长、负责公共关系的总统特别助理是新右派；新右派还

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劳工部、教育部中担任次要职务。 

    不过，新右派在国会与政府中的地位并不稳定。１９８２年中期选举后，新右派势力一

度下降。以后虽有回升，后来又陆续失势。 

     

四、新右派的特点 

 

    新右派、老右派和新保守派虽然都是美国保守势力，但是新右派却有一些与老右派和新

保守派不同的特点。有些特点是它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些特点大体如下： 

    １．社会基础和后台老板不同。１９３８年以塔夫脱为首的右派，其财政方面的核心力

量是鼓吹保护关税的中西部银行与工业集团，其社会基础是靠租金与利息为生的残余势力，

和无求于政府、特别是东部银行家的无数小城镇的小工商业者。１９５８年以来形成、１９

６４年支持戈德华特竞选总统的右派，除了塔夫脱的大部社会基础外，其典型力量是正在兴

起的阳光地带的企业家和住在市郊、一般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层人物。该派与东部权势集团虽

有矛盾，但常从实际利益出发与其达成政治妥协。７０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右派，与上述老右

派不同，其社会基础是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者中信奉宗教和传统道德的中下层；主要代表西

南部新兴地方资本、西南部和其他地区中下层中等收入者的利益。其财政支持者的阵容，较

６０年代右派的有所扩大，但大多仍是阳光带“自我奋斗”发家的巨富，主要集中在第一和

第三产业。如石油勘探业的亨利·萨尔瓦多里、利昂·赫斯、埃德·诺布尔、诺顿·西蒙；

建筑业的Ｊ·罗伯特·弗卢尔；旅游－娱乐业的巴伦·希尔顿、沃尔特·诺特、Ｊ·威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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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综合企业和不动产业的杰克·雷瑟、威廉·威尔逊、查尔斯·威克、威廉·Ｆ·史密斯；

超级市场界的西奥多·卡明斯；纺织业的罗杰·米利肯；以及科罗拉多州的啤酒大王约瑟夫·库

尔斯，世界最大汽车交易商霍姆斯·塔特尔等〔18〕。此外，东部梅隆家族的理查德·梅隆·斯

凯夫，到  １９８１年已向传统基金会捐款４００万美元。但是，新右派与东部财团关系不

密切，且从一开始就反对全国性大企业或垄断企业。他们认为，大政府保护大企业，大企业

也对压制竞争的文牍主义、规章制度和官僚主义感到满意。该派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特在

１９７８年就宣称“去掉骑在我们背上的《幸福》５００家的时候已经到了。”〔19〕与此同

时，新右派还反对  所谓左派的教育－福利权势集团，即聚集在高等学校和政府官僚机构中

的寄生“新阶级”。由此可见，新右派和主要由中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组成的新保守派也是

不同的。 

    ２．政策主张更加保守，宗教色彩浓厚。老右派、新右派和新保守派都主张放松国家干

预以刺激经济发展；实行对苏强硬与积极反共的外交政策，重振美国的霸权地位；恢复传统

家庭和价值观念，维持社会安定。但是，新右派更加强调家庭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并且要

求国家在这方面进行干预；在自由堕胎、学校祈祷等问题上显得非常保守，而老右派和新保

守派则不大强调这两个问题。戈德华特等人非但不相信道德问题在政治辩论中的重要作用，

反而认为要求国家干预私人生活问题不符合保守派的原则。在福利问题上，新保守派主张维

护福利国家，实行“保守主义的福利政策”，新右派则试图尽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新右派的宗教色彩主要来自其内部的宗教势力。美国在传统上一直是个政教分离的国

家。但是，６０年代末期以来，大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牧师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们认为，

圣经原义和教会势力在６０年代的社会动荡中受到世俗观念和自由主义的冲击，因此，教士

必须参政，“向邪恶势力宣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电子教会”，通

过布道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敦促教徒进行选民登记并投票支持保守派候选人。据估计，该

“电子教会”拥有３６座纯宗教性电视台和１３００家宗教电台，还向一些商业电视台购买

了几十个电视福音节目的播放权，每周听众多达一亿人。〔20〕 

    强调家庭和社会问题，是新右派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６０年代的社会动乱使

大批选民倾向保守，他们迫切要求改变这种混  乱  状况。新右派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首

先抓住人们敏感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宣传自己的主张，很快博得广大选民的同情与支持。维格

里说：“帮助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是社会问题，带领我们走向未来的仍将是社会问题。在开始

重视用公共汽车接送儿童、堕胎、学校祈祷和枪支管制这类问题以前，我们从未取得真正的

胜利。谈论自由企业的神圣性和共产主义的猛烈攻势，曾把我们弄得精疲力尽，但是，我们

在选举中还是没有取得多数。”〔21〕 

    社会问题确实给新右派提供过不少帮助，然而，带领其“走向未来”的却不仅仅是社会

问题。随着美国第８次经济危机的爆发，维格里也开始呼吁新右派关心经济问题，重视保护

贸易、非法移民、高利率、税收等问题对扩大新右派选民基础的作用。 

    ３．重视基层政治活动，鼓吹平民主义。老右派领袖人物大多来自知识阶层和社会上层，

历来轻视“群众性政治”。新保守派主要是一批活跃在思想舆论界和政界的中产阶级上层知

识分子，没有固定的组织。新右派则非常重视基层政治。他们认为，占人口多数的中等收入

阶层，是美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代表和保守事业的“天然选民”，因此积极在各州和地方建立

各种政治组织，并打着平民主义的旗号，呼吁人们反对权势人物、大政府、大企业和大劳工，

用公民投票等“直接民主”手段来“改变现存权力结构”。从加利福尼亚的第１３号反高税

提案到席卷全国的抗税运动，从反对自由堕胎到击败平等权利修正案，从反对工会运动到改

革学校教育，新右派的基层组织动员了一大批不满社会现状的人，把他们所关心的各种问题

从地方推向全国，并迫使州议会忙于讨论他们提出的法案。据统计，仅１９８１－１９８２

年，新右派就在４０个州议会内提出了３６６项有关堕胎、神创论、教育、劳工、假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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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雇员、学校祈祷、开支与举债限制、州政府、教师和教科书标准等１１个问题的法案，

〔22〕新右派还积极扶持保守派的州议员候选人。多兰说：“我们认为，明天的国会议员就

是我们今天的州议员。”他领导的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向各州保守派候选人提供资金

和指导，先后将一批保守派选入州议会和国会，并使一些自由派落选。 

    ４．重视传播媒介，运用直接邮寄。老右派对传播媒介是既恨又怕，总是设法避开新闻

界的采访和宣传。新右派则很重视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作用，对它“既打又拉”。传

统基金会是新右派最具传播媒介性质的智囊机构。该会的政策研究报告和出版物，既供给决

策者，也发送新闻界；每年还专门举行两次记者招待会。但是，新右派认为，美国的传播媒

介都操纵在以东部财团为后台的自由派、温和派手中，或新保守派手中；如果要想影响民意，

就必须依靠自己的传播媒介——直接邮寄。 

    直接邮寄即发信人根据收集到的大量收信人姓名和地址，把宣传信件从邮局寄出。所谓

“直接”，是相对报刊、广播和电视而言的。伍德罗·威尔逊、亨利·卡波特·洛奇和戈德

华特等，都曾用它来竞选，但广泛用于政治目的，还是７０年代的事。这和电脑的使用有关。

电脑除提高直接邮寄效率外，还可模仿发信人的亲笔签名，使收信人感到发信者对他的关心。

新右派很善于利用这种现代政治技术，建有许多直接邮寄公司，其中维格里公司最著名。该

公司建于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８０年已有职工３００名，邮寄名单３００份，内有２５００

万个美国人的姓名。该公司租用了两台大型计算机，昼夜不停地印制各种信件。据估计，该

公司每年发出一亿封信件，赢利约１５００万美元。 

    直接邮寄不仅为新右派筹集大量资金，而且为新右派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参与政治活动

提供了方便。“同样一封信，除了要人出钱之外，还可以要求他们投票支持某位候选人、自

愿做些竞选  工作、在邻里中散发请愿书、给参议员和众议员写信敦促他们通过或击败某项

法案。”〔23〕因此，直接邮寄是新右派摆脱两党控制，独立发展自身势力的一个有力工具。 

    ５．打破政党界限，建立跨党联盟。老右派主要是共和党内的极右势力，常为某一目的

而与东部权势集团达成妥协。新右派认为“政治原则高于政党”，反对共和党为捞取选票和

建立多数而实行妥协。维格里公开号召，“保守派必须学会蔑视毫无意义的政党标签”〔24〕。

为了改变现存权力结构，新右派主张实行“联盟政治”，即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内提名保守派

候选人，并建立保守派的多数。在选举中，新右派一面支持两党保守派候选人，一面采取“反

面竞选”的方法打击自由派候选人。到１９８０年为止，新右派已将近１００名两党保守派

选入国会，并击败了弗兰克·丘奇和乔治·麦戈文等一批著名的自由派参、众议员。 

通过“联盟政治”，新右派扩大了在国会中的势力，并对美国政府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新右派与里根政府 

 

    新右派同里根政府的关系比较复杂，既有相互合作支持的一面，也有彼此矛盾和斗争的

一面。这种情况首先反映在里根竞选和里根政府的组成上。 

    里根是共和党极端保守势力的著名代表。在经济问题上，他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削减庞

大的政府开支——主要是社会福利开支，大量降低企业和个人纳税负担，废除束缚企业自由

的各种规章制度，发挥资本家的能动性，以刺激经济增长。在社会问题上  ，他歧视黑人，

反对用汽车接送学童以促进种族合校，主张对纯白人儿童学校实行免税；反对控制私人枪支；

支持恢复死刑；赞成禁止自由堕胎，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主张实行学校祈祷。在外交问题

上，他鼓吹重振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要求大力加强军事实力，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主张

恢复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官方关系，积极支持以色列，并反对归还巴拿马运河。 

    新右派的社会基础认为，里根的主张反映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因而一开始就

支持里根竞选总统。不过，新右派的主要领导人却认为，里根在政治上经常采取实用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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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办法，有时表现为温和保守派，并非理想的总统候选人。他们看中的是尼克松任内的财

政部长、得克萨斯州前任州长约翰·康纳利。１９７６年，里根雇用布鲁斯·埃伯利合伙公

司为其筹集竞选资金，聘请自由派约翰·西尔斯第三为其公共关系顾问，并挑选有自由主义

投票记录的理查德·施韦克作为竞选伙伴，引起维格里等人的强烈不满。１９７８年，他们

开始反对里根，并积极支持康纳利出马。１９８０年３月，康纳利因预选中接连败北而退出

竞选角逐，新右派领导人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才转而支持里根。同时，里根为争取新右派

的支持，也作了一些让步和承诺，首先是辞退了西尔斯。 

    新右派主要通过直接邮寄为里根和保守派的竞选活动进行宣传、筹款和拉拢选票。仅全

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就在１９８０年大选中筹集并花费了７６０万美元，其中支持里根

的费用仅次于赫尔姆斯领导的国会俱乐部。新右派中的宗教团体，还通过电子教会向其信徒

宣扬：只有保守派和里根才能“拯救美国”，使美国摆脱“自由派所造成的巨大危险”。１９

８０年大选中，宗教右派组织动员了１００多万从不参政的原教旨主义者去投票。里根能在

大选中获胜，与蓝领工人、妇女和黑人选民的大量选票，以及１／４的民主党选民选票有很

大关系，而这些都是与新右派的支持分不开的。 

    在组织政府的过程中，里根继续得到新右派的合作并受其影响。传统基金会向里根过渡

班子提供了１１名工作人员，并起草了一份名为《对领导人的委托》的研究报告。这份“保

守主义的治国蓝图”长达３０００页，对新政府各部和各专业机构的政策与计划，都提出了

具体的建议，颇受里根班子的重视。 

    然而，在正式组成的里根政府中新右派只占有一些内阁级以下的职务，内阁中的重要职

务全由温和保守派和老右派分享。对此，新右派的一些头面人物极为不满，纷纷指责里根在

分配内阁职务上屈从于东部权势集团的压力，“背叛了保守事业”。为平息新右派的不满，里

根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辞职后，任命  保守派克莱尔·卢斯和威廉·巴克利为

国家安全顾问，并于１９８２年６月解除了新右派一再反对  的黑格国务卿的职务。 

    在内政、外交和国防问题上，新右派与里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合作与斗争。 

    在国内问题方面，里根上台之后就把“重振经济”放在首位。１９８１年２月，里根向

国会提出以大规模削减个人及公司税、减少非国防开支、大量增加军费为核心的“经济复兴

计划“，宣布今后三年内减税 2850 亿美元，削减联邦政府开支１４００亿美元，而军费则

将以７％的比例逐年增长。该计划执行不久便引发战后美国第八次经济危机。在危机深化和

温和保守派的双重压力下，里根被迫于１９８２年９月签署了一项“和平时期最大的增税法

案”，规定三年内增税９８３亿美元、削减开支３０８亿美元。 

    新右派支持里根大幅度减税和大砍社会福利开支的措施。他们虽然也要求平衡联邦预

算，但一直反对增税、尤其是靠增税来消灭财政赤字的计划。在１９８４年８月召开的共和

党代表大会上，新右派与老右派共同控制了政纲起草委员会，最后把“我们将反对任何增税

的企图”明确写进了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同年９月，新右派还在联邦国内收入局门前召开“平

民保守派反税联盟”成立大会，维格里和菲利普斯出任主席和副主席，宣布该联盟的宗旨是

压迫里根政府削减大部分税收、实行将个人所得税一律降到１０％的“平税制”，并保证不

再征收任何新税。面对这种压力，里根一面向国会提出平衡联邦预算的宪法修正案，一面又

以“没有任何增税计划”的许诺来安抚新右派。 

    社会问题在里根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只居次要地位。为集中精力解决滞胀问题，里根仅在

口头上支持新右派这方面的要求。而极力避免提出有关这些问题的法案。新右派对里根的这

种做法很不满意，他们指责总统“说得多、做得少”，违背了竞选时承担的“道义责任”。为

稳住新右派，里根随即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如任命比较保守的桑德拉·奥康纳夫人为联邦

最高法院法官等。然而，新右派却认为任命奥康纳是“里根违背诺言的第一个行动”〔25〕，

因为奥  康纳曾在亚利桑那州投票支持自由派的堕胎法案。不过，在最高法院１９８３年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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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再次裁决堕胎合乎宪法时，奥康纳却投了反对票。为了进一步拉拢新右派以争取连任，里

根积极支持犹他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奥林·哈奇和密苏里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托马斯·伊格

尔顿倡议的禁止堕胎宪法修正案，许诺下届政府将优先考虑“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议程”

问题，还签署了《同等机会法令》，明文禁止公立学校再阻止学生集体进行宗教活动。大选

时，里根不仅大谈宗教的重要性，还破例让法尔韦尔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主持大规模的宗教

祈祷仪式。里根连任后，对社会问题有所重视。１９８５年，他连任后的首次公开露面便对

正在华盛顿举行反堕胎游行的几万名妇女发表支持性演说。１９８６年８月，里根又发表电

视讲话，号召美国人民开展一场全民禁毒运动，并宣布将与布什一起带头接受尿液检查。尽

管如此，新右派对其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在里根任内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仍然不满。 

    在外交与国防上，里根政府扩大国防开支、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得到新右派的支持。

但是，拒绝制裁军管之后的波兰、取消对西欧与苏联合作建造天然气管道进行制裁的决定、

发表与售台武器有关的美中“８．１７联合公报”等外交行动，遭到新右派的激烈反对。他

们指责里根向温和保守派妥协，“背弃”台湾，追求“缓和的幻想”，等等。里根作过一些让

步和解释，但始终未采纳新右派的极端保守主张。１９８７年１２月，里根政府又不顾新右

派的反对，与苏联签署了中导协议，在美苏关系的缓和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总之，新右派对里根政府的政策虽有一定的牵制和影响，但一直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新右派是７０年代中期兴起的一股极端保守势力，他们反对东部权势集团占

优势的现存权力体制和这种体制下的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取消新政以来国家干预

经济生活的措施，回到３０年代以前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其政策主张适应７０年代以

来美国社会的保守思潮，并具有一定蛊惑性，再加上它的组织方法和宣传手段的有效性，该

派现已成为美国一支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然而，新右派企图完全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

预、恢复自由放任政策，同时希望国家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以恢复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解决美国面临的种种难题，显然不切实际。因而，新右派的政策主张也就没有成为美国政府

的主导政策。尽管如此，只要美国经济继续存在滞胀危机，社会问题依旧严重，新右派就仍

将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注释： 

 

〔1〕艾伦·克劳福德（Alan Grawford）：《右派头上的惊雷：新右派与憎恨的政治》（Thunder 

on the Right: the “New Right”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纽约潘西昂书屋

１９８０年版，第４页。 

〔2〕谢·阿·达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联书店１９７５年版，

第２８５－２８６页。 

〔3〕小阿瑟·Ｍ·施莱辛格：《美国共和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４２４

页。 

〔4〕阿瑟·林克、威廉·卡顿：《１９００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

３年版，下册，第１５４页。 

〔5〕〔6〕同〔１〕，第 46 页。 

〔7〕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第１５７、３７９页。 

〔8〕郑永年：“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述评”，载《国外政治学》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9〕〔10〕美国《商业周刊》（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８日），第９６－９７、９８页。 

〔11〕刘绪贻：《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６１页。 

〔12〕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 Whitaker）编：《新右派文件》（The New Right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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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圣马丁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８页。 

〔13〕理查德·Ａ·维格里(R. A. Viguerie)：《我们新右派准备负起领导的责任》(The New 

Right: We Are Ready to Lead)，维格里公司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６页。 

〔14〕〔１５〕同〔１〕，第２７０、１１１页。 

〔16〕参见马克·博安农等（Mark Bohannon et al.）：《各州新右派：团体、出版物和策略》

(The New Right in the States: The Groups, The Issues and the Strategies)，载《为

州与地方提供政策建议的学术会议文集》，华盛顿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２６页。 

〔17〕原文为 The Library Court。它鼓吹清除图书馆中他们认为不良的出版物。 

〔18〕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沉溺于美国梦的人们》（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伦敦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７２页。 

〔19〕同〔１〕,第２１８页。《幸福》杂志每年发布一次美国最大的５００家企业名单。 

〔20〕同〔１〕，第１６１页。 

〔21〕转  引自１９８１年４月１日纽约《卫报》(Guardian)，第５页。 

〔22〕同〔１６〕，见该书第４７－９２页的附录。 

〔23〕〔24〕同〔１〕，第７５、２４５页。 

〔25〕吉列恩·皮尔(Gillian Peele)：《复兴与反动：当代美国右派》(Revival and Reaction: 

The Right in Contemporary Americ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１９页。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武装 

干涉苏俄中的作用 
 

 

张镇强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的协约国武装干涉苏俄活动中，究竟扮演了什

么样的角色？各国历史学家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争论很大。苏联和我国史学界多数认为威

尔逊是这次干涉的积极组织者〔1〕，直到最近还有人认为美国在这次活动中，“起了突出的

作用”。〔2〕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不尽其然，特以本文表明个人看法，以供讨论。 

     

一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苏俄的诞生给资本主义的堤坝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使资本主义的

辩护士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为了堵住资本主义溃决的缺口，他们

决定用一切手段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从而出现了在１９１８年上半年开始的

协约国帝国主义协同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活动。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为了各自的

利益，为了维护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争夺世界霸权，他们之间又矛盾重重，即使在对

具有共同仇恨和恐惧的苏维埃俄国问题上也是如此。因此，在策划和组织武装干涉苏维埃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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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过程中，协约国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美、日、意等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那么，主

犯究竟是谁呢？客观事实表明，英法两国是这次武装干涉的主要策划者和鼓动者，美国政府

特别是当时的总统威尔逊虽然也介入了这场罪恶活动，但不是肇事者和为首者，在某种程度

上还起了阻滞和缓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作用。 

    美国最先介入武装干涉苏俄，始于在  俄国南部的活动。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６日，美国

驻莫斯科总领事萨默斯向美国国务卿兰辛发回电报，传达了反动将领布拉西洛夫和阿列克赛

夫要求美国给俄国南部顿河哥萨克地区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提供道义和财政支持。兰辛同其

助手和顾问反复磋商，并同总统威尔逊商谈后，决定通过英法给在俄国南部的反动将领卡列

丁以秘密财政支持，并且授权美国财政部驻协约国军事采购与财政委员会代表奥斯卡

尔·Ｔ·克罗斯比与英法进行联系。但由于英国已经给俄国南部一些反动集团以财政支持，

克罗斯比感到没有必要再由美国提供支持。所以，这种授权并没有被使用，而早期的反布尔

什维克活动中心也就没有掌握美国官方提供的基金。〔3〕 

    而且，威尔逊在同意兰辛这种活动时,也对他和国务院施加了限制.他拒绝了兰辛关于派

斯坦利·沃什伯恩少校去俄国作４０天演讲旅游，以宣扬他的反布尔什维克观点。１２月末，

威尔逊又支持乔治·克里尔拒绝国务院关于由公共情报委员会在俄国内部发动一场反布尔什

维克的宣传战的建议。〔4〕 

    但兰辛的上述行动对后来的英法作出干涉苏俄的决定是有影响的。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

３日，英法两国签订了武装干涉和瓜分苏俄的所谓“英法关于在南俄行动对象的协定”，即

“英－法备忘录”。协定把俄国南部和西南部分别划为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然而，没有

任何证据表明英法协定的缔结事先征询了美国政府的意见，或当时就向美国政府提交了协定

的文本。〔5〕 

    就在协约国作这些安排的同时，萨默斯派他的领事德维特 · Ｃ · 普尔来到罗斯 

托夫地区，旨在与卡列 · Ｊ · 阿列克赛夫建立接触。１９１８年１月２６日，普尔向当

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前驻俄大使弗朗西斯报告情况。大使告诉普尔，华盛顿无意承认俄国  

的任何反布尔什维克势力。〔6〕 

    上述英法协定缔结后，英国立即派出一个强大的军事使团前往俄国南部，从此，南高加

索地区为英国所控制。这时，美国国务院指示美国驻梯弗里斯领事史密斯只需向美国政府提

供信息，同时保持同英法代表的密切接触，其他什么也不要干；而且一再提醒他不得使美国

政府承担任何义务。〔7〕 

    由此可见，苏联某些历史著作说美国暗中以巨款贷与卡列丁，美国领事普尔竭力帮助卡

列丁进行反革命活动〔8〕，是不准确的。 

    美国卷入苏俄远东地区的干涉活动始于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高潮时候。１９１７年

夏末，海参崴地区的革命工人和士兵掀起革命风暴。后来，美国驻海参崴领事考德威尔两次

要求政府派海军访问该港，理由是必须做一些事情使这一地区的局势不致恶化，否则，动乱

就会相因而至，它将妨碍史蒂文斯铁路代表团计划〔9〕的实施，何况日本海军也将访问该

港。 

    美国政府赞同考德威尔的建议，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奈特海军上将即率其旗舰布鲁克林

号，于１１月２５日去海参崴访问。当时，苏俄正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后来苏联历史著作把

布鲁克林号的访问解释为用枪口对准海参崴，以阻止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获胜。〔10〕布鲁

克林号的来访也许有政治讹诈之意，但它在海参崴停留期间，并未导致对当地苏维埃政府和

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武装镇压行动。相反，奈特还在布鲁克林号上设午宴招待“该城最著名的

和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解除他们关于这次访问预示着美国将夺取西伯利亚大铁路的

疑虑。〔11〕 

    １２月１１日，布鲁克林号驶离海参崴港以后，考德威尔又向华盛顿发电报，说该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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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并未改善，所有协约国领事都认为外国武装力量进入该城是合适的，美国军队进驻会更受

欢迎。兰辛则在回电中告诫考德威尔：“无论如何，制止讨论或考虑现在派外国军队去海参

崴的问题似乎是明智的，你可以这样忠告你的同行，如果他们再提出这一问题的话”。〔12〕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初，在巴黎的协约国高级政治家开始讨论在西伯利亚进行某种干涉的

可能性。但一直未得到美国的明确赞同和支持。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０日，法国政府向美国政

府发出第一次公开和正式的呼吁，要求对西伯利亚实行全面军事干涉。呼吁强调法国政府为

了保证可能遭受威胁的法国国民的安全，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而在立即实行这些措施

中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和合作又是多么重要〔13〕。 

    尽管法国外交部举例证明当时有三个在伊尔库茨克的法国公民被杀，六个法国人在彼得

格勒被杀，以激起美国的同情和支持，但美国政府却答复说：“美国政府倾向于相信拟议中

的这种军事干涉并不是目前西伯利亚的情况所需要的⋯⋯。所以美国政府遗憾地告知，它不

能给阁下在照会中所提出的那个建议以支持。”〔14〕 

    法国政府的建议使日本更加公开强调应当允许它在西伯利亚单独进行干涉活动。日本外

交大臣不仅向法驻日大使重申了这种立场，也向美国驻东京大使莫里斯作了同样声明，英国

也同意日本的要求和立场。但当莫里斯将此事电告总统威尔逊后，威尔逊政府则指示莫里斯

转告日本，“本政府所获得的信息表明，那里的局势是平静的，并非那种引起震惊的情况⋯⋯

美国政府认为，现在在海参崴出现一艘以上的日本舰只，都有可能被误解，并产生一种对协

约国政府宗旨的不信任感”。〔15〕 

    美国给日本的答复同时告知了法英两国政府。法国外交部长姆·皮肖表示尊重美国的观

点，法国将不再进一步加剧这一事态。英国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意见纷纭，犹豫不决，但外交

大臣巴尔福向美驻英大使佩奇表示他个人同意美国的立场〔16〕。 

    应该说在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８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到１９１８年１月中旬这个期间

内，协约国内部酝酿干涉苏俄过程中，英法是主要策划者，日本居第二位，美国基本上持反

对态度。 

     

二 

 

    协约国第一轮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策划活动，虽因美国反对或犹豫而未立即见诸大规模行

动，并不等于英法等协约国的反苏活动偃旗鼓,相反,他们更加紧锣密鼓,加快了行动步伐。 

１９１８年１月美国拒绝法国关于协约国联合干涉西伯利亚的建议后的第四天，英国政

府又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一份备忘录，建议让日本以协约国的委托管理国身份，占领整个西伯

利亚铁路。建议的理由是，整个俄国出现了无可补救的混乱景象，而现在各个地方组织已到

处出现，通过鼓励和援助，可能使他们做一些事情来防止俄国立即和完全落入德国之手。要

达到这一目的，唯一适宜的回答是由协约国占领西伯利亚铁路〔17〕。 

    英国的这一建议先交威尔逊的主要顾问豪斯上校。豪斯转交这一建议时对威尔逊说：“我

从未改变我的意见，即派日本军队去西伯利亚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它没有什么我能够想

到的可抵销其害处的军事好处。且不谈它可能在布尔什维克政府中引起的反感，它会由于种

族问题，而激怒整个欧洲的斯拉夫人。”〔18〕 

    威尔逊看了英国的建议后，也在２月４日向兰辛表示坚决不同意英国的建议。他说：“这

个计划里没有什么明智的可行的东西，我们应该很礼貌地拒绝参与这一计划的执行。”于是，

美国国务院在２月８日给英国的答复中说：“美国政府掌握的情报并未使它同意英王陛下的

政府关于对俄国事务的任何外国干涉将受到该国人民欢迎的看法。相反，美国政府认为，在

目前，任何外国干涉俄国事务是最不合时宜的。”〔19〕 

    但这以后不久，日本外交大臣又向美驻日大使莫里斯表示，日本将单方面进行干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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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就此事征询英、法的意见，暗示美国无权制止日本的行动，希望美国不要干预。美国政府

则在２月１３日仍以同样措词向日、英、法和中国政府致送声明，表示日本的要求如被接受，

可能有害于与德  交战的大国的事业，强调干涉将引起俄国人民的反感，即使有任何必要占

领中东铁路作为占领西伯利亚铁路的  一部分，也应由中国而不是由日本来执行〔20〕。 

    英、日两国单独对美国施加压力仍然未能如愿以偿，于是２月１８日和１９日两天，协

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常驻军事顾问们又开会讨论英国的建议，并让美国军事顾问布里斯向美

国政府报告会议结论：“占领从海参崴到哈尔滨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所具有的军事好处超过任

何可能的政治不利，建议在日本就其宗旨作出某种保证的基础上由日本军队来占领，并由一

个协约国委员会来监督日本的行动。”由于布里斯在评论这一决定时降低了它的作用，而威

尔逊和兰辛又比较听从军事顾问的意见，所以，协约国军事顾问们的这一决定仍未改变美国

政府对英国建议已经采取的立场〔21〕。 

    这个时候，德国中断了同苏俄的谈判，重新发动了对苏俄的进攻，协约国借口德国可能

控制整个俄国或西伯利亚，进一步加强了干涉苏俄的压力。各协约国驻俄大使馆甚至忙于收

集所谓苏维埃政府对协约国援助的可能性越来越有兴趣的证据，来动摇美国政治家反对采取

干涉的立场。因此，在２月的最后几天，美国政府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像拦河大坝溃决式的压

力之中。法国外交部长告诉美驻法大使夏普，俄国形势最严重，请美国政府不要推迟行动，

以致为时太晚，无法补救由于德国占领和平定俄国而造成的灾难。美国政府中很多驻外使节

以及白宫和国务院的一些中、高级官员也向兰辛和威尔逊施加压力，要求改变美国政府反对

干涉的立场。特别是２月２３日，美驻中国大使向美国政府报告，说日本政府将和中国政府

合作，来恢复西伯利亚的秩序，使美国政府更感压力沉重。２月２４日，美驻日大使莫里斯

又报告法国正和日本谈论由日本购买堆放在海参崴的储备物资；日本外交大臣也对法驻日大

使说，日本干涉西伯利亚的一切准备就绪，只要英法同意，没有美国的同意日本也愿行动

〔22〕。 

    ２月２７日，英国新任驻美大使里丁勋爵向威尔逊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的一封电

报，巴尔福重申要求美与英、法、意立即邀请日本占领西伯利亚铁路。英国大使还说，西伯

利亚的德国战  俘正被  组织起来以切断西伯利亚铁路，与此同时，法驻美大使也向兰辛提

交了法驻日大使给法国政府的电报抄本，内容同上述英国政府给美国政府的  电报一样。两

国大使特别提到日本表示它在西伯利亚的行动是无私的，它的足迹最远只到乌拉尔山为止。 

    正是在这种难以承受的舆论压力和所谓日本在西伯利亚行动的无私的诱惑下，兰辛开始

改变他原来坚决反对干涉苏俄的立场。兰辛的动摇当然对威尔逊产生了不好影响。３月１日

早晨，威尔逊请兰辛于中午去白宫，兰辛认为总统已同意他改变立场，因此在会晤总统以前，

就对英驻美大使里丁说，美国不能加入要求日本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的行列，但“将不表示

反对”。〔23〕 

      兰辛在中午会见威尔逊时，威尔逊交给兰辛一份转交日本政府的电文草稿，表明威尔

逊也同兰辛一样动摇了，他不再敢于反对协约国所敦促的行动。电文主旨是，美国政府不能

同协约国一起要求日本政府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但不反对提出  这一要求，并相信日本军

队将以俄国同盟者的身份进入西伯利亚，除了使西伯利亚免于德军的入侵和阴谋外，别无其

他目的，等等。〔24〕 

    但是，这份电稿遭到豪斯和布里特的反对。豪斯认为，日本的干涉将会把俄国推入德国

的怀抱，并给威尔逊写信说：“我们正处在非常微妙而危险的境地中，有可能失去你已献给

协约国事业的那种美好的道德地位，你很谨慎建立的结构可能毁于一旦”。〔25〕布里特也对

威尔逊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强调“总统必须以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名义反对日本入侵西伯利

亚”，否则，“他就会失去作为世界自由主义者的精神领袖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立

即扣发了原电文，重拟了新的电文转交日本政府。电文主旨是：“（１）干涉政策会加强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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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端革命分子的地位，使俄国舆论失去对协约国和美国的信心；（２）它违反美国的民主

的战争目标，并将致命地损害美国的精神地位。因此，美国反对日本干涉西伯利亚，即使日

本保证它将不损害西伯利亚的政治或领土完整。” 

    ３月６日，日本政府接到威尔逊的照会后，被迫以和解的口气答应日本将不在“美国和

协约国其他大国之间达成适当谅解之前采取任何行动”。同时又说，如果西伯利亚的发展“危

及日本的国家安全或根本利益，将不得不求助于立即而有效的自卫措施”。〔26〕 

    以上情况又看出，到１９１８年３月上旬，威尔逊在协约国的巨大压力之下，加上兰辛

的影响，反对干涉的立场开始动摇，同时，又在豪斯等人的影响下，尚未彻底转  到支持干

涉的立场上来。 

     

三 

 

    由于威尔逊原先反对干涉的立场开始动摇，在英、法等国的进一步压力之下，美国政府

最终卷入了武装干涉苏俄的行列。 

    １９１８年３月，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德国在西线对协约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

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又重新提出武装干涉苏俄问题。３月中旬，伦敦再一次要求威尔逊批

准日本的干涉，威尔逊拒绝了，但豪斯却倾向于同意。３月２３日，军事委员会在美国军事

代表布里斯缺席情况下，决定支持在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一带采取行动，并就

此征求美国政府的意见。４月２５日，里丁访晤威尔逊，威尔逊再次表示怀疑对西伯利亚干

涉的计划，但又使里丁感到他的态度有某些松动。〔27〕 

    ５月１日至２日最高军事委员会通过第２５号联合照会，要求协约国支持将集中在海参

崴、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的捷克军队。威尔逊认为，美国对海参崴的干涉是行不通的，

但赞成在摩尔曼斯克或阿尔汉格尔地区所作的任何军事努力，同时强调，即使在北部采取行

动，最终目标也必须是“真正同情俄国人民，而不是恢复任何旧政体，或对俄国人民的政治

自由进行任何干涉”。〔28〕 

    ６月１日至３日，最高军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抓住威尔逊在俄国北部问题上作出的让

步，又通过第３１号联合照会，要求协约国派军队夺取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协约国的

压力最终使威尔逊勉强同意在北部的作战行动。６月初，他派出了７０００美国部队到达俄

国北部。〔29〕 

    紧接着，协约国需要进一步迫使美国政府参加对西伯利亚的武装干涉。里丁意识到要说

服威尔逊，最好的办法是首先说服威尔逊的高级顾问，如豪斯、兰辛等人。英国的这一着果

然奏效了。６月２１日，豪斯对威尔逊说，就俄国问题作出决定是“几天而不是几个月的问

题”。〔30〕 

    威尔逊反对干涉苏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害怕日本永久占领西伯利亚。６月底，日本政

府答复最高军事委员会，承诺尊重俄国领土和政治统一，威尔逊表示他“真正高兴地”读了

这个答复。〔31〕 

    ６月２９日，一部分捷克军队推翻海参崴苏维埃政权，控制了该城，并宣布与协约国合

作，建立一个新的反对德国的东方战线。最高军事委员会迅速利用捷克人的行动，在７月２

日通过致威尔逊的照会，要求威尔逊批准干涉西伯利亚计划，“以便使它在不太晚的时候得

到执行”。照会指出：“如果不立即进行  干涉，势必给协约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英、法、

意三国总理都在照会上签了字，以使文件变得更有力量〔32〕。 

    捷克军团夺取海参崴，为威尔逊改变立场，同意参与干涉西伯利亚提供了借口。这时，

威尔逊可以把美国参与干涉说成是和协约国及捷克军队的共同努力。７月１６日，威尔逊在

白宫召开的最高级会议上批准了在西伯利亚使用美国军队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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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逊在决定参加干涉西伯利亚的同时宣布：“美国政府的支配性宗旨是为赢得战争而

做任何必要和有效的事情。它希望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与各协约国政府合作，由衷地合作，

因为美国没有自私的目的，并且相信战争只能通过共同商讨和行动的密切一致来赢得”。〔33〕

同时指出，美国和协约国军队的唯一固有的作用是守卫在海参崴港的军用物资和援助捷克

人，因为“军事干涉将增加俄国目前的悲惨混乱而不是医治它，伤害它而不是帮助它，因而

对于我们欲求赢得反德战争的重要计划并无好处”。他要求协约国注意，他不会以更富野心

的努力去推翻布尔什维克，或以任何其他途径去干涉俄国内部事务。〔34〕 

     

四 

 

    威尔逊在作出参与西伯利亚干涉决定的同时，发表的上述政策声明表明，他的干涉宗旨

主要不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那么，在随后协约国的实际武装干涉活动中，美国又起了什

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１９１８年７月１７日，美国国务院在给其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格雷夫斯将军的备忘录

中，正是按威尔逊上述原则作出指示的。备忘录规定美国“在俄国的军事活动只能是协助捷

克斯拉夫人巩固他们的队伍，与他们的斯拉夫同胞之间的充分合作⋯⋯”。〔35〕 

    但协约国并不完全同意威尔逊的方案，所以在整个干涉期间，由于干涉目标上的深刻分

歧，美国和英、法、日等国在行动上并不一致。例如，威尔逊在作出美国参加西伯利亚干涉

的决定时，只同意美、日各派７０００部队去西伯利亚，后来日本却不断增加在西伯利亚的

兵力。当美国副国务卿布雷金里奇·朗主张与日本同步增兵时，威尔逊拒绝了。１９１８年

夏秋之交，协约国也敦促美国政府增加其俄国远征军人数，英国驻美军事使节布里奇将军在

７月２５日致函美陆军部长，主张重建东方战线。布里奇警告美国，如果允许在俄国的好机

会失掉，它应对战争的延长，几百万美国人的伤亡，几十亿国库的开支等等负责。但威尔逊

仍然拒绝屈服于这种压力，因为他无意扩大在俄国的军事活动，而是把美国反对德国的努力

集中在西线，威尔逊的大多数顾问也赞成这个决定。〔36〕 

    ９月中旬，法国也逼迫美国增派远征军。布里斯反对这一要求。美国陆军部长贝克支持

布里斯的立场。９月２５日，威尔逊、兰辛和参谋长马奇将军在白宫开会，决定明确向协约

国宣布，美国将不再向俄国的任何地方派遣部队。〔37〕结果，日本在西伯利亚远征军最终

达７００００人，美国仍是当初的７０００人。 

    １９１８年秋季开始，协约国干涉军越来越具有反苏维埃性质。尽管威尔逊坚决拒绝增

加美国对西伯利亚的卷入，协约国还是继续逼迫美国增兵。１０月８日，最高军事委员会无

视布里斯的抗议，发出第３８号联合照会，要求努力重新开辟东方战线。照会要求美国加派

五个营来补其在俄国北部的一个团，布里斯拒绝在照会上签字，并在联合照会附录中指出，

“美国是非常勉强地考虑派远征军去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的；它同意参与这次行动，  

但只提供很有限的军队份额，而且是为明确限定的目标服务的”。这个目标就是帮助捷克人

撤出俄国，“加强俄国人自己也愿意接受援助的任何自治或自卫的努力，而不是帮助俄国人

中的任何党去反对任何其他党，或反对任何俄国政府形式。”〔38〕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高尔察克反革命政权的出现成了协约国支持的主要目标。但１９１

９年４月２日，威尔逊仍指示格雷夫斯，他的远征军只是“维持西伯利亚铁路两旁的秩序”。

而格雷夫斯亦忠实地执行了１９１８年７月１７日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精神和随后的威尔

逊指示，坚守不干涉政策。例如，后来改变了政策立场的某些美国国务院代表，曾敦促增加

对高尔察克的支持，包括对他的外交承认，而格雷夫斯仍然避免在俄国内战中偏袒一方，以

致受到国务院的严厉批评。副国务卿波尔克曾在兰辛面前抱怨“格雷夫斯将军的绝对超越于

俄国派别之间的内部冲突”，而不支持高尔察克，建议解除他的职务。威尔逊就此征询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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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贝克指出，格雷夫斯一直遵循他的命令，无懈可击。结果，格雷夫斯没有被免职〔39〕。 

    但由于美国国务院后来主张增加对高尔察克的支持，军方则反对插手俄国内部事务，这

就使总统威尔逊无所适从。威尔逊本人自然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他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由

于自身的弱点会自行垮台。但当时他最担心“俄国仍然可能成为帝国”，他需要找到和支持

一个介于布尔什维主义和君主帝国之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权。他一方面认为高尔察克可

能是这一政权的合适头目，一方面又怀疑他的自由主义色彩〔40〕。所以他对高尔察克有所

支持也有所反对。摇摆不定，犹豫不决。 

    由于没有对格雷夫斯正式下达在军事上支持高尔察克的指令，在实际行动上格雷夫斯也

就没有支持高尔察克。这种情况曾导致高尔察克对美国的不干涉政策的极大恼怒，一度发展

到同美国远征军对抗。１９１９年５月初，格雷夫斯向美国政府报告说：“我们现在完全面

临要么使用武力，要么撤走的困难局面，因为俄国军队正进入我们的地区，而且显然不仅藐

视我们，实际上还企图夺取我们守卫铁路的职责。”〔41〕 

    格雷夫斯本人由于坚持不干涉立场，也遭到白俄以及英、法和日本头领们的极大敌意，

他们广泛传播流言蜚语，说他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他的部队帮助“共产党人”。当诽谤运

动达到高潮时，高尔察克部队司令官林诺夫派去特使对格雷夫斯说，如果他每月津贴高尔察

克军队２００００美元，林诺夫可以使这种谣言终止。后来，林诺夫被一次群众暴动所威胁，

英国委员伊利奥特向格雷夫斯告急。格雷夫斯微笑着说：“人民可以把林诺夫带到美军总部

前面，把他吊死在电线杆上，没有一个美国士兵会可怜他”。〔42〕 

    １９１９年６月，苏俄红军对高尔察克军队展开全线反攻，高尔察克和其白卫军的灭亡

指日可待。协约国在最后的绝望企图中，建议封锁俄国来挽救  白卫军，威尔逊拒绝参加这

一行动，并对他的朋友万斯·麦考密克说：“俄国人民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

他们自己的问题。”〔43〕 

    威尔逊曾派驻日大使莫里斯赴西伯利亚实地了解高尔察克，莫里斯证实高尔察克处于军

事失败边缘，承认他是领导一个腐败的军政府的反革命，但又表示，他宁可要高尔察克而不

要布尔什维主义。而威尔逊仍不同意莫里斯的意见。 

    足见威尔逊政府虽然支持过高尔察克反革命政权，但不是一贯的和坚定的。威尔逊坚持

要高尔察克制订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但又拒绝提供充分支持；在高尔察克作出了所需

要的保证后，威尔逊仍然不信任他。到１９１９年夏秋之交，美国政府终于决定不承认高尔

察克。奇怪的是，即使在那以后，威尔逊还考虑过运送一船武器给他〔44〕。但总的说来，

高尔察克政府主要是得到英、法、日等国的支持。“英国的军装，法国的肩章，日本的烟草，

高尔察克领着舞蹈”。〔45〕这首当时在俄国流行的小调也十分生动有力地表明，究竟谁是高

尔察克的主要支持者。 

    即使对捷克军团，格雷夫斯也恪守不参与其反苏维埃政权活动的原则。捷克军团首领盖

达伊曾建议格雷夫斯向伏尔加河进军和从东西进攻莫斯科，但格雷夫斯告诉盖达伊，只要他

担任指挥官，美国士兵就不能被用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或者以任何别的方式干涉俄国内

政⋯⋯。”〔46〕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停战协定的签订，使协约国再也没有理由增加对俄国的干涉，

以重新建立所谓东方战线了。美国政府中许多人都认为美国在俄国的远征军完全没有存在下

去的理由了。就在１１月，贝克两次写信给威尔逊要求完全撤回美国在俄国的远征军。德国

战败后，美国在俄国的远征军日益具有反布尔什维克的色彩。贝克对威尔逊说：“我不喜欢

我所了解的布尔什维主义，但我觉得如果俄国人喜欢它，他们就有权利接受它，而我们则没

有权利说，只有１０％的俄国人是布尔什维克，所以  我们要帮助另外９０％的俄国人抵抗

布尔什维主义。”贝克指出美国唯一应做的事，是命令美国军队回国，并告知日本，我们在

俄国的使命已全部完结，在那里再也没有什么事要做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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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甚至贝克也认识到撤退问题不可能在１１月完成，只能留在巴黎和会上解决。很

简单，这是国际合作的代价。 

    巴黎和会召开时，苏俄业已站稳脚跟，十月革命的影响正在向世界各地尤其是东欧和中

欧传播，这使英、法等国的统治集团愈益恐慌。他们建议使用武力作为防止布尔什维主义传

播的手段，而美国人更懂得武力的有限性，反对使用武力继续干涉苏俄事务。 

    尽管在１９１９年初俄国北部已冰冻三尺，很难使军队移动，但美国军事顾问布里斯仍

然在２月９日决定向威尔逊报告，美国士兵应该“尽快撤出，他们在那里没有做一丁点好事”。

他希望表明美国的政策，使协约国放弃任何更加野心勃勃的干涉计划。〔48〕 

    除布里斯  的建议外，在１９１９年的整个冬天和春天，又有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在俄国

的驻军士气日趋消沉，更加强了威尔逊政府尽快撤回远征军的决心。１９１９年２月英国要

求调美军１５００人帮助修复摩尔曼斯克的铁路，威尔逊把这一要求转交布里斯处理，布里

斯抓住这个机会再次要求撤回美军。布里斯告诉威尔逊，加派军队去该地的唯一目的应是帮

助撤回那里的军队。威尔逊赞成这一主张。２月１３日，布里斯告知协约国，美国将派技术

部队去帮助修复摩尔曼斯克铁路，使它能在冬季有效地供应和维持美国及协约国在那里的部

队的需要，并促使它在春季气候条件允许下尽快撤出整个远征军。结果，英国同意了布里斯

的条件。〔49〕 

    但英国实际上想进一步扩大反布尔什维克的干涉活动，不想真正撤退。４月２日，美国

代表团收到驻阿尔汉格尔领事的报告，英国驻俄国北部干涉军司令爱德华·艾恩赛德打算把

军队调入内地，以便与西伯利亚的协约国军队联合起来。４月２１日，布里斯告诉威尔逊，

英国无意撤退，尽管如此，美军仍然应当撤走。〔50〕威尔逊同意考虑布里斯的意见。就在

４月底的一次例行会议上，劳合·乔治对威尔逊表示要在军事上援助阿尔汉格尔地区对英国

友好的有组织的集团。威尔逊坚定地回答：“美国公众不会同意再派任何更多的部队去那里。”

后来他又通知美国巴黎和会海军顾问宾森将军，“就我们方面说，没有任何主动作战计划，

我们打算做的事情只是保证安全撤退我们的陆军”。〔51〕 

    随着春天的到来，英国增加了对美国的压力，不让它停止参与干涉活动，但威尔逊已作

出撤退的决定，成功地抵住了协约国要求延长干涉的压力。６月６日宾森报告，美军已撤出

阿尔汉格尔。四天以后，威尔逊向焦急的布里斯保证说：“我一点也没有改变我的决心，我

军的撤退决不会中断或拖延。”但到７月，协约国再次逼迫美国援助北部的远征军，  而美

国仍继续撤兵，由于英国不敢单独行动，它也不得不在１９１９年夏季撤走了在北部的驻军。

〔52〕 

    美军撤出俄国北部，表明威尔逊政府干涉的主旨不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那么，美军

为什么又迟迟不从西伯利亚撤走呢？这主要是西伯利亚的形势非常复杂，不同于俄国北部。

最重要的是，日本  远比英国更我行我素，它很少依赖美国的合作。威尔逊认为美军的撤退

不会像在北部促使英军撤退一样，也促使日军撤退，因而美军不得不继续留在西伯利亚，以

便保持对东京政策的某种影响。如果美军撤出，让日本在西伯利亚自由行动，它就会立即完

全控制西伯利亚铁路。美国认为日本的最终目标是统治西伯利亚，而这是与威尔逊的传统的

门户开放政策和避免以武力干涉俄国内部事务的意图相矛盾的。〔53〕 

    在协约国策划武装干涉苏俄的活动中，１９１９年１月开始的巴黎和会是一个重要的舞

台。和会一开始，为了对付所谓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播，英法政府的官员都建议派军队越过欧

洲进入俄国。美国人则认为解决的手段在于重建，而不是用武力来进一步破坏。他们认为用

子弹来反对思想意识是无效的，军队不可能改变产生这种思想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对付布尔

什维主义的更有潜力的武器是经济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布里斯在１月７日忠告威尔逊说：

“我们必须以两种见解来看布尔什维主义，第一，作为一种思想⋯⋯，第二，作为一种凭借

军事力量的宣传。如果我们派足够数量的军队去占领一定的线路，我们能够阻止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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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横过这条线路，但不能阻止布尔什维主义横过它。”布里斯建议用粮食和其他经济援助

供应中欧地区，以帮助该地区建立“强大的民主的，能够自行抵抗共产主义诱惑的政府”。

〔54〕 

    威尔逊接受了这种论证。他在１月１２日与劳合·乔治、克列孟梭会谈时，表示怀疑“布

尔什维主义是否能用武力制止”。 

    正是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对，协约国开始寻找其他手段来反对布尔什维  主义的传播。劳

合·乔治提议邀请俄国各派来巴黎举行会谈。由于法国坚决反对，后又建议改在马尔马拉海

的王子岛举行。由于协约国和苏维埃政府未能就外交承认问题达成协议，王子岛会议也没开

成。接着美国特使布利特访问莫斯科，企图找到一种外交解决办法，但也没有成功。 

    这些活动流产以后，很多人再次提议武力干涉苏俄。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的下层官员也主

张派军队去反对苏俄。但和会上的美国官员反对这种主张。２月中旬，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

建议用军队去推翻俄国苏维埃政府，美国代表团一致决定美国不参与这种干涉。威尔逊也从

华盛顿（当时他已中途回国）指示豪斯，非常明白而且坚决地表明“我们不与俄国作战”。

〔55〕１９１９年３月，匈牙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法国代表团成员福煦元帅借口红色危

险的加剧，提议协约国组织２００万远征军进攻苏俄，以便从源头上消灭布尔什维主义。威

尔逊立即反对这一提议说：“人们用扫帚挡不住大潮”，“俄国人民是真诚地反对多少世纪的

压迫和不公平的起义，用武力把它挡回去是不可能的”。〔56〕 

    综观上述情况，人们有一个总的印象，从１９１８年６月初和９月１日，美军分别在俄

国北部摩尔曼斯克和东部海参崴登陆以后，美国实际介入了武装干涉苏俄的活动。  尽管美

国政府指令，美国远征军的任务是守卫西伯利亚铁路，不介入俄国内战，维持当地秩序，援

助捷克人撤出俄国等，但维护铁路本身有利于高尔察克和捷克军团等的反苏维埃活动，美军

也不可能完全不介入镇压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因而首先应当肯定美军参与武装干涉所具

有的反苏维埃性质。但是，从上述协约国的实际武装干涉过程看，美国的干涉显然不是主要

的，其反苏维埃活动的主动性、坚定性、顽固性和残暴性远不及英、法、日等国。所以把美

国的参与同英、法、日的策划  和组织等量齐观，甚至说美国也是积极组织者，是不符合历

史事实的。 

     

五 

 

    威尔逊政府对苏维埃俄国的政策之不同于英、法、日等国，也可以从列宁和苏俄政府其

他负责人的言行中得到证实。 

    尽管现在人们仍然否定威尔逊在１９１８年１月发表的“十四点原则”的意义，但列宁

却把它看作资本主义阵营最强有力的国家对“和平法令”的回音而给予高度评价，说它是“向

世界和平迈出的一大步”。列宁关照《消息报》全文刊登这篇演说。该报评论说，“威尔逊总

统所规定的条件是争取民主和平的伟大斗争中的一次伟大胜利；我们可以希望，美国人民是

这场斗争中的一个真正的朋友”。〔57〕 

    １９１８年３月１２日，威尔逊向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发了贺电。尽管

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反对批准和约派的力量，但电文中仍然把十月革命描述为俄国人民争取解

放自己的斗争，没有把苏维埃政府同俄国人民加以区别的倾向。因此，四年以后《消息报》

仍以此为根据，说“十月革命以后，美国政府是协约国政府中没有立即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敌

对行动的唯一国家”。〔58〕 

    １９１８年３月，托洛茨基曾接受一个由协约国军官组成的委员会和由伯塞洛特将军率

领的法国军事代表团帮助训练红军，后因法国驻俄大使诺伦进行干涉，整个计划破产了。当

时《消息报》就此发表社论说，“只有美国懂得如何体面地对待布尔什维克，正是协约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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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无视俄国人民的愿望，在阻止建立一种亲协约国政策。”〔59〕 

    协约国武装干涉发生以后，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在谴责他们的干涉行径时，一般都指名英、

法、日等国，很少提及美国。１９１８年２月，当英、法、美三国第一批干涉军在阿尔汉格

尔港登陆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给美国领事普尔的信中仍然暗示英国是所有干涉行

动的后台。当时苏俄政府拘留了大约２００名英国人和法国人，但没有拘留美国人。〔60〕

当８月５日，美国的两个营又被运往南部，准备配合英、法军队同苏维埃作战时，苏维埃政

府在９月６日发出的关于逮捕协约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员的命令中，又一次没有把美国官员

包括在内。 

    英国驻苏俄特派员洛克哈特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美国虽然与登陆阿尔汉格尔有联

系，但布尔什维克对美国人无任何仇恨表示。在官方抗议所谓由法、英军队在俄国北部所犯

的恶行中，他们的名字始终被排除在外，在莫斯科报纸上激烈的反法反英文章中，从来没有

谈及过美国人。〔61〕 

    苏维埃政府对美国的这种态度，不是表明美国完全没有参与干涉，而是表明美国的态度

或多或少有利于苏俄的生存和世界和平，它对苏俄的有限干涉政策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于

英法的压力。契切林在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释美国公民为何没有同其他协约国公民一样

被拘留时承认，“是因为美国政府虽然因其盟国的压力而被迫同意参加干涉，但迄今为止只

是形式上的，我们认为美国的决定不是不可改变的”。〔62〕 

    １９１９年７月，列宁在同英国记者兰塞姆谈论苏维埃政府愿  与协约国缔结和平条

约，以建立正常关系时说：“我们准备偿还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切债务，只要条约是真正的

而不是口头上的  和约，就是说，这一和约要得到英、法、日、意等国政府的正式签署和批

准，因为邓尼金、高尔察克、曼纳兴等等不过是这些政府的走卒”。〔63〕列宁完全没有提到

美国，即使“等国”二字中也许含有美国之意，也只说明美国政府在苏俄眼里不是  主要的

顽固对手。 

    威尔逊说过，他在西伯利亚的政策是为了维护西伯利亚的门户开放，维护俄国的领土完

整和帮助他建立国联。１９３３年苏联在展示关于美国政策的某些文件后，同意取下所有反

对美国在西伯利亚干涉中的作用的断语，表明苏联政府承认美国为实行这一政策所作的辩

护。〔64〕 

     

 

六 

 

    如果说以上五个方面的考察，还不足以肯定威尔逊政府不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组织

者，我们还可以从分析威尔逊政府不积极参与的原因来论证，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列举

若干方面了。 

    第一，从经济因素看。 

    苏俄的建立与巩固，无损于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在俄国几乎没有什么投资和贷款，二

月革命后才给克伦斯基政府一点贷款。而英、法、意  、日、德等国则在俄国有大量投资和

其他经济利益。特别是法国，它在１９１０－１９２０年期间在俄国和土耳其的投资，就占

其对外投资总额的３２％。〔65〕正如美国史学家安特伯格所指出的，法国政治家在仇恨苏

维埃政权上表现得最激烈。法国和英国极端憎恨苏维埃政府取消俄国战前债务和没收外国财

产。他们坚决拒绝同布尔什维克打任何交道。〔66〕美国一向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威尔逊任

总统后，更力主在世界实行自由贸易。美国凭借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获得的巨大  经济

力量，也不害怕自由竞争，但决不允许别人独占市场。苏维埃俄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潜在的

大市场，美国不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刚刚熄灭之后，又因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引起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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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乱，从而失去同它在和平环境中做生意的机会。列宁在１９１９年９月接见美国记者麦

克布赖德时就曾指出：“有些美国人不赞成俄国打仗，他们希望缔结和约后，不仅同俄国恢

复贸易关系，而且能够从俄国获得一定的经营权。”〔67〕 

    第二，从地缘政治因素看。 

    从政治观点上看，美国统治集团无疑是敌视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但美国与苏

维埃俄国毕竟远隔重洋，同欧洲列强比较，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巨大的威

胁。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虽不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和阻挠，但不能否认与俄国邻近的国家的无

产阶级更容易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推动。正是这一因素，促使英、法、日等协

约国特别狂热地组织和推动武装干涉活动，而美国政府则持消极被动态度。１９１８年５月

初，威尔逊正是以距离太远，美国将承担不应承担的重负为由拒绝协约国要求美国参与海参

崴干涉活动。１９２０年２月３日，日本向美国解释它的西伯利亚政策说，地理位置使它在

西伯利亚的地位不同于其他欧洲列强，强调东西伯利亚的政治状况不仅严重影响朝鲜和满洲

里的事务，也威胁日本在这些地区的许多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是日本不能立即撤军的

唯一原因。〔68〕美日这两种不同的态度足以表明地理因素在这次干涉中的作用。 

    第三，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众所周知，威尔逊是美国历届总统中文化素养最高的总统。１９１３年出任第 28 届总

统后，成为美国有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总统。在对待世界格局上，虽然也代表美国垄断资

产阶级的利益，主张扩张美国的势力，但并不热衷于用武力和战争来达到这种目的，而是希

望在世界和平环境中展开竞争。这就是他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１９１６年５月２７日，威

尔逊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说中就宣称：“世界有摆脱构成侵略的起源和不尊重各民族与国家权

利的一切扰乱和平因素的权利。”同年１０月在安那波利斯的总统竞选演说中又说：“当现在

的大战一过去，美国的责任就是和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组成某种维护和平的联盟⋯⋯美

国不支持民族侵略，而支持正义的观念与和平的基础；支持价值的比赛和宽宏大量的自由竞

争”。〔69〕 

    因此，在巴黎和会前和会议期间，在所谓“俄罗斯问题”上，威尔逊在巨大的内外压力

下仍然基本上捍卫了“必须允许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

的原则。〔70〕 

    威尔逊无疑是反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但他清醒地认识到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用暴

力消灭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不可能用军事力量来煞住。“共产主义是对极端恶劣的不公

正的一种革命，只能用铲除引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源而不是用武力来对付”。〔71〕这就是威

尔逊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是通过他在１９１４年和１９１６年对墨西哥的

两次武装干涉失败后，所得教训形成的。１９１８年６月７日，他对一些墨西哥编辑说：“正

像墨西哥的事应由墨西哥人而不是由美国人来控制一样，俄国的事也应由俄国人来决定，我

们不能在俄国以外替他们做任何事情。”〔72〕如前所述，威尔逊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在很大

程度上也是受他的主要军事顾问布里斯、贝克等人的影响。正是理想主义加现实主义，促使

威尔逊在武装干涉苏俄中没有成为积极的组织者。 

    人们说，探讨美国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问题，决不能仅仅看威尔逊和其他政府官员公

开发表的言论和文件，而必须对这段历史的全过程进行考察，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73〕

这是正确的。然而，本文正是对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作了上述综合考察，才觉得威尔逊政府并

不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组织者，它后来参与干涉行动，  动机也是多方面的，并非只是为

了推翻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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